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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过春节






“千
 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看到本期《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时，各位应该刚刚结束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告别节日欢愉，回归工作状态，继续应对各种挑战，再度成为每个商业管理者的常态。

“生态系统”日益成为企业战略和商业管理的热词。无数企业宣称要打造一个自己可以主导并分享最大收益的商业生态圈，或者至少进入一个强势的商业生态系统。而在中国企业界，一些公司对于商业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的迷恋和炒作，则引发了市场的质疑和反思。对此，《哈佛商业评论》努力保持适度的关注，因为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商业管理热词一样，生态系统显然也不是万能的创新金钥匙，也不可能被广泛用于商业世界的方方面面。

生态系统之所以受到如此热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近30年来，技术对于商业世界的颠覆作用日益显著。依靠大数据和恰当方法，我们基本可以预测一项技术的发展前景，但无法预测新技术取代旧技术准确的时间点。对此难题，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罗恩·安德纳和沃顿商学院的拉胡尔·卡普尔认为，如果新技术不需要新生态系统的支持，只是“即插即用”的话，那么应用会很快实现。但如果需要其他补充元素，那么在解决挑战之前，取代速度将较为缓慢。当传统技术在其原有生态系统中得到加强时，取代速度甚至将更慢。这就是本期发表的《正确的技术 错误的时间》一文的主要内容。

在《传统生态系统的弊端》一文中，来自软件巨头SAP的马克斯维尔·韦塞尔及其合作者则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传统巨头应该如何应对天生数字公司。作者认为，传统巨头处于劣势的原因有二：难以摆脱的旧商业模式，以及天生数字公司基于数据的客户洞察能力。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传统公司应该就未来发展方向达成一致，采用新的绩效指标，并重建与商业伙伴的关系网络。

最后一篇文章是《启动生态系统创新》，其作者是英士商学院的内森·弗尔、思科超级创新现场实验室总裁凯特·奥基弗以及杨百翰大学商学院的杰弗瑞·戴尔。他们以思科超级创新现场实验室为案例，针对共同面临的难题，一些组织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他们将之命名为“生态系统创新”。与研发联盟不同的是，生态系统创新旨在快速构建创新方案并将其商业化。

我们相信，生态系统必然会在某些商业领域生根发芽，或形成某种发展奇迹，但考虑到它的实施难度与各方面要求，真正有价值的商业生态系统，或许只会属于少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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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到MBA学位，是为了回到家乡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 伊弗萨·欧摩（Efosa Ojomo）
 说。欧乔莫是尼日利亚人，他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和德里克·范·贝弗（Derek van Bever）合作研究了在非洲做生意会遇到的障碍，还有一些在重重阻力下依旧取得成功的初创公司。他们发现，关注穷人的需求能够成就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并推动发展。“如果说之前我还会为非洲的未来感到沮丧，”欧摩说，“那我现在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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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安德纳（Ron Adner）
 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历了互联网泡沫。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为何有的伟大创新能够成功，有的却不能？那个年代的很多技术公司在价值主张和创新的必然性方面判断是准确的，但时机选错了。安德纳在本期聚光灯
 文章中探讨，为何生态系统不够成熟的战略无法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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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光灯
 展示了鲁伊斯维拉（A. Ruiz Villar）
 的拼贴画。维拉注重的是创造语言，而非传递信息。“沟通本身就是种语言。”这位在巴塞罗那工作的艺术家说：“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某种代码。”他的更多作品可见于ruizvilla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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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具备无人企及的长处，

才会让公司离不开你

领导力咨询公司增格尔·福克曼公司CEO 约翰·增格尔|文





经常有管理者向我们抱怨说，公司里缺乏优秀的领导者。我们认为，实际上很多领导者都只做了分内事而已。问题的关键，不是把差领导换成优秀领导，而是要把更多像汤姆一样的人——勤奋、有能力而且擅长本职工作的管理者转变为拥有突出长处的优秀领导者。



拒绝无休止的加班，从与上司建立边界开始

瑞贝卡·奈特｜文

能否赢得上司的尊重，其实99%都取决于你自己

丽贝卡·纳伊特｜文

想要事业提升，你得认识上司的上司

瑞贝卡·奈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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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我们通过习惯建立联系”

专访乐高集团总裁兼CEO 约恩·克努德斯托普当顾客与你的品牌建立了情感联系，他们会想尽办法购买你的产品，我认为，这意味着他们做出了有意识的选择。



你是“建设性不服从”的人吗？

数十年来，管理界的主流理论都鼓励领导者关注高效流程设计，并努力让员工遵守流程。但员工的从众倾向可能会妨碍到公司的发展。



联合影响力：创造共享价值

企业为创造共享价值（追求财务收入又实现社会进步），应召集生态系统所有相关方，发起“联合影响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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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定无关紧要

的目标了

伊丽莎白·桑德斯（Elizabeth Grace Saunders）|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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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6年初的时候，我问过自己：“为什么我想实现职业成长却一无所获？”我发现答案极其简单——时间都浪费在调整目标上了。

很多人忙忙碌碌一年下来发现，年初制定的职业发展目标根本没完成，原因就是目标太多。所有目标都是他们觉得“应该做”却没动力行动的。举个例子，或许他们告诉自己应该读很多书学习更多知识，跟上同事的步调，或者起码得跟上行业里平均发展水平。但是真正要坐定读书又感觉异常乏味，这样下来进步的可能性就不大，等到一年终了又会因为没完成目标感觉沮丧。虽然定下的目标本身很适合推动职业发展，却并不符合个人的偏好或激情。

如果你真想实现职业提升，要选取一两项关键而且你自己十分重视的领域，然后集中努力突破。

例如，今年我决定职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为一本新书写推荐。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方向，因为我能感受到想法背后涌动着能量。从2015年9月开始，我就想这么做了，所以2016年刚开始我就决定付诸实施。

写新书推荐没有什么“应该”的感觉，而是觉得“必须”。有了进展我感觉很兴奋，也愿意在其他业务领域略作牺牲保证这项任务优先。内心愿望和外部目标很一致，结果自然是事半功倍。

要想制定职业发展目标，首先问自己3个问题：


如果2017年只想完成一项重要的职业发展，你选哪项？想到这个目标时，我是不是对过程和结果都感觉很兴奋？

我追求目标的动机是不是发自内心，由内而外生出的？因为目标符合个人兴趣或是非常重要，或是具有外部性，我做了会让别人高兴？



这3个问题可以帮你理清内心最大的动力在哪里。而且我建议你目标定得越精准越好，如此才能保持集中精力。

不过说来容易做来难，选择想加强的领域容易，真正努力实现目标总是有困难，尤其同时面临其他工作任务的时候。为了实现目标，要确保根据具体任务分配好时间。

我一直极力推荐留出整块时间做真正重要的事。过去，实现职业发展目标的时间总是穿插在其他工作任务里，例如打电话指引咨询时间管理的客户。即使我在写前两本书期间，每天也只能抽出最多半天时间写作。留出整块时间确实能保证精力集中，但也意味着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要工作更长时间。

今年我决定更坚定地根据先后次序安排时间。这意味着每周要留出一整天时间（我选了周三）集中写新书推荐，完成了就专心写自己的书。但我不只是记下来，还更进了一步：我每周二和周三都在邮箱里设置自动回复，告诉人们我周三在写书，周二和周三的邮件都会在周四回复。

一开始我感觉很不适应，总是担心有事情没做。但是从年初开始坚持成生活习惯后，我发现并不是不可能，而且感觉好极了。我终于摆脱了之前只要做大项目就得长时间工作的观点。

一旦你确定了本年度的职业发展目标，我建议你采取类似措施根据目标管理时间，争取顺利实现。很多人都做不到一周抽出一整天时间，但如果从小处开始几乎所有人都能做到，起码可以尝试稍微多抽点时间关注职业发展。至于有时找不到你，同事们可能得花点时间适应。但一般来说，只要能坚持下来就能实现个人稳定成长。

要实现目标，首先要决定抽出哪些天或什么时间具体实施。你可以像我一样，抽出一整天时间（或是参加培训课程），可能得抽出小段短一点的时间。例如我的时间管理客户会在每周三早上抽出两到三小时时间学习，或是一周里有几天早到办公室，又或是利用平时晚上或周末上午为实现目标努力。先尝试一种策略看看效果。如果你和同事能适应就继续坚持。如果无法适应，可以在日期或时间上做微调，直到找到合适的节奏为止。

如果你得占用上班时间提升职业发展，实践之前要跟老板好好谈谈，看看怎么调整比较合适。建议你关上门，找个会议室或是在家工作。有时划清实体界限后，可以有效防止被猝不及防的会议浪费时间。

根据具体职责不同，你花的具体时间也会不一样。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坚持为实现职业发展目标留出时间。刚开始可能会觉得不适应，过段时间就好了。这样才能保证将你宝贵的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只要你找到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职业发展目标，再将时间合理分配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相信2017年实现目标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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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桑德斯
 是《如何像花钱一样投资时间》（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5年）一书作者，是一位时间管理咨询师，也是Real Life E Time Coaching & Training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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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最高的CEO

如何面对权力

安妮·麦基（Annie McKee）|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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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所见过和共事的大多数CEO已为这一职务准备了数年时间。在他们进入中层管理层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便意识到，做一个好的领导人比做一个好的执行者更为重要。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经历了各种困难；有的会谈论员工的微观管理；有的是因为自己的无理要求破坏了整个团队的士气；还有的人因为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和重视而失去了一名绝佳的团队成员。

大多数人都度过了这些困难的经历，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学会了放权，并支持下属开展其工作。他们学会了观察团队的倦怠和不服从迹象。他们非常擅长发现谁需要得到表扬，谁需要支持，谁会因成就而获得动力，谁需要非常亲密的同事关系，即便与老板之间也是这样。他们掌握了打造更强大团队、应对冲突以及协商的诀窍。

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人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已能够胜任CEO这一职务，不是吗？不一定。让我们看看几年前我碰到的CEO詹姆士。

詹姆士所经历的事情比我上述提到的还要多。事实上，作为一名内部候选人，他在上任CEO一职前拥有熟悉公司文化的优势。他还与各个层面以及所有地域的众多公司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是公司董事。当詹姆士在高管团队中担任职务时，他被看作是一位有着良好形象的可靠领导。他激励着他人，不会轻易生气，而且能够在获得成绩的同时不会牺牲任何人的利益。确实，他仍有点事必躬亲的毛病，尤其是当他感觉到事情会对公司成功造成威胁的时候，而且对于这一职务所能带来的种种便利，他也存在一定的盲区。他喜欢与CEO搭乘私人飞机，享受拥有一名全职的办公室主任，而且对这种生活方式也感到十分满意。但总的来说，他似乎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CEO。毫无疑问，这也是他为什么最终当选CEO的原因。

我在詹姆士担任CEO一年之际拜访了他，并亲眼看到了他与两名雇员之间的互动，这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坐在一个有玻璃隔段的开放式格局会议室中。我可以看到外面，詹姆士面对着我。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看到两名经理走了过来，表情十分兴奋。她们有礼貌地敲了敲门，并询问是否可以分享有关其项目的一些好消息，这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问题。她们对所取得的成功感到尤为高兴和满足，一个个笑得十分爽朗，对这一成果感到十分自豪。而且我看到，在詹姆士加入之后，他们聊得非常愉快。

经理们离开后，詹姆士转向我，带着笑容对我说：“你看到了吗？”“是的”，我回答道，“很了不起！他们干得不错，你一定很自豪。”“不是。”他说，“你看到他们对我的态度了吧？”

我很困惑，也很担忧。他说话的语气并不对劲。他继续说道，自他升任CEO之后，女士们似乎在这里过得更惬意了（这两位经理刚好都是女性）。当时，我感到很震惊，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又聊了起来，也更深入地交流了一下。事实是，詹姆士完全忽略了他的这一角色对于其员工的意义。他把所有的事——包括奉承、表扬和获取其认可的愿望——都归功于自己个人的魅力。他认为，人们对待他的方式源于他出众的领导才干和闪亮的个性。但是他没有想到，人们对他的态度可能是源于对他的职务和权力的考虑。

长话短说，在几个月中，詹姆士和我一道解决了他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很幸运的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很友好，也能坦诚相待）。我们发现，尽管他在此期间吸取了一些教训，但职务所带来的权力让他失去了对很多事物的辨识能力，尤其是对他自己和他在工作中的关系。总的来说，他的意识中缺失了两大关键情商因素——自我意识和同理心。

自那之后，我一直在研究CEO们和其他高管如何应对权力。在我看来，像詹姆士这样的高管并非个例，而是有很多。

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权力会让人堕落，包括我们的判断。第二，人们之所以区别对待是因为我们有权力。有时候，人们会和高管走得很近，例如詹姆士的案例。有时候，人们会对高管恨之入骨。不管怎么样，高管们很容易深陷其中，并被甜言蜜语冲昏头脑。

最后，很多人在升任高管之前并未进行过多的个人反思或缺乏成长过程。尽管高管们的情商在这一过程中似乎有所长进，但通常都是表面上的。例如，他们可能学会了如何管理人际关系，但是他们并为能完全掌握如何感同身受或完全、准确地洞悉他人的想法。他们可能有能力去解读员工的动机和需求，但仅限于用于完成特定的工作。当涉及自我管理时，很多高管学会了管理外在的情绪表达，但并不知道如何处理内在的情绪，例如不安或他们对权力和威望的感受。我发现，高管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自我意识。部分原因在于，自我反思与经商没有关联，人们认为它是不必要的。因此，大多数机构都会鼓励人们自省，并发现不足，然后加以弥补。这倒没什么问题，但一旦人们被职务权力蒙蔽了双眼，这种自我意识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未来的CEO们应如何准备，才能更好地应对职场员工对权力的各种复杂态度？以下是我所学到的东西：

在没有个人成长的前提下，真正的职业成长是不现实的。为了完全掌握如何成为一个更称职的领导者，以及如何更好地应对权力问题，人们必须自知自觉。一开始，人们可以问自己以下问题：

你对权力有什么感受？你如何应对你的上司或那些能够制定影响你生活的决策的权威人士，例如你的老板？你对权力和权威人士的态度源自于哪里？（是的，你可能需要考虑与他人的关系，例如你的父亲、母亲和其他在你童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

你对权力所带来的事物有何感受，例如金钱、车辆、房子和假期？你会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你自己吗？当你达到这一标准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如何对待达不到标准的人？当你自认为没有达标的时候，你有何感受？你会如何应对这些感受？例如，你是否会自己承受，然后责备自己？还是对外宣泄？

对于你来说，哪些东西比权力更重要？家庭、健康、福祉、工作和生活的幸福感，或道德？你的回答将明确揭示自己真正的人生价值观。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让你的价值观引导你做出选择，此举将对日后工作行为和思想的养成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20年中，大多数高管都意识到，情商是其成功的关键。然而，人们必须意识到，情商的培养是一个毕生的工作，而不是一种练习，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那些掌控着他人职业和生活的高管和CEO们来说，这是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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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麦基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研究员，也是PennCLO高管博士项目的主任。她即将出版的新书包括《如何快乐地工作》(How to Be Happy at Work
 )、《最根本的领导力》(Primal Leadership
 )（与丹尼尔·戈尔曼与理查德柏·亚茨合著），以及《和谐领导》(Resonant Leadership
 )和《成为一名和谐领导》(Becoming a Resonant Lea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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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种目标设置技巧

管理者一定要慎用

迪克·格罗特（Dick Grote）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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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2年，两位在目标制定方面最著名的教授——埃德温·洛克和盖里·莱瑟姆在《美国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了35年的研究结果。具体发现如下：



比起敦促人们拼命努力，指定具体的，困难的目标总是更容易提升表现。

目标高一些比低一些效果好，目标定高一点或难一点效果更好。

时间表紧张比不赶时间更能带动快速的工作节奏。

公开宣布目标会增加个人的投入。

在实现目标方面，双方商定还是由领导指派差别不大。

这么看来，关于制定战略目标方面的争论可以罢休了。结论已经明确，要指定清晰的困难目标，时间表也要尽量紧一点。别太在意具体目标是个人制定的，管理者指定的，还是领导交给属下一个单子，催着属下紧赶慢赶完成，告诉所有人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能做到所有这些，可以预见的结果是：效果提高，更能持续，表现更好。

但很多公司并不遵守洛克和莱瑟姆的建议。事实上，当今企业界制定目标时有三种常见原则，都是与两位教授的发现背道而驰的。三种分别是：SMART目标原则、层叠目标以及用权重百分比显示相对重要性。



SMART目标原则

如今提到目标指定，所有职场人士肯定都很熟悉老掉牙的SMART原则。即目标一定要明确（S），可测量（M），可实现（A），具有实际意义（R），以及有时间限制（T）。表述上可能略有差别，但本质都一样。

陈旧的SMART原则其实是实现目标最大的障碍，然而通常情况下人们定目标时只有这一个选项。SMART测试其实是个有用的小体系，可以确保陈述目标时表述准确。（类似文档里拼写检查是个找出错误拼写的有用体系）。但SMART原则在判断目标本身是否正确上毫无作用。也就是说，制定符合SMART原则的目标很容易，但制定出来的并不一定明智。

更糟的情况是，SMART原则鼓励人们制定低目标。没人愿意制定看起来不可实现或不符合实际的目标。但管理者手下最弱的下属有可能抓住“可实现”和“具有实际意义”做文章，为制定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当理由。然而实际上，只有制定高目标，即困难的，有挑战的，令人紧张的目标才能鼓励人们付出最多努力，获得最佳表现。

建议：不要用SMART原则判定目标是否明智，值不值得追求，只用该原则检查目标陈述得是否清楚。



层叠目标

经常有人建议制定目标者在公司自上而下传达目标。从总裁开始制定自己的目标。接下来副总裁制定目标来确保完成总裁的目标。跟着总监们根据副总裁的目标制定自己的目标，再接下来是经理，然后主管，最后才轮到公司食物链的底层。

很显然，公司里的人们制定目标时都不会违背上级意思。但如果太过严格执行层叠目标原则，最现实的结果是只有领导完成制定目标后，下属才能开始。过程会十分冗长；每个人都会指责前面的人太慢，拖累了进度。

更大风险是，有些对于特定岗位上的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目标，但由于跟上级的目标没有明显关系会被忽略。

建议：如果目标制定流程中严格规定个人要紧紧跟随上级，而且仅限于在主管或管理层团队内制定目标，请立刻废弃。个人为自己的工作制定目标时，直接上级的目标当然是很重要的参考来源。但不管怎么说，上级目标也不能限制个人目标。



利用百分比权重

当然了，某些目标是比其他目标重要，但用百分比指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只会适得其反。

原因如下。举例来说，如果具体到大约5%的水平，是很难判断目标相对重要性的。某项目标应该占据总目标的20%还是25%？应该从其他哪项目标里匀出5%来？这种讨论毫无效果。

具体评价时，采用百分比指代目标重要性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如果每项目标都有个百分比，评价者判断表现时很可能会当成解算术题。每项目标都有百分比，再根据5级评分法。评价者会倾向（甚至会被要求）将目标的百分比权重乘以每项目标获得的分数，得出评估分数。每项目标都如此处理，算出平均分，再保留一两位小数点，业绩评估分数就出来了。这种方法在数学上可能精确，但毫无意义。业绩评估不是简单的算术运算，而是重要的管理评价手段。

建议：不要为各项目标制定百分比。用高、中、低或是按照重要性顺序排列各项目标，从而区分各项目标的重要性水平。

也许有人认为制定目标方面会有简单直接的技巧，但实际上并没有。不过，莱瑟姆和洛克的研究表明，制定目标期间多花点时间，多思考是有巨大价值的。别盲目受SMART原则限制，也要小心层叠目标原则浪费时间，更要避免为各项目标指定百分比。你会更顺利地制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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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格罗特
 是住在德州达拉斯的管理顾问，也是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如何提升业绩评估水平》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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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忠诚度

被高估了


雷富礼（A.G.Lafley），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1月刊，《别高估客户忠诚度》一文







文中对产品更新与追求创新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分析很对。但是有两个关键观点不应该混淆，虽然经常混为一谈。“努力让产品脱颖而出”并不一定代表“彻底创新”。过分追求创新很容易造成危害。然而，寻找有效方式脱颖而出通常也很重要，而且并不一定需要大量创新。推广方式一定要谨慎选择，要符合品牌定位，而不是仅靠追求极致创新或是不择手段。


——菲利斯·易索普

读者





非常值得一读。不过放在新出刊的《哈佛商业评论》当封面文章，我感觉值得商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心理学观点认为，消费者（以及人类大体上来说）都是“认知低下者”。这项结论已被用来解释人们为何在多项活动中决策明显不够明智（例如舆论形成、选举行为和投资等）。这篇文章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将“认知低下”理论应用在消费品层面（例如升级产品时注意不要过度追求创新；设计目标是培养习惯等等），但分析消费者决策时自律性扮演的角色时，核心命题应该承认所有分析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


——乔纳森·诺尔斯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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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准CEO奇略


2016年12月刊聚光灯文章







招聘要做好，不仅要看应聘者的知识储备、相关技能或过往成就是否符合要求，更要看工作态度、行为举止、个性脾气、进取心以及认知能力。如果“核心”是其中两到三样，就不用展开复杂的流程。这篇文章主张，合适与否，其重要性最低，也是最后才要考虑的事，实际并非如此。合适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考虑标准。这篇文章把挑选CEO当成一项艺术，不太注重其中的科学性，仿佛很少有人能做好。我希望读到更扎实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分享一手二手经验。


——克里山·夏尔玛

读者





这组文章立意很好，在这个复杂而且被“过度研究”的领域整合了相当多的观点。其中提到现在20%-30%的公司董事会会从外部挑选CEO（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比例为8%-10%），我发现董事会（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并不够重视管理层的接班，也不够注重领导力培养。我总是跟人力资源总监谈起这个问题，而且总是强调他们应该“尽职完成分内事”，才有可能表现出众。企业应该加快培养领导者，多给后备人才一些不同领域的机会促进成长，营造勇于承担风险和相互支持的企业文化。能做到这些的企业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内部培养出领导人才。再次感谢这篇精彩的文章。


——乔希·贝新

读者





我很喜欢这期聚光灯文章。尤其是这段话写得最好：“大部分新任领导之所以遭遇失败，不是因为财务或经营能力不够，而是因为管理和政治技巧不足，无法驾驭公司文化。帮助新任领导理解公司文化，提升‘软实力’以应对得当可能是增加成功机会的最佳方式。”CEO失败的原因经常是没能及时调整自己适应公司文化，其实公司文化是有标准的，企业拥护的价值观是否有活力也是可以量化的。如果没有数据支持，仅靠直觉坚持不了多久。很多新任CEO之所以带着未竟的宏大理想铩羽而归，根源其实是公司文化。


——丹尼尔·弗雷斯特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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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范式下的风险控制

保罗· 塔斯卡（Paolo Tasca） 马西莫·莫里尼（Massimo Morini）| 文

齐菁 | 译　刘筱薇 | 校　钮键军 | 编辑






马尔科·扬西蒂（Marco Iansiti） 卡里姆·拉哈尼（Karim Lakhani），《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7年1月，《区块链真相》一文






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消除在技术、政府管控、组织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障碍，才有可能真正发生区块链革命。若不清楚区块链将如何占领高地，贸然开始区块链创新就是个错误。




区块链技术，也被称作分布式记账技术（DLT），将我们带入从“信任人”到“信任机器”、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新范式。区块链通过去中心化的、同级验证的、时间戳账本来确认匿名的身份和交易。每个人都能对账本进行核查验证，但它不受任何一方控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商业活动有永恒性、自动性和透明共识三大特性。

这些技术特点可以帮助企业缓解商业风险，下面就来说说区块链可以帮助缓解哪些风险，以及如何缓解风险。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借用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和安妮特·米凯什（Annette Mikes）在《差异化风险管理》（详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2年10月刊
 ）中的框架，将其延伸至区块链领域来解释如何使用区块链来缓解可预防风险、战略风险和外部风险。可预防风险是内部风险，由日常操作流程故障和员工失误或不恰当行为引起，比如某个贿赂官员的员工或是某个流氓交易员。战略风险来自企业的战略投资，比如研发项目和金融企业的信用及市场风险。要想得到丰厚的回报，这些风险无法避免。最后，外部风险来自企业外部，不受企业控制。传统意义上它指的是自然、政治或者宏观经济灾难。最近，世界变得越来越互联且依赖于信息的流动，网络风险也被纳入外部风险之中。无论任何行业，外部信息流的打扰和内部信息安全遭到破坏，都是必须关注的关键风险。



消除可预防风险

对于流程、人和系统来说，区块链都是风险监控和评估“合适且合理”的方式。

在流程方面，许多日常流程有风险是因为数据存在丢失和被篡改的可能性。然而，智能合约和自动化流程可以减少日常流程中人的介入。例如，美国五角大楼已经通过密码加密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使用时间保护系统，将重要文件（与某一国家相关的文件）打乱并定期在公共报纸上发布，以保证记录的永恒性。区块链正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且不用购买《纽约时报》的专栏版面。更宏观来看，区块链其实是一种非等级式的全新管理流程，决策分布在网络各个端口而非像企业通常那样，集中在中心处理。

DAOs（分布式自治组织）使其扁平化、民主化，甚至可能颠覆传统的管理金字塔等级。在传统企业的决策流程中，决策由人做出。与此不同，DAOs中的决策按照一定规则自行生成，也就是有预先设定好、无法被收买、强行实施并且防篡改的规则代码置入智能合约中。拥有设计精良共识协议的区块链可以使许多流程去中心化，比如招标，使用区块链让贿赂招标官员的企图成为泡影，因为不存在一个专门负责的工作人员，一切流程都透明公开。这一优势既可以在优化单个企业内部流程时使用，更重要的是，它也可以让监管者或是企业联盟降低公共流程的风险，使整个群体受益。

如果流程中有人的介入，企业就须评估并监控其诚信度、公正性、名声、竞争力、能力和稳定性。对于员工和管理者在运营和完成工作任务时的业绩表现，区块链可以帮助收集并存储企业所需的信息。违反法律法规、内部政策和市场期待的商业道德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欺诈、诈骗、欺诈性财产转让以及会计花招。对于以上各种形式的不当行为须先行发现，然后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使用区块链管理流程，可获得永久性的记录（即事后无法更改）。知晓匿名账号背后真实身份的管理者，就有可能最大程度精确了解谁在何时做了什么，并让员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帮助企业预防员工和官员的不当行为，降低运营风险。这一分布式的风格也消除了对中间专业审计人员的需求。

实际上，集中型数据库或硬件的管理员承担着巨大的运营风险，增加了单方面控制和改变规则并成为单点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常用于IT领域，指单个点发生故障时会波及整个系统或者网络，从而导致整个系统或者网络的瘫痪——译者注
 ）的风险。大型机构还面临匹配不同数据库信息的问题。因此，他们将不得不通过低效的手动过程来调查和修复“中断”问题，不仅花费时间和金钱，还增加了出错的可能性。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的公共区块链数据提取层可以降低错误率，并降低监控和修复数据库之间的协调“中断”的成本，因为他们共享一个“完美”的数据库可供衡量。此外，实时协调消除了异常检测中不适当的延迟。

任何用于收集、存储和处理日常交易以及财务会计数据的操作信息系统都可以从使用区块链中受益。特别是，在硬加密的分布式账本中，例如公共/私人密钥基础设施，拥有实时存储的永恒性、标准化和经过认证的交易记录的系统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不记录债务的公司资产负债表或任何其他财务欺骗的不当行为将立即被检测到。区块链的透明度可以保证内部人员不太可能将公司资产从企业中转出。此外，会计花招成功的机会也会大幅下降，公司之间交易将变得更透明，发票对账更容易。投资者可以要求与任何其他“内部人”相同的访问权限，以便监控公司账目的交易（例如比对实时记录和季度报告）。



降低战略风险

与可预防风险不同，战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其与企业业务活动相关。公司也会明确意识到，想要从其业务战略获取回报可能会遭遇的风险。区块链是一种多功能技术，它可以为不同目的，以不同方式实现。虽然区块链不能预防或阻止战略风险，但它应该能够降低风险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并提高公司缓解风险事件的能力（如果风险真的发生）。


金融风险。
 以此作为开始，显然是因为区块链最初被引入并应用于货币交易，随后吸引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的兴趣。此外，卡普兰和米凯什认为金融领域的风险是最不可预测的和不断变化的。如今，金融风险不仅涉及金融公司。卡普兰和米凯什给出了一个关于信用风险的例子，一家IT服务公司通过监控客户的信用利差加速收取应收款项，如果利差超过了给定的阈值，则要求客户按进度分期付款。

只要此类交易通过区块链执行，这些风险管理行为就可以实现自动化。在一个有以数字合同编码的债务信息的共享分布式账本上，对于交易对手拖欠的债务数目，以及有多少抵押品可用，不会产生争议。而争议和延误是发生信贷事件时造成损失的重要原因。去中心化的共识和永久的实时数据让参与者在交易时间之前，有选择性地向另一交易对手显示可信数据，以提高其自身价值的确定性，从而降低风险和信用暴露。

区块链还能做到更多。智能合约可以使交易（一项服务或一次转账）与相应的支付同时执行，因为智能合约将控制交易的一方，直到相应的另一方完成支付。这将自动实现被称为“交付与付款”（一种规定付款必须在安全交付之前或同时完成的模式——译者注
 ）的市场设计，智能合约甚至能够实现比这级别更高的保护。当事件发生大大增加交易对手违约的可能性时，智能合约可以自动将应收款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这样的事件可能是可观察到的系列事件，如某一方错过了付款；或使用所谓的“oracle技术”及时探查到的风险，即可测量的外部事件，如信用利差达到阈值。这些保护契约可以成为双方交易都同意的智能合约的一部分，保护双方均免于违约风险。


合规。
 合规涉及广泛、不分领域。当然，金融是最受监管的领域之一。合规是有风险的，一旦不能根据行业法律法规、内部政策或规定的最佳实践行事时，可能触发法律处罚、财务没收和物质损失。合规也很昂贵，因其耗费大量资源，涉及公司内部的多个职能部门，而且缺乏自动化和信息系统之间的整合，导致时间密集和效率低下。最后，合规还很复杂，须对法律法规的深入了解、高度专业化的分析师参与以及与企业领导层的长期接触。这一过程包括规划、评估、后续调查和报告几个步骤，以及与公司、审计员、会计师、市场监管者和国家当局多方沟通。

区块链有可能通过提高运营效率，为监管机构提供增强版执法工具和无缝自动合规解决方案来降低合规风险。在这个方面的应用可以用于如连续审计、企业税务申报和特定的行业报告中。公司和监管机构的传统平台将能够直接从区块链中输入和提取数据，这意味着公司和独立审计报告的数据可以直接部署并存储在区块链中，以供授权参与合规流程的人实时访问。区块链还能整合不同信息系统。在这方面，智能合约技术可以用来协调信息从审计报告到指定报告工具的移动，从而减少错误和重复工作的可能性。

虽然自动化合规已经列入许多公司和监管机构的议程，但其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障碍。首先，区块链缺乏对数据的分区访问。为了降低风险，外部用户应只访问对其合规性活动重要的数据。然而，当前的区块链解决方案授权仅提供对整体账本的访问，还无法提供分区访问的能力。在这方面，使用诸如零知识证明和安全多方计算技术的密钥设置可以防止公开任何敏感信息，同时允许其用于合规与规则。其次，自动化与合规的实时节奏相关。然而这可能导致新市场的扭曲，特别是在没有法律或监管先例的投资界。最后，该过程将需要与预先存在的传统平台的整合协作，以实现数据的传输和接收。但使用不同技术的参与方可能无法与区块链层进行交互。



缓解外部风险

外部风险由外部事件导致，企业无法控制和可靠预测，因此很难减少由其带来的损失。


版权侵犯。
 版权侵犯通常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主要影响软件、音乐和视频行业。区块链是完全数据中立的，因此可以被用作所有权（作业历史）的注册，跟踪版权作品的所有权链条。想象这样一个案例，唱片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承诺投入营销资金来宣传一位艺术家。在这种情况下，唱片公司面临着艺术家不会走红的风险，其营销资金也就打了水漂。此外，它还承担着被剽窃的风险。如果对音源和音乐视频版权的执行管理没有效果时，就会遭受此类损失。

在这一案例中，区块链能够完全消除侵权风险。目前，有几家公司正在利用这种区块链技术来验证内容的所有权。音乐可以在账本中以独特的ID和时间戳发布，这种方式高效且发布行为不可更改。这可以解决许多人通过流媒体、P2P文件共享等非法渠道毫无约束地下载、复制和修改数字内容的问题。每个记录的元数据都会被储存，信息的所有权和权限是永久且透明的，每个人都可查看和验证。它确保了透明度，使从艺术家、经理到唱片公司的所有参与者，都能够轻松、快速且可共享地访问数据，并因内容的使用获得报酬。

此外，基于区块链的版权和所有权验证系统有可能对更集中化的解决方案做出巨大改进，例如通常由第三方提供的不可否认服务。使用集中式不可否认服务的风险在于，如果服务下线，记录就可能完全丢失。即使企业尝试备份数据库和维护记录可用性，但失去了可信的第三方记录，企业记录的信任度无从考究。虽然在版权处理中，使用区块链仍然面临一些技术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思路本身行不通，版权可比比特的范围要广得多。Blockai、Pixsy、TinEye、Ascribe、Mediachain和Proof of Existence等公司有望在使用区块链技术注册和防止侵犯版权领域有所斩获。他们明白，对于艺术品、资料、手稿、照片和图像等原创作品的分类和存储来说，区块链这样的公开去中心化的账本是非常理想的，能够使其远离任何中央权威。


系统性风险。
 说到系统性风险，就不得不提及像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的信贷紧缩这样的全球经济戏剧性衰退。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那是一个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的外部事件。全球监管者重塑了金融世界，以避免类似的危机，其战略中很重要的一步是增强了中央对手方（CCP）的角色。CCP是在一项金融交易中插入交易双方中间的一个实体。在双方都同意进行交易之后，CCP就成为对任意买方的卖方和任意卖方的买方。在此过程中，CCP通过结网降低交易对手信用和流动性的风险暴露，减少了当一方违约时交易双方的直接接触的风险，但这么做的风险仍然集中。CCP的主要角色是：1.管理结算运行任务，降低结算风险；2.通过会员身份批准和实行保证金（最初的和变化的）监控个人的信用风险，提供透明的风险管理；3.处理违约方；4.监督市场上的系统风险。

在以区块链为基础管理的金融市场中，许多CCP的原则可能会被淘汰。可以设想到的是，CCP的功能1和2将会被智能合约替代。DAOs的设计使交易双方发生关系，一旦植入在智能合约中的某些条款被触及，应收款项就能自动从一方转到另一方。CCP的功能3和4也可以被区块链技术提高，但它不太可能完全实现自动化，因为其对定向性程度和大型场景分析能力要求较高。相关区块链创业公司如Digital Asset Holding和D-Pactum正在与CCP展开合作，在不改变最近法律法规给予CCP的角色基础上，朝着分布式账本和智能合约的方向重新设计他们的技术。这可能会发展成为增加金融系统复原力的根本性措施。在分布式账本上，可以设计出透明、标准化的交易流程，资本和保证金的相互关系可以自动发生，因此降低了中间管理者的风险负担。通过把各个参与方签订智能合约编码，管理危机事件的规则可以做到尽可能的确定性。


网络风险。
 这是我们要分析的最后一个外部风险，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确，对于网络风险或关键基础设施故障（如控制系统、能源、交通、电信和金融基础设施）相关风险的不理解或不重视，有可能对国家经济、多个经济部门和全球企业造成深远影响。进行风险评估和设置风险管理系统的责任现在落在了每个企业身上，但它们内部实践和流程千差万别，风险管理系统不成熟的小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更易遭受网络攻击。

区块链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吗？毫无疑问。数字货币的发展延伸了密码学的安全使用，并且创造了一种商业模式，针对网络攻击有了新型的复原力。在分布式账本上的一套完整系统可以提供比公司标准防火墙技术更高级别的网络安全。因为分布式账本是自动化的，并且由于信息共享的原则和共识协议的鲁棒性，账本历史是无所不在且无法更改的。因此在该系统中，高科技网络攻击可以在发生之前被阻止。



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因数字货币流行的技术区块链，而非数字货币本身。然而，在分析外部风险的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的出现第一次创造了一种与国家、跨国政府决策或是任何实体经济都不相关的流通货币。实际而言，数字货币价值的波动幅度巨大，但其方向和时间与市场不同，从而保持了与某国货币或股票市场非相关性。因此，比特币被称为“数字黄金”，和黄金一样，数字货币已被用作避险资产，限制宏观经济风险的影响。

总之，在深入挖掘区块链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惊人效用之前，要明白区块链不是万能解药。它应该被看作是构建下一代风险管理基础设施的众多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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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塔斯卡
 是伦敦大学学院区块链技术中心主任，前德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西莫·莫里尼
 是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Banca IMI公司利率和信用模型总监。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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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封面“大思路”


CEO泡沫

打破闭塞之墙

如果你是大型企业的CEO，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在公司须重组时指明方向。如果没有你的许可，公司没法采取任何大胆的新措施。然而，你手中的权力和利益会导致你感受不到任何可能影响你的设想，以及意识到危机出现的声音，很可能你是全公司里信息最闭塞的人。讽刺的是，如果真想做到在其位、谋其职，从某种程度上你得抛弃高位给你造成的限制。

嘉信理财CEO沃尔特·贝廷吉就表示，信息闭塞是他工作中“最大的挑战”。他解释说具体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人们告诉你他们觉得你想听的话；另一种是，不敢告诉你他们觉得你不想听的话。”他指出，不管职级如何，管理者都有可能遇到这种问题，但高层情况最严重。如果有关内部问题的反应都无法传达到CEO耳朵里，外部的信号，尤其是关于问题早期的微弱的信号就更没可能让CEO知道了。当今市场竞争激烈，变化迅速，问题会很严重。剧烈转变即将发生时，通常是市场外围一些并不明显的事件最先透露出信号。

过去几年里，格雷格森访问了超过200位公司高管，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上述问题。不过更生动的例子是，他同时发现凡是极具创新精神的公司，往往是因为领导者比较善于协调，努力克服种种困难。能做到这点的高管都非常勤奋地打破身边的闭塞之墙。如果你困在办公室的盒子里，就要想办法冲出盒子。成功的领导者确实都是这么做的。他们会主动走出舒适区，寻找存在种种未知的新环境。




[自管理]


充分利用并购机会


对于管理者和员工个人来说，并购不只是公司战略，更是具有破坏性，经常导致痛苦的事件。平均来说，同行业收购兼并后，近30%的员工会变成冗余人力。那么，并购时公司应该如何应对？首先，管理者要掌握局面，运用态势分析法认识到合并后的公司里自身位置；其次，想办法把合并当作成长的机会。实现第二步的关键在于管理者要积极参与到整合过程中，充分展示自身长处，或是借机努力培养新优势。并购中的转型结构会让管理者有机会在三个方面展示并培养技能：执行、创新和合作。




[案例研究]


放权是不是风险太高？


一家跨国建筑公司原本管理架构就比较分散，CEO还想进一步下放权力。他相信如果让全球200个办事处和子公司更自由，亦即转向“合弄制”后，会加强员工的参与度并提升业绩。但他的朋友，即公司的CFO很担心，如果彻底放手，全球各地的业务部门各种重大决策都不必再征求意见和许可，风险会太大，尤其是俄罗斯办事处刚出现欺诈丑闻。这位CFO能成功劝阻CEO放弃计划么？他应该冒着丢工作以及跟朋友撕破脸的风险直言不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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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TOMS创始人：

重思公司使命

The Founder of TOMS on Reimagining the Company's Mission

布莱克·麦考斯基（Blake Mycoskie） | 文　万艳 | 译　安健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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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布莱克·麦考斯基（Blake Mycoskie）意识到，对高速发展的渴求正令公司偏离使命。于是，他借着休长假的机会，梳理了TOMS的远景规划以及他本人在公司中的角色。其中一个决定便是出人意料地向咖啡业进军。






20
 12年秋，我做了一件前所未想的事情：脱离TOMS的工作休个长假。这并不是一趟所谓的环球之旅。我与妻子希瑟搬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市，这里也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想与公司保持地理和心理距离，以便进行一些反思。

当时，我创立TOMS已有6年。TOMS从一家在我加州公寓成立的初创公司，发展成营收超过3亿美元的全球性企业。我依然100%持股，公司也依旧秉承着最初的承诺——每卖一双鞋，就向有需要的人送一双鞋。但是，我有些幻想破灭之感。我每天过得单调乏味，与许多负责日常运营的高管也失去联系。这个曾让我获得使命感的公司，如今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份工作。

在我离开的几个月里，我深深思考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我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创办这家公司，以及最初人们为什么愿意加入进来，一起创业或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依旧信奉我们的使命，并相信我们所带来的影响。但我不再确信我为什么想要（甚或，我是否想要）继续带领公司向前发展。

最终，我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由于TOMS变成了一个更关注过程而非目的的公司，我彻底迷失了。我们全神贯注于“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才能规模化公司，以至于忘记了公司的首要使命，即用商业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是我们最有竞争力的优势：它让我们得以与消费者建立起情感纽带，并驱动员工奋勇向前，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们是在参与一场运动，而并非只是为了自己而工作或购物。

在远离公司一段时间之后，我带着新能量重返公司。我的使命清晰明确：让TOMS重新变成一场运动。



基因

我创建TOMS的灵感也源自一次长假。在创办并卖掉了多家公司（一家送货上门的干洗店、一家户外广告公司、一家驾驶培训在线服务公司），并参加了一档真人秀（我和姐姐一起参加了真人秀《极速前进》的拍摄，并创办了一个全真人秀节目的有线频道）之后，2006年，我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去阿根廷学打马球。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古怪，不过在追求最新感兴趣的事物上，我总能感到极为开心。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遇到一位女性，她所就职的NGO致力于向当地贫困乡村地区的孩子发放鞋子。我们所到的每个村落都收获到感激与眼泪。我遇到一对亲兄弟，哥哥12岁，弟弟10岁，两人共用一双成人尺码的鞋子。由于当地学校要求必须穿鞋才能上学，兄弟俩不得不轮流去上课。当我将适合两个男孩足部尺寸的鞋子交到他们母亲的手里时，她泪流满面。我难以相信，如此简单的一个举动，竟能对人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巨大的影响。

于是，我决定进一步做些事情。我没有飞回美国要求朋友们捐款捐物，而是基于买一双送一双的理念，创办了一家营利性公司。我将它命名为Shoes for Tomorrow，后来又压缩成Tomorrow's Shoes，最终简化为TOMS，以便将品牌名称制成小标签，放到鞋子上。（至今，还有一些人在遇到我后困惑不已，因为他们以为会见到一个叫Tom的男人。）

我的马球教练阿莱霍和我一起说服了阿根廷当地的一家制鞋厂商，令其帮我们生产更时尚版本的alpargata——这是一种当地人100年来都在穿的帆布鞋。为了借鉴埃里克·莱斯（Eric Ries） 《精益创业》一书上的理论，我们的第一双鞋是一款“最简化可实行产品”。鞋子上面胶迹斑斑，按照阿根廷尺码而非美国尺码制成，款式也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它们足以用来在我洛杉矶的朋友中间测试概念。我的目标是卖出250双鞋，这样便能在阿根廷送出250双鞋。

回家后，为了获得女性友人的建议，我举办了一个晚宴，招待了一些女性朋友。她们非常喜欢这些帆布鞋，当我与其分享帮助有需要的孩子的理念时，她们表现得特别兴奋。她们推荐了许多当地的精品店，可以用来作为零售渠道。我于是拜访了其中一家——American Rag，并要求与采购者对谈。我知道我的鞋子在品质和价格上没太有竞争优势，因此我告诉采购者，我为什么要卖它们，并送出另外一部分鞋。这家精品店成为我们第一家零售客户。

在此之后一个周六的早上，我的黑莓手机嗡嗡作响把我吵醒了。当时，TOMS网站每卖出一单，就会往我的手机上发送消息邮件。通常，顾客只是我的家人或朋友，偶尔会有陌生人下单。但这天早上，手机一直在不停地嗡嗡作响。吃早午餐时，我开始浏览《洛杉矶时报》并在日历版的第一页上发现，该报纸的时尚类作者在一篇很短的文章中谈到了TOMS。当天晚上，我们卖出了2200双鞋。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同时也首次对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挑战。当时，我公寓里只有不到200双鞋。

在这之后的6个月里，我与一群实习生一起，将我的“鞋项目”变成一家真正的公司。Vogue、Elle、《时代周刊》和《人物》杂志都对我们做了大量报道。很快，托比·马奎尔（TobeyMaguire）、凯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和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等明星被拍到穿着TOMS的鞋。Nordstrom百货公司坚持要售卖我们的鞋。那一年夏末，我们卖出了1万双鞋。显然，TOMS的理念引起了共鸣。



幻灭

到2011年，TOMS运营5年，年增长率高达300%，对外送出1000万双鞋。卖一双送一双的模式最初被传统商界人士视为理念听上去不错，但并不会带来可持续的营收，最终我们成功了。我们还延伸到眼镜行业，每卖出一副眼镜，就送出一副，或是帮助病患就医，恢复视力。我们还采用了其他与众不同的做法：我们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网站的直接销售，我们实际上从未打过传统广告，而是依靠500万社交媒体上的粉丝，建立起口耳相传的口碑。

2012年9月，我与希瑟结婚。我引入了一批有经验的高管，负责日常运营。自创业以来头一次，我觉得可以抽身休息一下了。我得以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但也深深地游移不定。创业之初的兴奋与友情开始被层级文化所取代。领导团队陷入性格冲突与争吵的状况中，几名核心领导者坚称，我们采用的流程和系统与他们之前所在公司并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家公司，我们过于聚焦于保护已建立起来的产品、流程和系统等，而无人思考新的可能性。我注意到，工作较长时间的员工开始跳槽到更具创业精神的机构，并且我意识到，内心深处，我很想跟他们一起离开。

我以前卖掉过一手创立的公司，但TOMS不同。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家企业，它是我的生命。因此，这段时期的不确定感就仿佛婚姻出了问题。你以为自己找到了事业灵魂伴侣，但你不再爱她了。你会怎么做？于我而言，休长假就像是去做婚姻咨询。我不是要走开，而是要把问题摊开来，看看我和TOMS是否能重修旧好。如果它只是单纯的商业问题，我还能想一个远程战略方案。但这不仅事关公司，也关乎我个人。我必须想清楚公司未来的发展，以及我在其中的角色。并且，我打算独自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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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离开奥斯丁时，我小心地尽量淡化休假事宜。我告诉人们，休长假只是想与妻子延长蜜月期。事实上，一到达目的地，我便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独自沉思。我还与那些我认为能提供好建议或能激发我灵感的每一个人进行了交谈。我时常交谈的对象包括我的高管导师、创业家朋友以及我所敬佩的商界和非营利机构的领导者。我穿梭于全美国的各大会议，向社交企业和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请教问题。正是在这段时间，我读到了西蒙·斯涅克（Simon Sinek）所写的出色著作《始于理念》（Start with Why）。该书探讨了那些能鼓舞行动的领导者，比如马丁·路德·金，以及那些创造了引人注目的产品从而令粉丝疯狂排队购买的企业，比如苹果公司。斯涅克分析称，只有当用“理念”来驱动时，一个人或一家公司才能建立并维持这些行动。

对此观点思考得越多，我越发意识到，TOMS已经偏离了它的“理念”。创业初期，我们总是与我们的故事同行：我们不是在卖鞋，而是售卖承诺——顾客每买一双鞋，就能直接、实质性地令需要鞋子的孩子受益。然而，我们对维持公司高速发展的渴求迫使我们偏离了公司使命，转而聚焦于销售额和如何提高销量上，这与其他鞋企并无二致。为了努力达到更激进的销售目标，我们开始在官网上搞此前从未做过的促销和打折。我们的营销越来越聚焦于产品而非目的。作为TOMS的领导者，我最终对这些错误做法负有责任。这可真是一枚苦果。

另外一个突破源于一个“达拉斯牛仔”游戏。有人向我引荐了一位名叫乔·福特的男人。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斯科特也在用生意改善他人生活状况，只不过他是在卢旺达做咖啡贸易。乔解释说，咖啡供应链中使用的水至关重要。咖啡豆在经过干净而非脏水清洗过后，就会变成一种特产，被标以高价售卖。斯科特的公司Westrock Coffee帮助卢旺达的种植户建造社群共有的清洗站，以便提高咖啡品质，并预防水传疾病的传播。该公司还直接向种植户购买咖啡豆，协助他们打破不公平的行业价格控制，并向他们提供低息贷款，令其在高利贷之外，有另一种选择。最棒的是，Westrock Coffee是营利性公司，售卖极美味的咖啡。

见过斯科特之后，我意识到，TOMS咖啡合资公司预计能带来真正的影响，并能把我带离阴霾。和多数创业者一样，我痴迷于创造事物，做预料之外的事情。无人再对我们的鞋子生意存有质疑，但很少有人会料到，我们也会卖咖啡。这一扩张能为TOMS积累零售方面的新经验铺平道路，这正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我们能够开咖啡馆，并利用它们作为人们聚会的场所，便于他们分享创意，获取灵感，让客人与TOMS的理念建立联系。这一愿景以及将面临的挑战，鼓舞着我迎接新生。

我把想法告诉了公司高管们。和TOMS鞋业的做法一样，TOMS的咖啡生意也将采用买一送一模式：我们每卖出一包咖啡豆，便向一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周用量的干净水。获得高管们的同意后，我很快聚起一小组员工，来让新项目（代号“麻袋”）落地。当时我仍住在奥斯丁，但我与希瑟（她是公司的早期员工，既了解公司又了解我）讨论方案越多，她越觉得，我是时候结束休假了。我们刚买了一套房子，在奥斯丁还有一大帮朋友，但2013年初，她对我说：“布莱克，我们必须搬回洛杉矶。”如果我想全职工作，就不能离公司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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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回归公司真的很棒，但我很快就犯了一些创始人回归公司常犯的经典错误。首先，我提出了我的新愿景，即用咖啡豆生意再次激发TOMS的理念，却没有给出一个完整详细的具体方案。这导致一些同事非常焦虑。其次，我要求CMO辞职，以便接管品牌营销和对外沟通事务，我将这两部分视为新发展方向中两大关键部分，不仅能将新旧业务整合起来，还能重燃我们顾客的热情。但是，我很快意识到，我更适合创办者的角色——设置愿景并在全国游走，四处宣讲它，而不是运营营销或其他部门。

尽管出现了这些小插曲，但是2013年底，我们得以在全美的全食超市店铺推出咖啡产品，开了3家咖啡店，并开始向其他国家扩张。至今，我们已经向全球有需要的人们提供了17.5万周用量的干净饮用水。新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公关影响力，并让我们的顾客再次因TOMS而兴奋不已。不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员工得以开阔思路，挑战现状，并重新与公司使命联系起来。

新业务也让我大开脑洞。我意识到，我最终的目标是打造一家最有影响力和鼓舞人心的全球性公司，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公司必须获得更多帮助。我于是决定与那些帮助过初创公司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的私募公司人员见面。经过一番全面研究后，2014年年中，我将50%的TOMS股票卖给贝恩资本。我们清晰地定义了我的角色和职责，并同意雇用一名世界级CEO。

最终我们找到了能够体现TOMS核心价值观的吉姆·阿林（Jim Alling）。尽管他对“咖啡的决定”略有异议（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星巴克担任高管），但是他理解公司此举的意义。打造TOMS咖啡生意并非要与大公司分一杯羹，而是为了再次吸引客户群，并帮助更多人而采取的大胆之举。过去一年，吉姆极大地维持了公司的稳定性，并引入了战略思维。如今，我们也开始售卖包包（来资助那些有需要的孕妇安全生下孩子）和背包（来支持反虐待项目）。

在TOMS即将迎来创建10周年之际，我比以往更觉得有活力和使命感。迄今为止，我仍看到大量机会，可以扩大我们的运动。TOMS的理念（用生意改善人们生活）远远大于我自身、我们卖的鞋子或我们未来生产的任何其他产品。我靠着休长假的机会明白了我们创造的力量，这对我来说是个向前迈进的好方法。由于我有了清晰的目标和很棒的合伙人来支持我，我已做好准备迎接公司的下一个10年，以及前方诸多风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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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鲁伊兹·比拉尔（A. Ruiz Vi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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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替代分析框架，确保你的生态系统为新技术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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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过去20年，我们能够很好地预测一项新技术是否能取代传统技术，但在预测何时取代上，却鲜有作为。




洞察


如果新技术不需要新生态系统的支持，只是即插即用的话，那么应用会很快实现。但如果需要其他补充元素，那么在解决挑战之前，取代速度将较为缓慢。当传统技术在其原有生态系统中得到加强时，取代速度甚至将更慢。




影响


初创公司不仅需要考虑他们的创新何时可行，也需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外部瓶颈。而在位企业应该利用转型期提升自己的业务，并规划长期生存的战略。








过
 去30年，“创造性破坏”一直是顶级商学院和《哈佛商业评论》这类刊物上颇具吸引力的话题。人们对这一话题的痴迷不足为奇，因为变革带来的威胁千变万化、层出不穷。比如现在的物联网、3D打印、云计算、个性化医疗、替代能源和虚拟现实。

过去20年间，对于这些颠覆企业、行业和部门的变化，我们的认知有了极大提高。我们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了如何发现这些变化，以及它们给在位企业带来的危险。然而，技术变革的发生时间依旧是个谜。有的技术和公司似乎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比如共享交通和优步（Uber）；社交网络和推特；其他则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比如高清电视和云计算。对于公司及其管理者，这造成了一个问题：尽管已经明白了如何确定创新是否构成威胁，但依旧缺乏了解变革何时会发生的利器。

人们的头号恐惧是，准备得太迟，以至于错过了变革。例如Blockbuster的失败，就是因为它忽视了租赁光碟业向流媒体的转型。但第二大恐惧可能应该是过早准备，在变革真正来临前就耗尽了资源。（想想那些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死掉的互联网公司，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创意被第二代互联网初创公司拿来获利）。对于行动过早的恐惧既适用于颠覆变革威胁之下的在位企业，也适用于高举颠覆大旗的创新型初创公司。

为了理解为何有些新技术很快取代之前的技术，而其他则是渐进赶上，我们须重新认识两件事。第一，我们不能只关注技术本身，还要关注支持技术的更广泛生态系统。第二，我们要清楚，竞争可能会在新旧生态系统之间发生，而非在技术之间发生。这种视角能帮助管理者更好地预测变革时间，针对优先考虑的威胁和机遇制定更连贯的战略，最终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判断出在何时何地配置组织资源。



你的处境由生态系统决定

无论是在位企业还是颠覆者，都依靠技术、服务、标准和法规等一系列互补元素，来履行它们的价值主张。这些组成生态系统元素的优势和成熟度对新技术的成功以及让传统技术继续有效起关键作用。


新技术的生态系统。
 评估新技术潜力最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满足顾客需求，并更好地实现价值。为解答这个问题，投资者和高管会落实到具体细节：在技术商用的黄金时段到来之前，还需要开发多少？生产经济学如何？价格是否具有竞争力？

如果答案显示新技术能够实现预期，人们自然会期待其会占有市场。然而关键是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是，新技术对其他创新的依赖度较低。例如，如果一种灯泡新技术能够使用现有的电源插口，就可以立刻实现其功效。在这种价值取向不受外界因素限制的情况下，杰出的产品执行能转化为杰出成果。

然而，很多技术都不属于这种“即插即用”模式，它们创造价值的能力取决于生态系统其他关键部分的开发和商用。例如，只有在高清摄像头、新广电标准和升级的制作和后期流程也商用之后，高清电视才具有吸引力。等到整个生态系统完备了，无论高清电视的观看体验潜力多么巨大，其所带来的技术革命必然会延后。对于20世纪80年代开发高清电视技术的先锋而言，即便猜中了开头，却没能猜中结局：用30年的时间等到生态系统其余要素的出现。

更新换代的灯泡和高清电视都要依托生态系统中的互补元素才能实现。差异在于，灯泡安装在既有生态系统中，包括现有的发电输电网络；接入电网的住宅等；而电视需要其他创新要素的研发成功相配合。因此，灯泡的更新换代能立刻为顾客创造价值，而电视创造价值的能力受到了其生态系统中其他要素实用性和发展的制约。


传统技术的生态系统。
 顾名思义，成功的传统技术已经克服了此前的挑战，并已嵌入成功的原有生态系统中。如果新技术会被其生态系统所累，哪怕核心技术本身并未进步，传统技术也会随着生态系统改善而如虎添翼。例如，虽然条形码识别技术已经几十年没有变化，但随着其背后的IT基建能够提取的信息越来越多，条形码的应用逐年升级。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可以在收银台扫描条形码获得价格；到了20世纪90年代，条形码数据可以收集每日和每周交易信息，获得总库存的洞察。到了现在，条形码被用来进行实时库存管理和供应链补货。类似地，DSL技术（digital subscriber line，数字用户线路）的改进延长了铜制电话线的寿命，现在下载速度达到了每秒15MB，让铜线服务可以与更新的电缆和光纤网络竞争。






关于本研究

经过5年对半导体制造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我们构建探索了本文中描述的理论。

过去60年来，半导体行业的强劲增长显而易见，这得益于该行业厂商使用的光刻技术。在研究了连续数代光刻仪器后，我们发现了以下规律：在某些情况下，新技术占有市场需要2到5年，而另一些情况下，占有市场却需要拖延很久，遭遇很多意外的阻碍，有时甚至永远无法占有市场。尽管每一代仪器都具有卓越的性能，但这一规律仍然适用，哪怕性能基准已经进行了价格调整。

为了检验关于生态系统出现挑战和延伸机会影响替代速度的假说，我们先收集分析每一代技术相关所有产品和公司的详细数据。作为补充，我们还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与公司高管进行了全面访谈。

我们的统计分析显示，48%的替代速度变化都可以归结为传统因素：价格调整后的性能差异、市场中对手的数量，以及传统技术的有效期。当我们增加了本文中对生态系统动态的考虑后，确定了比例高达82%的变量。

关于本调查的更多细节，详见《创新生态系统和替代速度：重新检视技术的S曲线》，作者：罗恩·安德纳、拉胡尔·卡普尔，《战略管理》2015年3月刊。





生态系统之战

当新技术不是简单的即插即用替代品，而需要生态系统出现重大进展才能应用时，新旧技术生态系统间的竞争便开始了。

决胜要素是什么？对于新技术，关键因素是新生态系统让用户意识到技术的潜在发展速度。以云应用和存储为例，成功不仅取决于弄清如何在服务器群组（server farm）中管理数据，还要保证关键补充元素的性能令人满意，比如带宽和网络安全。对于传统技术，重要的是通过改进原有生态系统，其竞争力能提高到何种程度。以桌面储存系统（云应用可能取代的技术）为例，从历史上看，延展的机会包括更快的界面和鲁棒性更高的元件。随着这些机会逐渐枯竭，我们可以预期替代品会加速出现。




延伸阅读

欲知更多关于技术及其生态系统关系的洞察， 详细如下：



《让你的创新战略匹配你的创新生态系统》

罗恩·安德纳

《哈佛商业评论》 2006年4月刊



《合作创新的悲伤教训》

罗恩·安德纳

HBR.org, 2012年5月9日



《宽镜头：成功创新者见他人之所不见》

罗恩·安德纳

Portfolio/Penguin 2013年出版



《小心传统技术回光返照》

丹尼尔·斯诺

《哈佛商业评论》2008年1月刊



《创新系统的价值创造：新技术时代的技术相互依存结构如何影响公司业绩》

罗恩·安德纳、拉胡尔·卡普尔

《战略管理》2010年3月刊





因此，替代品的速度取决于：新技术生态系统能克服出现挑战的比率，是否高于传统技术生态系统能利用其延伸机会的比率。为了研究这些力量之间的互相作用，我们制定了框架，帮助管理者评估颠覆性变化来到他们所在行业的速度（
见图表《技术替代速度的分析框架》

 ）。一共有四种情景：创造性破坏、强劲复原（robust resilience）、强劲共存（robust coexistence）和复原错觉（illusion of resilience）。


创造性破坏。
 当新技术生态系统出现的挑战不多，传统技术生态系统的延伸机会也很少时（框架中的第一象限），可以预见新技术将迅速占领市场（
见图表中A点

 ）。生态系统其他地方的阻力不能遏制新技术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传统技术应对威胁的潜力有限。这一象限符合创造性破坏概念，即创新型初创公司能很快颠覆在位竞争对手。当传统技术能继续在较长时间内服务细分领域时（详见《哈佛商业评论》2010年3月刊《勇敢撤退》一文，作者罗恩·安德纳和丹尼尔·斯诺），主流市场会在较短时间内抛弃传统技术，青睐新技术。例如，点阵式打印机很快被喷墨打印机取代。


强劲复原。
 当平衡被打破，新技术的生态系统出现严峻挑战，而传统技术的生态系统有重大改善机遇时（第四象限），取代速度十分缓慢。可以预见，传统技术能够维持较长期的成功领先地位。这一象限描述的情景适用于看似具有革命性，被捧得过高，事后泡沫破灭的技术。

条形码和射频识别（RFID）芯片就是很好的例子。射频识别芯片宣称其数据存储量将远远超过条形码，受匹配IT基建发展迟缓和业内标准不统一的限制，其应用进展非常缓慢。与此同时，IT的进步促进了条形码的广泛应用，正如我们讨论的那样，射频识别被囿于细分应用，在过去20多年内，射频识别革命一直裹足不前。如果射频识别最终能突破困境，而条形码的生态系统延伸机会枯竭，那么动态变化会从第四象限转移到另一象限，替代速度也会变快。即便如此，对几十年前笃信射频识别的公司和投资者而言，也于事无补。等待系统其余部分跟上的机会成本意味着：与完全错失机会相比，提前10年抢占机会的代价更为高昂。

替代缓慢时，对新技术的性能要求也有不同 （
见图表的D点

 ）。例如，每次IT升级让条形码更实用，对射频技术质量的要求就会提高。因此，即使新技术生态系统不够发达，让创新的广泛应用受限，对创新性能的期待也会不断攀升。


强劲共存。
 当新技术生态系统出现的挑战很少，而传统技术生态系统中的延伸机会很多（第二象限），竞争就会很激烈。新技术会入侵市场，但随着传统技术生态系统的改进，在位企业能够捍卫其市场份额。这时新旧共存时间会延长。尽管延伸机会不太可能扭转新技术的崛起，却足以在实质上推迟其获得领导地位的时间。

一个实用的例子是混合动力（汽油与电）引擎与传统内燃机引擎。与需要充电站网络支持的纯电动引擎不同，混合动力引擎并不会受到生态系统出现新挑战的限制。但与此同时，传统汽油引擎的燃油效率提高，传统技术的生态系统也得到改进：汽油引擎更好地与汽车的其他部分融合，比如制热和制冷系统。

对消费者而言，强劲共存的时期极富吸引力。新旧生态系统的表现都在提高——当传统技术的生态系统日趋完善，新技术生态系统的标准也随之提高（
图表中的B点

 ）。


复原错觉。
 当新技术生态系统出现很多挑战，传统技术生态系统的延伸机遇也不多时（第三象限），在新技术的挑战解决之前，不会发生太多变化——但之后替代会加速（
图表中的C点

 ）。比如高清电视和传统电视的例子，以及电子书和纸质书。这些变革之所以姗姗来迟，并非因为传统技术生态系统进步了，而是因为新技术的生态系统出现了挑战。

这一象限的常见情景是：行业分析八成会显示，传统技术依然占有高市场份额，但增长已经停滞。传统技术的主导地位并不稳固，因为一旦新技术实现其价值创造潜力，其市场份额形势会快速逆转。传统技术之所以能维持现在的地位，不在于它不断进步，而在于新竞争者遭遇了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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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见A点
 见B点
 见C点
 见D点






对行动的影响

一旦你理解了在占有市场的竞赛中，生态系统与技术一样重要，你就能更准确地分析变化发生的速度，同时决定你应该达到哪一程度的性能。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前，先来回顾这一视角下的几大事实性原则：

如果你的公司正在推出具有潜在革命性的创新，只有在生态系统的全部瓶颈都被解决后，创新的全部价值才得以实现。恰当的做法是：不要把精力全部集中于完善技术本身，应该分出一些资源来解决生态系统中最紧迫的挑战。

如果你的公司是受到威胁的在位企业，恰当的做法是：不仅要分析新出现的技术本身，还要分析支持新技术的生态系统。新技术生态系统中出现的挑战越严峻，你改善自身表现的时间就越充裕。

强化在位企业表现可能意味着改善传统技术，但也可以通过改善传统技术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方面来实现。

每当传统技术性能提高，新技术性能的门槛也会相应提高。

在这些大前提下，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利用该框架分析你自己的技术策略。我们建议，高管的对话应集中于两点：我们行业处于哪一象限？我们的资源配置和其他战略选择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位于第几象限？
 没有人能未卜先知，你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完全关乎判断力。有人认为2016年的电动车仍困在第四象限（正如我们在框架中所示），指出充电基础设施和电池性能不足以支持主流应用。有的人则会把电动车放在第二象限的顶端，声称越来越多人开始接纳电动车，而且电池的续航能力也提高了。还有的人把电动车放在第二象限内，认为特斯拉销售成功，订购也火爆，这肯定证明了其商业潜力不再受限。

在你争论自己所处的象限时，边栏《新技术的威胁多大？》提供了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些问题关乎新技术，有些关乎旧技术，但无论你是在位企业还是初创公司，都须通盘考虑所有问题。不要期望所有团队成员都能对这些问题得出一致答案。正是表达不同观点的过程，才让团队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集体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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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资源分配和其他战略选择会受到什么影响？
 框架中的每个象限对资源分配决定产生不同影响。因为市场不会突然改变，象限也解释了变革中可能的定位方式。

在第一象限“创造性破坏”中，旧技术停滞，新技术畅通无阻，创新企业应大力投资新技术。在位企业应遵循接受改变的常规应对之道，抵挡住创造性破坏的强风：寻找新的细分，让传统技术能长期存活。例如，BP机几乎被手机取代，但一些紧急服务供应商依旧在使用BP机。

在第二象限“强劲共存”中，在位企业知道新旧技术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共存，因此会继续投资传统技术，并大举投入改进生态系统。和第一象限类似，第二象限的在位企业也应该为传统技术寻找常青的细分领域，但紧迫性相对较小。新技术创造者应该全速冲刺，完善新技术以及补充元素，包括：如果有接受新技术的潜在早期应用者及领域，可以测试和细化产品及服务。

在第三象限“复原错觉”中，新技术推动方应引导资源用于解决生态系统挑战和开发补充元素上，并抵制过分强调进一步发展技术本身。如果应用瓶颈在于生态系统，而非技术，那么推动技术进步就是把力气用错了地方。而在位企业必须防备的是，技术优势是让他们保持市场地位的错误假设。就像地图集出版商证明的那样，因为已经快要日薄西山，应该赶快收获，进行微小改良；而非在传统技术上加倍创新投入。

在第四象限“强劲复原”中，在位企业应该加大力度投入升级产品服务，努力抬高挑战者赶超的门槛。显然，新技术创新企业应该弄清，如何解决当前生态系统局限。但同时，它们还要意识到核心技术的性能门槛已经提高了。这就意味着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并且要对投资回报有足够耐心。在可见的未来，创新公司不太可能革新某一领域，因此它们需要选对该服务的顾客，权衡好利弊。

最后，关于动态变化还有一点提醒。每个创新者都希望自己能位于第一象限，以便走上经典的创造性破坏之路，但其实达到目的路径不止有一条。从第四到第三再到第一象限变革之路的假设建立在传统技术枯竭的基础上。对于创新者而言，这意味着在聚焦于整合新技术生态系统，同时不必过于关注扩大某个性能的优势。相比之下，从第四到第二再到第一象限的预测之路意味着与正在升级的传统技术生态系统竞争。此时创新者需要继续提升其性能，同时完善生态系统。




面对
 创新的紧迫性，鲜有当代公司能不为所动。但需要为变革制定战略时，“为与不为”的问题通常掩盖了“何时”的问题。遗憾的是，答对了第一个问题，却答不对第二个问题，会带来严重后果。“正确的技术，错误的时间”综合征对任何创新企业都是一场噩梦。详细分析对竞争技术的有利环境，能更好地弄清“何时”问题，例如：新生态系统是否做好了运行准备？就生态系统是否还有改进余地？更好地掌握时机，能改善创新成果的效率和效果，攸关成败存亡。




新技术的威胁有多大？


若想预测取代的速度，需要分析新旧技术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以下6个问题能帮助创新公司和在位企业评估它们的处境和战略。




新技术


这些问题（摘自《宽镜头》一书，合著者罗恩·安德纳）针对的是新技术出现的挑战。问题的答案能帮助创新公司决定如何调整战略。


1.执行的风险是什么？——将关键创新按原计划并且按时在市场落地的难度如何？

2.联合创新的风险是什么？——新技术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其他创新的成功商业化？

3.采用链风险是什么？——在终端用户能够充分评估其价值主张之前，其他合作方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采用和适应新技术？




新技术面临这些风险的程度越高，需要克服的挑战就越大，应用新技术的时间就会越延长。




传统技术


这些问题针对的是改进在位技术的竞争力前景，其答案能够帮助在位企业发现他们可能探索的机会。




1.传统技术的竞争力能否通过改进技术本身得以延伸？

2.传统技术能否通过改进其生态系统中的补充元素得以延伸？

3.传统技术是否能借力新技术的创新和新技术生态系统得以延伸？




每个问题的答案越肯定，延伸传统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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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态系统的弊端

The Problem with Legacy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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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高效的数字商业模式，传统公司应就未来发展方向达成一致，采用新的绩效指标，并重建与供应商、分销商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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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太多资源丰富且拥有悠久历史的巨头公司，无法追赶上天生的数字公司，为什么？




答案


失败的根源在于它们很难摆脱自身成功的商业模式。另一个原因不太明显：新的颠覆者能收集到更精准的数据，因此对客户的了解也更深刻。




推荐方案


要建立高效的数字商业模式，传统公司应就未来发展方向达成一致，采用新的绩效指标，并重建与供应商、分销商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网络。






随
 着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推进，经济格局持续转变。尽管自身资源丰富，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在位企业相继输给了初创公司。传统零售商进入电商领域后，依然无法对抗天生的数字公司亚马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汽车公司电动汽车销量一直落后于特斯拉。即使出租车协会已在技术上投入巨额资金，仍不能抵挡优步（Uber）的攻势。为什么只有极少数20世纪的巨头能在数据驱动的新时代独领风骚？

本文三位作者在自己开展的名为“实业家之窘境”（The Industrialist's Dilemma）的斯坦福商学院课程中探讨了上述问题。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等学者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所有公司的内部系统（包括指标、资源配置流程、激励措施、招聘和晋升措施以及投资战略）都是为支撑既有商业模式而设立的。这些系统一般都已成熟，极难改变，而且往往与对数字商业模式的需求相左。

在访谈中，本课程CEO学员指出了另一挑战，即数字经济中价值创造方式带来的挑战。21世纪最成功的商业模式中，很多模式都是基于介入客户生活的能力而建，利用的是能够生成客户习惯和使用模式信息的软件。这些数字关系将顾客亲密度推上一个新台阶，促使公司推出定制化产品和服务，并改良客户服务方式。

但多数成立时间较久的公司受既有价值链所限，很难抓住新机会，拓展客户关系。即便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内在挑战被克服，由现有合作伙伴组成的关系网还构成了难以解决的外在挑战——他们往往会死守原有商业模式。

已经和供应商、竞争者、合作者及客户建立起长期稳定关系的公司，很难打破这些关系网，但在这方面的努力对公司长久生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了解改革的重要性，我们深入研究一下，数字时代在哪些方面改变了我们创造并捕捉价值的方式。



软件转变客户关系

优步的成功与大数据无关，它用创新方法从客户处直接获取小数据。公司意识到，它不必收集并分析关于出租车使用情况的海量数据；它只须在正确的时间捕捉到最有用的用户信息——潜在乘客用车需要产生的时间和位置。公司还知道，自己可以判断与客户手机的连接情况。通过与客户手机连接，优步得以将出租车乘客的体验简易化、便捷化。

当前社会最有标志性的企业大抵都有同样的成长轨迹：成功的基础是高于对手（或早于其他公司20年）深度介入客户生活的能力。物联网设备领域的公司是最明显的例子。特斯拉在车中安装传感器和软件，从而了解顾客驾驶习惯，并为他们提供自动驾驶服务。Nest销售的“智能”恒温器、烟雾探测器和摄影机能够监视用户家中的情况，提高家居能效和安全度。通用电气对客户作业场地的设备进行实时监控，通过内置软件收集的数据，为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快讯并调整维修计划表。

但不只物联网产品能帮助公司拓展客户关系。Netflix的做法是：安装App收集所有信息——从客户所在地理位置到观众停止观影的时间，之后公司能够深刻了解用户的偏好。这家流媒体巨头利用所获数据，适时向用户推荐影片，同时寻找（甚至创造）用户喜爱的内容。

基因检测服务提供商23andMe也将客户关系推上新台阶。23andMe不像多数实验室那样，仅把检测结果送达医生和医院处。相反，它维系着客户关系，比如定期发送调查问卷，在网络论坛上创建社群，还帮助用户获取与其健康和基因相关的信息。23andMe保持与客户的联系，以远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开展创新研究，同时不断与客户分享自己获得的洞见。

与客户保持亲密关系的能力，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让公司可以捕捉市场数据、提供新产品和服务、形成坚不可摧的网络效应和反馈机制。但转变客户关系并不简单，往往须改变价值链上下的商业模式。



颠覆合作伙伴关系

多数企业战略家都不了解，仅靠软件不能转变商业模式。上述每一家公司都不仅在软件利用上有所创新；它们还改变了产品分销和服务模式，甚至包括原料采购方式。

我们再回看上文提到的Nest例子。联合创始人托尼·法戴尔（Tony Fadell）曾告诉我们班的同学，Nest最初的差异化举措是将第一件产品——智能恒温器（learning thermostat）的营销目标直接对准自己安装产品的业主，绕开了传统的分销和安装渠道——专业承包商。这有什么重要的呢？Nest的团队知道，当前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恒温器的程序设计考虑到根据一天中的不同时刻、一周中不同的日子以及不同季节调整室温——这样的程序太复杂了。为兑现自己的承诺——推出能够自动调节的恒温器，Nest必须让恒温器“了解”用户偏好的温度及其日程安排。而要想让这个软件取得最佳效果，团队须创建用户档案，确保恒温器连接到屋子的无线网络，同时确认用户的手机中安装了Nest的移动App。

采取不同方式销售和安装产品带来了新的营销方向。Nest选择绕过供应链中承包商的环节，开发出易于用户使用并获取价值的产品。公司放弃传统分销渠道的决定迫使团队制定强有力的零售策略，并建立面向消费者的品牌。然而，专业安装人员会因此陷入劣势，既有生态系统也受到挑战。

Nest的例子显示，公司使用数字技术建立新客户关系时，软件开发只是该流程中的一部分，因为公司会在客户旅程的多个节点试图改变客户行为，有时也因为价值传递过程中使用的一些数据旨在取代原合作者。不管是何种情况，商业模式和渠道战略都必须同时转变，这要求公司做出艰难决定，打破长期存在的合作关系。



对相互依存的需要

在某些情况下，从实体转向数字对合作伙伴关系影响巨大——比Nest例子中合作伙伴受到的冲击还大。

要了解具体原因，我们必须先离题远一点，大致看一下学者们是如何看待革命性创新的出现和演化。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受到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等商业史学家作品的启发，发现市场出现重大创新时，价值链会拓展，而且往往有重组的需要——这不仅仅是因为商业模式处在不断变化中，还因为创新产品设计仍层出不穷。在产品生命周期之初，发明者不会深刻领悟到，创新产品的组成要素的优化，要兼顾到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比如首个汽车生产商须严控研究、设计和生产环节。任一部件的改动往往意味着整辆车都将发生巨大改变。因此，产品开发的前提是，建立一个相互依存的合作伙伴关系网。

随着标准的设计架构逐步形成，公司进一步了解到如何让不同要素相互配合，比如改进汽车变速器的电池配置，或加强电池与电子系统的连接。接下来，公司就可以将不同要素和子系统模块化了。现在传统汽车制造商有资源和能力进行子系统级别创新；下一代产品能够轻易对接上多数汽车平台。一般只在成熟的技术和产业中，才会出现这种为多个合作伙伴活动提供的广泛空间。

然而，越令人注目的创新，就越须提高相互依存度。我们在探索无人驾驶电动车领域的过程中发现，类似于“纵向合并”（vertical integration）概念的相互依存度再一次成为焦点。特斯拉汽车拥有整个市场中相互依存度最高的架构，制造商将每一个零部件都把控在手中，具体包括硬件、管理复杂电子系统的软件，以及自动驾驶功能所需的算法和传感器。特斯拉在其他方面也展现了强大控制力：它拥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服务和充电网络。全面把控模式不仅有助于特斯拉解决快速充电问题，还化解了公司在远距离无人驾驶电动车的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所有挑战。（但这种模式也会有弊端，比如导致运营复杂，可能减缓公司的扩张。）




当今信息技术有什么独特之处？


当今社会中，天生的数字公司颠覆在位企业的案例层出不穷。30年前，这一情况却并不常见，原因在于IT创新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IT发明及投资都旨在支撑大组织的内部流程。SAP、甲骨文（Oracle）和IBM等公司的业务就是帮助企业更高效地运营。当时，基础设施和应用软件价格昂贵，而且不太灵活。公司更容易关注自动化流程，而非颠覆客户企业的商业模式。基于这些原因，第一代IT创新的受益者往往是大型组织（虽然裁员会遭遇一些麻烦。）

如今IT基础设施在价格和灵活性方面得到巨大改善，帮助各行各业的新人利用技术创立公司，并采用与20世纪同行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此外，互联网的触角已经伸向我们的住所和移动设备，现在的数字创新者可以直接联系到客户。这些创新者不主张支持传统组织，而是力图淘汰上一代。因此，传统企业必须密切关注当前发生的改变，并在适当时机改造自己。







建立新生态系统

假设我们同意了本文的前两个论点：1）得益于计算和通信的进步，公司能够进一步拓展客户关系；2）公司要为创新创造相互依存度高的架构，才能使数字技术得到充分应用。那么结论就很清楚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公司都必须改革原有价值链。这种改革可能会对长期合作伙伴有不利影响。

上文提到，Netflix监控客户做的所有事项，之后用收集的数据支撑自己的决策，从内容推荐到内容采集，不一而足。但要想有效完成这一流程，Netflix需要新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而且这些伙伴的目标毫不冲突。新伙伴包括：试图利用长尾效应（long tail effect，冷门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相比，甚至更大——译者注），将内容出售给多家小众媒体的内容拥有者，比如BBC；分销商，比如亚马逊云计算服务平台（Amazon Web Services）以及能够承载应用软件的平台合作伙伴，比如苹果和谷歌。

有时既有合作伙伴很渴望改造自己，有时它们会因改善财务状况，努力调整自己来满足公司的新需求。但它们面对的往往是难以撼动的商业模式。一心期盼合作伙伴跟上改革的步伐，只会危害到公司自身的长期生存能力。转换商业模式并非易事，但过去一年中，我们观察到一些成功改变商业模式的公司所采用的最佳实践。


确定你必须做的事。
 我们多次听到高管强调，要给客户长期传递价值，就必须了解自己需要做什么事。

理智的人会探讨世界在短期（甚至中期）内的发展趋势。多数明智的高管可能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会对所在行业产生影响的大趋势，达成一致。通过分析这些趋势，可以预判客户未来的消费模式。确定公司的下一步行动并非易事，但如果能就本行业未来长期发展趋势，以及在此趋势下公司和合作伙伴可能担任的角色达成共识，就有可能着手改革，使数字技术得到充分应用。

通用电气是实现数字转型的杰出典范之一。通用电气高管于2008年开会讨论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前景，一致认为机械工业很快就会受到互联网的冲击。他们还认同，一旦工业设备实现连接，软件就很可能成为机械产品中最具差异性的部分，同样的情况就发生在了个人计算机行业。尽管变革的具体时间节点还有待确认，但注意到工业公司不可避免的改革趋势，给通用电气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确定方向后，公司得以阐明对员工和合作伙伴的期望，甚至尝试引导客户。比如通用电气指明，建立一个能够整合公司工业设备的统一数据平台很有必要。有了这个平台，公司将来就可以直接提供软件给客户，而非依靠系统集成商（system integrator，指具备系统资质，能对行业用户实施系统集成的企业——译者注
 ）逐个提供软件。对前景的阐释还有助于公司高管不断质问自己：当前所做决定是否以组织的长期利益为出发点？




你为什么不能落后


有些管理者知道数字化机会极为重要，但他们在投资可能撼动现有公司或渠道合作伙伴地位的项目之前想知道，哪些尝试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这种观望态度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因为把数据当作核心资产的公司会抢先建立起难以逾越的竞争优势。先发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数据有三个对先发者极为有利的特点。



可扩展性。
 在20世纪，向全球客户传递价值非常困难。宝洁（Procter & Gamble）销售肥皂的过程中就遭遇多重障碍。要形成规模化生产，必须投入巨额资本。形成全球分销网络要求公司严格控制复杂的运营流程。此外，雇用、培训和监管一个地域上相当分散的员工网络也是项艰巨的工作。现在这些流程简化了，但生产不能无限扩张，还要建立分销网络，而管理全球雇员依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然而对数字企业来说，产品扩展很容易，而且成本低。只要在语言本土化上投入少量资金，软件就能立刻触及全球任意一个角落。投资数据收集和软件系统建设，你就有可能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而且没有边际成本的负担。可扩展性本身就是一个颠覆传统的创新。


防御性。
 在工业生产时代，你完全有可能得知竞争对手的秘密。比如某家公司的竞争对手只要能挖走一位高级工程师，就能了解到该公司独有的生产流程。但数据密集型公司天生就具有防御能力。在通用电气的案例中，公司系统维护软件利用海量数据预测未来绩效。没有一个人可以记住这些数据和系统管理的规则。即使有人能复制预测算法，在没有大量培训数据的情况下，依然不能为客户传递同样的价值。


自我加强性。
 对Netflix这样的长期监控客户兴趣的公司，设计最基本的推荐算法并不困难。但Netflix的算法如果迭代一次就停止了，就不会有多惊艳。相反，公司不断监控各个类别内推荐的电影和用户的反应，利用收集到的信息（不管预测正确与否）提升并更新软件性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Netflix每做一次预测，就能增加手中数据量，并为客户传递越来越多的价值。许多信息驱动型服务都有和Netflix一样的特点：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它们能持续优化自身。





全球各地的企业领袖都在应对数字改革带来的压力，因此确定未来的方向变得极为重要。如果你知道将来必须向什么方向前进，就能轻松决定何时颠覆合作伙伴的既有商业模式。


制定更精准的指标。
 很多世界一流企业，数十年来都使用同样的标准衡量成功。不管是评估内部员工，还是外部合作伙伴，这些指标都过于关注盈利状况或年度总收入。这种注重产出数量的指标非常适合成熟企业，但在数字创新的背景下则不合时宜。实现数字转型的关键一步是，改变绩效评估指标。新指标要强调公司当前的不足，并支持承担风险和开展实验。

以福特汽车为例。福特CEO马克·菲尔兹（Mark Fields） 最近来到我们的课堂，学生反复向他询问的问题是，汽车制造商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面临的风险。菲尔兹承认，这一话题也是福特考虑的重点。高管希望做好准备，迎接无人驾驶汽车带来的新服务和分销模式（这些模式可能打破既有合作伙伴的关系网）。福特不再以年销售量作为高管的主要评估依据；公司现在还将福特汽车行驶里程数纳入考虑范围。不管福特是卖出更多新车（对绩效的传统评估方法），还是延长了既有车辆的使用期限（这个指标主要让车主收益，而非生态系统中其他伙伴），高管都要努力达成目标。

大力改革指标能够对支撑公司数字战略的实施，起到强化和巩固作用。例如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现在不太关注自己的关系网里，医院和医生使用率这样的常见指标；相反，它致力于在最大程度上延长病人的“健康年限”。集团如今强调“常保健康”的新指标，因此会更看重与保健和技术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而非医务人员的雇用和优化配置。


为合作伙伴创造商业机会。
 你所在生态系统的某些合作伙伴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HBO电视网可能会绕开某家有线电视公司的机顶盒，直接为消费者提供观影App。香奈儿（Chanel）也许要打造数字店铺，这威胁到传统零售合作伙伴。通用电气或西门子提供的软件可能直接与IBM、埃森哲（Accenture）和美国参数技术公司（PTC）的产品相抗衡。但在线支付公司Stripe的CEO帕特里克·克里森（Patrick Collison）曾告诉我们的学生，数字化并非一场零和博弈。Stripe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十分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公司减少了双方在数字支付解决方案上的摩擦；一方面通过合作机构大大提升了交易额，另一方面还获得了一小部分市场份额。

关键是，公司要尽可能为自身和合作伙伴都创造机会。随着全球经济的“蛋糕”越来越大，公司能够向价值链中的合作伙伴传递更多价值，虽然每次传递的份额会减少。所以尽管埃森哲或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可能在通用电气提高标准软件供应数量后，失去一些系统整合收入，但通用电气极其重视和它们的沟通，称各方都能从新商业模式中获得经济利益。通用电气数字部门（GE Digital）CTO哈雷尔·柯戴什（Harel Kodesh）定期与利益相关方会谈，交流公司现在的关注点，以及希望埃森哲和科尔尼等合作伙伴在哪些地方开发应用软件。

凯撒医疗集团也实行激励措施，刺激远程医疗领域的创新。Visa信用卡为合作公司的软件开发人员提供反欺诈算法。不论你身在哪一行，为合作伙伴创造商业机会都能有效说服它们接受你对未来的规划。




确定未来方向，
 改变绩效指标以及为合作伙伴创造机会——做到这3点，传统公司就能轻松改革，实行新的数字商业模型。但我们并非暗示，转型将会顺利无阻。公司在决定放弃原生态系统成员时肯定要挣扎一番。有些合作伙伴必然会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其他伙伴则可能遭到淘汰。但若公司领导者认识到，数字化不仅要在软件领域进行改革——而且改革往往不在本公司的直接控制范围之内，那么机会依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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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创新”，旨在快速构建创新方案并将其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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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挑战


成熟企业领导者经常发现，有些机会是本组织无法独立把握的。




解决方案


对于共同面临的问题，一些组织开始合作寻找解决方案。本文作者将这种模式称为“生态系统创新”，它旨在快速构建创新方案并将其商业化。




范例


本文详细介绍思科超级创新现场实验室（CHILL）建立的独特四步创新流程，它帮助企业通过合作抓住创新机会，而无需复杂的知识产权协议。






20
 15年10月的一个上午，德国柏林坦普尔霍夫（Tempelhof）一座废弃啤酒厂。在闲置设备的环绕下，一群人聚在一起，希望通过建立新的创新模式，为各自行业带来变革。在油桶改造成的临时会议桌旁，来自空中客车公司、DHL、卡特彼勒和思科系统公司等知名大企业的创新人才和资深高管并肩而立。

此次活动由总部在美国加州的网络技术公司思科召集，它标志着一个策划周密的创新项目来到关键节点。该项目旨在解决供应链在数字化环境下面临的急迫挑战，参与各方希望建立伙伴关系，在未来6个月内，为共同的难题找到突破性解决方案。

在数字化和互联互通程度越来越高的环境下，成熟企业领导者经常发现，有些机遇是本公司甚至本行业无法独立把握的。对于这一困境，柏林的这次活动（思科称之为“现场实验室”，Living Lab）是一项独特的解决方案。参与其中的企业不再被动接受初创公司的创新成果，而是主动合作创造新理念，并将其商业化。我们将这种创新模式称为“生态系统创新”（ecosystem innovation）。

与研发联盟（R&D alliance）等创新模式相比，思科超级创新现场实验室（Cisco Hyperinnovation Living Labs，简称CHILL）看似相近，实则不同。CHILL专注于快速灵活将新理念商业化，同时不涉及复杂的知识产权协议。（
见《借鉴研发联盟的经验》。

 ）此外，与传统合作方式不同，CHILL在项目初始就将参与方全部聚集起来。“我们认为，没有一家公司能随时根据市场变化，提供客户所需的全部技术解决方案。”思科CEO罗卓克（Chuck Robbins）说。“CHILL把我们的团队与合作伙伴、客户，以及其他寻找新商业机会的企业带到一起。通过深度分析和协作，这些讨论孕育出的突破性理念，为包括思科在内的各方提供实践和投资机会。”

在柏林的现场实验室，一个团队挑战的是多个专利平台间数据共享的问题。该团队正与四所大学合作创建跨行业开放数据平台，助力初创公司开发app。另一个团队希望升级大多数仓储员工使用的手动记录工具，代之以增强现实可穿戴设备，并准备60天后在休斯顿一家仓库试用新产品。思科已利用这种生态系统创新模式应对多个行业领域的挑战，包括供应链、零售（与耐克、Costco、Visa、Lowe's合作）、医疗健康（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社区医疗网络（Community Healthcare Network）、Walgreens、Vocera合作），并将很快涉足金融。

初期成果令人印象深刻。例如，思科估算，从空客/DHL/卡特彼勒项目中产生的内部创新、拆分，以及供应链、工厂和仓储数字化合资项目，将在未来10年内创造60亿美元收入，并节省34亿美元成本。不是所有创新项目都能见到成果，但有些事情更有意义：参与方正在生态系统层面上构建新的创新能力。空客企业创新负责人马库斯·杜尔斯特维茨（Markus Durstewitz）告诉我们：“我们相信，只有与合适的伙伴合作，才能将这些重大变革落实到位。生态系统创新是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机会。”

本文中，我们将以思科为范例，探讨大公司如何构建生态系统创新能力。本文作者之一凯特·奥基弗（Kate O'Keeffe）是思科CHILL负责人，我们一方面参考她提供的信息和洞见，一方面访谈了CHILL各参与方的数十位员工和高管。在此前对创新方法、研发联盟和学习网络所做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分析汇总。生态系统创新处于当下数字时代的核心，下文将介绍其原则和步骤，指出最常见的陷阱，并告诉领导者如何抓住这个有价值的机会。




医疗领域的创新机会

2015 年9 月，思科在旧金山建立了一个现场实验室，聚焦“改善癌症患者体验的技术创新”。参与方包括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社区医疗网络（Community Healthcare Network）、Walgreens 和医疗通信设备提供商Voc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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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生态系统创新：四个步骤

如果你觉得与单个合作伙伴有效合作都是个挑战，那么想象一下：你的合作伙伴有四个，每个都是极其庞大的组织，文化和目标各不相同。克服这些挑战需要领导力。在思科的生态系统创新进程中，CHILL团队始终是领导者和推动者，将设计思维、精益创业、商业模式创新理论的工具和方法引入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创新可分为四个阶段，需要数月时间。


1. 确定“焦点领域”和合作伙伴。
 首先，主导生态系统创新的企业要明确对其战略较为重要的机会，即“焦点领域”（focus zone）。思科最近将医疗，具体来说是医疗行业的数字转型，确定为本公司的主要增长机遇。但思科的领导者意识到，为抓住最有价值的机会，公司须借助合作伙伴的能力，来创造生态系统层面的解决方案。CHILL团队评估了将其方法应用于数字医疗生态系统的最佳方式，而具体问题将在以后出现的焦点领域中，与合作方共同解决。

CHILL团队使用计分卡，从三个维度评估潜在合作方：创新能力成熟度；完善的内部创新流程；与其他企业、初创公司合作或投资初创公司的经验。合作伙伴的选择基于目标、市场力量和资源方面相互支持配合的程度。合作方不必属于同一行业；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更能碰撞出深刻和多元的理念。但合作方应与主导企业有关联，或彼此之间有关联，且这种关联有助于生态系统创新。例如，柏林的现场实验室探索了一个对各方都有益的课题：利用数字化系统和工具创建适应性供应链，灵活应对突发变化。虽然参与项目的企业彼此没有合作经历，但都急切地想要获得新知，并主动贡献各自的洞见和资源来应对挑战。

CHILL还希望合作方能派来高管、收集终端用户反馈，并投入资源。合作方高管应完全了解本组织目标和行业挑战，具备创新实操经验或正式担任创新职务，并拥有决策权和掌握新项目所需资源。这些要求很重要，因为大企业的官僚体制可能扼杀创新动力，而CHILL类似于初创公司的速度，要求参与其中的个人具备热情和影响力。到柏林项目结束时，思科供应链运营高级副总裁约翰·科恩（John Kern）和DHL全球技术负责人斯科特·埃利森（Scott Allison）在介绍各自团队的工作后（卡特彼勒和空客的高管也参与其中）最终决定，“我们来做这件事吧”，当场承诺投入资金，仅数月后即启动了开放数据平台项目。

思科资深法律顾问乔纳森·埃尔斯坦（Jonathan Elstein）简单起草了一份两页长的协议，确保参与各方互惠互利，而不必在法律问题上过多纠缠。“基本上没人要求在知识产权方面拥有特权，合作过程中的成果可以自由共享。”埃尔斯坦说。“如果我们提早行动，向合作方律师介绍情况，一般都可以越过障碍。”参与各方同意，无论谁将某个创新方案商业化，收益都将按各方投入人力资本、知识产权和资金的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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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现并定义问题。
 成功的生态系统创新必须经过严格的问题发现和定义阶段。CHILL团队用3个月时间做准备：与生态系统内几十位企业高管，以及专家、客户和终端用户沟通讨论，以期理解客户面临的真实问题，并在其中为创新参与方发现最大的机会。经过几轮对话，CHILL团队锁定一个课题。最终的立项报告书 （思科称为“ambition”，即抱负、目标）将思科与生态系统中合作伙伴的战略联系起来。

在全面了解问题的根本原因后，CHILL根据合作方和客户面临的困难，定义一系列机会领域，即具体、专门的挑战，留待第三阶段解决。例如，柏林的供应链创新项目定义的一个机会领域是“适应性交付”，要求参与各方共同创造“一种革命性的工具，让卖家能够预测订单情况，并根据客户的即时需求改变货品运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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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研发联盟的经验

我们经常被问及生态系统创新（ecosystem innovation）与另一种企业合作形式，即研发联盟（R&D alliance）的区别。我们也对研发联盟进行过深入研究，它通常更侧重构建创新，而生态系统创新则更侧重商业化。

二者的另一项核心差异在于，生态系统创新的目标是，几家企业在很短时间内发现、探索并确定重大机会；为推进创新项目，通常在一家企业内部成立初创公司，或由几家企业共同设立。与此不同，研发联盟要探索和构建的知识在一开始就由参与企业严格限定，时间跨度一般长达数年。

第三点差异在于治理结构。为保护知识产权，研发联盟一般依靠复杂的合同或合资公司股权设计。思科超级创新现场实验室（CHILL）的做法更简单：所有参与方按投入资源比例共享创新成果。

尽管如此，我们对研发联盟的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可能对其他形式的创新和研发合作有价值。我们分析了353家企业参与的121个研发联盟，发现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它们的表现更佳（以专利申请、技术商业化和创造出的有价值知识为衡量标准）：



投入更多技术人员。相比投入一两名专家的企业，投入四到六名专家的企业表现更好。更多的参与者带来更多看问题的视角，提升头脑风暴的质量。

在研发进程中与合作伙伴频繁沟通。

对知识产权保护非常满意，这提升了它们自由分享理念和知识的意愿。

参与研发联盟的企业不超过四家，降低协调成本，减少搭便车的情况。

研发联盟中没有竞争对手。（如果有竞争对手，那么与大学有合作关系的企业表现更好，可能因为大学提供的知识更有用。）

项目很有野心。这会让参与各方更兴奋，也能吸引更有能力的人员和更多资金投入。



最后，我们发现，相比受邀参与研发联盟的企业，发起联盟的企业表现更好。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主导企业的核心参与者更理解联盟如何创造价值，对项目更投入，因此更愿意投入人力资本和资金。



（返回原文阅读）









3. 合作设计原型方案。
 CHILL主导的生态系统创新最可见的部分是现场实验室——一项为期两天、采用设计思维和精益创业方法的创新活动。这一模式的要点是：团队构建简单原型，用于测试客户对突破性理念的反应，然后用从中得到的洞察开启下一个构建-测试-学习的周期。这些周期运行得非常迅速。

在CHILL实验室，各参与企业的高管被分为四人或五人小组，每个小组多次重复从理念构想、原型设计到客户测试的周期，在两天内要完成五次。

在每个周期内，团队一般用30分钟提出解决方案的概念和假设，30分钟设计和构建原型解决方案，30分钟向终端用户展示原型并获取反馈。当CEO与终端用户直接讨论解决方案时，成效非常显著。思科工程部首席技术官和首席架构师大卫·沃德（David Ward）将此模式称为“速度创新”（speed innovating），他说：“这种创新模式和传统研发截然不同，它的基础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不是我们都知道的常见因素。”

早期原型方案通常采取简单示意图、故事板、纸板模型等粗略的展示方式；之后，由工程师、计算机专家和程序员组成的有经验的原型团队，将据此设计出实体模型或数字界面。在现场实验室结束时，各团队展示各自的方案，并决定此后是否继续合作。在柏林，各团队展示了模拟生产流程和可穿戴设备原型产品。

CHILL力图营造能激发创意和协作的环境氛围。例如，当第一次步入柏林那座啤酒厂时，参与者看到一座灯光闪亮的舞台，四周环绕着显示屏和艺术品。伦敦设计事务所Territory的设计师布置了他们为电影《火星救援》创作的动态图形，用于激励参与者。

上午的活动从冥想开始，以帮助参与者集中注意力。接着是成功创新者的演讲。参加柏林实验室活动的是谷歌眼镜设计者之一Tom Chi，宣称在数秒内可以设计出任何事物的原型，并让参与者提出挑战。有人提出了“仓储界的Airbnb”，即为有多余存货的企业提供临时仓储空间的服务。Tom Chi随即演示了这项服务的运作方法：分析在租来的仓库卸货的过程，指出诸如货品在途中损坏等可能的意外情况；用纸笔画出在线客户界面，圈出客户做出购买决定所需的关键信息，如价格、可用空间、地点和用户评论等。参与者看到，利用原型设计，他们能以比之前设想快得多的速度行动。他们还意识到，对于构建和测试关键假设，即便最粗略的原型也是极有价值的工具。

CHILL为每个小组配备“向导”“设计师”“历史学家”“建筑师”“计算机专家”各一名。向导承担教练职责，回答关于流程的基础问题，并帮助团队专注于构建假设和设计原型；设计师负责用视觉语言呈现讨论结果；历史学家负责记录关键假设，以及从客户测试中获得的洞察；建筑师和计算机专家观察团队解决方案的演化，晚饭后与设计师一起通宵工作，构建出原型解决方案。参与者第二天一早会发现实体或软件原型已经搭建好，这为当天的工作提供积极能量，也为下午的汇报总结提供原材料。

第一天结束时的集体用餐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我们会听到参与者对自己解决方案的基本假设提出挑战。他们自问：所处理的问题是否真的影响广泛且复杂棘手，值得为之付出时间？设计出的原型方案能否满足用户实际需要？一天的工作后，这类反思使得很多团队改变了对问题的表述，或决定设计全新的解决方案。柏林实验室中的三个团队就是这样，完全抛弃了最初的理念和原型方案，探索全新的课题。这类转变是CHILL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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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达成协议，推进合作。
 现场实验室第二天的活动进行到一半时，各小组开始准备为专家和投资者汇报。听取汇报的是由思科和其他参与企业高管组成的委员会。CHILL还请商业分析师帮助各小组深入分析各自的商业模式、潜在价值（value at stake，思科将其定义为可能创造出的价值，即新的收入），或可通过创新节省的成本。例如，前述零售行业现场实验室（参与企业包括耐克、Costco、Visa、Lowe's，活动在旧金山进行）设计一项个性化服务：为客户提供一个储物柜（通过app解锁），内有客户可能会购买的商品和推荐商品。这项创新的潜在价值是每年4.32亿美元，相当于营收的8%。这一指标用组织其他部门容易理解的语言，粗略描述了项目的价值。

各团队展示创新方案后，包括“评委会”在内，想要投资的高管必须当场拍板。现场实验室的目标是促成即时决定，并限定创新周期的时间，以防永远拖延下去。这些规则也会让人产生兴奋感，这对项目未来成功非常重要。

在生态系统创新活动的最后阶段，CHILL团队会用两周时间制作“初始模型”（build archetype），汇总了（1）现场实验室中的所有内容、客户反馈和洞察；（2）原型解决方案的实体模型和软件程序；（3）商业模式；（4）在汇报展示阶段决定投资的参与者一致同意的未来6个月行动方案。

现场实验室活动结束后，CHILL会立即与参与各方当面沟通，但是否让项目进入下一阶段由后者来决定。参与下一阶段的可能是现场实验室小组原班人马，也可能是其中一部分人，或是参与企业旗下的独立初创公司。通常只有两到三家参与企业决定进入下一阶段。虽然CHILL尽量保证各小组先独立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但参与企业高管最终负责拟定合作协议——这一步通常相当直截了当。“参与各方在现场实验室已有共事经验，”埃尔斯坦说，“他们已经结成了合作关系，相信可以共同创造价值。”



[image: ]




生态系统创新成果

衡量生态系统创新成果时，很容易将财务回报作为惟一指标。但在创新早期阶段，很多项目还未商业化。对于参与企业，生态系统创新的价值远不止增加收入。

每项创新实验都会产生三类价值：首发价值（launch value）、战略价值（strategy value）和间接价值（exit value）。首发价值指创新方案商业化带来的收入和利润增长，或企业声誉的提升。目前，约有75%的CHILL创新项目获得投资，并以内部项目、合资公司或独立创业公司的形式准备商业化。思科估计，如果零售创新项目被商业化，将创造45亿美元收入；供应链项目的五个创新方案将创造60亿美元收入。即便这些创新项目只实现一半潜力，其价值也相当可观。

战略价值来自创新活动参与方之间建立的联系，以及未来合作。CHILL参与企业不断告诉我们，发现了此前无法设想的合作机会。实际上，CHILL团队估计，每一个在柏林现场实验室形成的合作项目，未来会催生三个新的合作项目。

间接价值指未立即商业化，但创新参与者未来可利用的知识、技术产品或解决方案。几乎每个接受我们采访的参与企业，都对创新活动带来的客户洞察、问题描述方法、流程知识等给予极高评价。科恩指出，思科利用柏林项目的经验，在自身的供应链业务中创造了一系列创新催化剂。还有很多人告诉我们，参与项目的经历，让他们能帮助自己所属的庞大组织变得敏捷，并且由于创新成果降低了成本，企业已准备好承担更高的风险。


生态系统创新
 不是万能灵药，但它是企业突破利润增长瓶颈的一种方法。不是所有类似创新项目都能成功：有些目标太高，有些野心不足，有些撞上了文化障碍，还有些可能就注定失败。但生态系统创新让参与企业有机会聚合极其多元的理念、技能和资源，以惊人的速度解决生态系统层面的问题。在当下的数字时代，企业须构建新的创新能力；为把握不同产品、企业和行业交汇所带来的机遇，还需要合作能力。生态系统创新将帮助企业获得这些能力。




延伸阅读


《创新者的方法：将精益创业引入你的组织》


内森·弗尔（Nathan Furr）、杰夫瑞·戴尔（Jeff Dyer）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年




《创新领导力带团队探索未知》


内森·弗尔（Nathan Furr）、杰弗瑞·戴尔（Jeffrey H. Dyer）

《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2月刊




《相关性观点：合作战略和跨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


杰弗瑞·戴尔（Jeffrey H. Dyer）、哈比尔·辛格（Habir Singh）

《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年10月刊




《联盟独具的吸收能力与研发联盟的成功》


杰弗瑞·戴尔（Jeffrey H. Dyer）、榊原麻里子（Mariko Sakakibara）

《管理学会会议论文集》（Academy of Management Conference），2012年




《集体颠覆：大企业和初创公司如何共同创立变革性新企业》


《管理学会会议论文集》（Academy of Management Conference），2012年

迈克尔·多赫蒂（Michael Docherty）

Polarity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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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弗尔
 是英士国际商学院战略学助理教授。


凯特·奥基弗
 是思科超级创新现场实验室（Cisco Hyperinnovation Living Labs）总裁。杰弗瑞·戴尔
 是杨百翰大学商学院战略学Horace Beesley 教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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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特别报道



宜信CEO唐宁：

成功需要定个大目标

刘筱薇 钮键军 | 文　钮键军 | 编辑






如
 何评估一家公司的战略？在中国，多数企业都将战略的重点放在商业模式上，或者说以盈利为主要目标。除考量自身的财政和经营状况外，企业很少评估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破坏、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年轻人就业困难等问题愈演愈烈，企业社会责任（CSR）这个词近年来被频繁提起，因为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责无旁贷。

在西方，企业责任感及其代表的企业形象已经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长期主义的胜利的重要因素。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很多企业家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就是将公司一部分盈利用于社会福利和慈善等公共事业，他们将CSR视为一种负担。尤其是对初创公司而言，承担社会责任意味着运营成本的增加，所以这些企业更是很少将CSR纳入自身战略。

究竟CSR是否会阻碍企业的发展壮大？又如何在制定商业模式时兼顾到社会责任呢？《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借2016年会之机，带着这些问题特别采访了宜信CEO唐宁。唐宁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后赴美攻读经济学，在华尔街从事过金融、电信等高科技类公司的上市、发债和并购业务。他于2006年回国，先后创立了华创资本和宜信。那时中国金融资本市场一片喧嚣，唐宁却选择了“冷门”的天使投资和普惠金融，当时称作P2P。宜信是中国首家P2P小额信用贷款服务机构，其创建的P2P网贷模式推动了一个万亿规模的行业，目前普惠金融一词已经进入中国政府的重要文件，而宜信也已成为业内一骑绝尘的标杆公司，旗下的宜人贷被称为中国“金融科技第一股”。

唐宁的成功秘诀除了专注，还有什么？ 唐宁在专访中给出了下面的答案，公司战略和投资计划的制定必须结合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公司的兴衰取决于解决一个多大的社会问题。只有不断回馈社会，关注人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需求和问题，企业才能树立健康形象，并促进一个良性循环的商业生态环境，最终为自身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需求驱动


HBR中文版：
 你最初出于什么契机，决定把创业聚焦点放在当时还很生僻的普惠金融板块上，而不是创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财公司？



唐宁：
 还是受客户需求驱动吧。当时我作为天使投资人投资了一些职业培训机构，而这些机构的学员有大概上万元借款的需求。钱虽不多，但不论是内资银行，还是外资银行，都不认可大学生信用，所以不愿提供信贷。但我认为这些学生未来应该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客户，所以在推行机构对个人模式不成功后，我和团队决定创建个人对个人（P2P）的小额信贷模式。而小额信贷应该就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极其重要的第一阶段。




HBR中文版：
 为大学生这类相对弱势的群体创新信贷模式，是否也旨在履行CSR？除此之外，宜信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还做了什么工作？



唐宁：
 我认为我们所做的普惠金融以及财富管理业务，都是对既有的金融体系有益的补充，能够让中国的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可触及和高效，而且覆盖面更广，而这其中就会产生诸多社会效益，比如让几千万小微企业和几亿工薪阶层和农民受益。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营业务与履行CSR直接相关。

我们没有组织员工到海边去捡垃圾，到疗养院去给老人读故事，或者在灾害的时候挺身而出捐款。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举措，但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想要持久、动员所有员工、有极强目的性地履行社会责任，同时又保证在践行责任的过程中，把企业的有限资源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就应该对CSR有战略性的思考。因为只有当企业的CSR举措与主营业务直接相关，完全融入公司商业模式的时候，全体员工才能理解，自己在日常工作中的点滴努力如何在为社会做贡献。这种集体、切身的参与感才是可持续的。




HBR中文版：
 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朱江在年会的主旨演讲环节分享了雷克萨斯的一些经验，雷克萨斯巧妙利用技术满足了客户环保的需求，创新出全混动科技车型。你认为，在金融行业，技术如何与客户洞察巧妙结合？



唐宁：
 这方面的尝试有很多，举个例子吧。我们的商业化P2P网贷平台面向农村最贫困的妇女打开，把城市出借人的百元零钱出借给农村妇女，帮助她们创业。所以P2P平台就又有了公益的性质。此外，走进农村本身又是我们的战略举措，所以这样的紧密关联促使这个项目持续了9年时间。我们的同事和15万的城市爱心人士都参与到这一造血式扶贫的公益平台之中，而该平台从 2009年所谓的赔本买卖，发展到现在已经聚集了两亿元的借款，帮扶了1万多名贫困农村妇女。我觉得这就是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公益金融与CSR结合的典型案例。



长期主义


HBR中文版：
 那可不可以说，你的主营业务中包含很多CSR内容，或者CSR是你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唐宁：
 我一直都认为，在当今社会，企业的发展与其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紧密。一个企业能做多大，走多远，创造多少价值，其实取决于它解决了一个多大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个社会问题非常之大的话，企业的商业价值就会水涨船高。

虽然企业运营肯定会将关注点放在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上，但我觉得，企业面临的更重要考量是，要关注多长期的股东价值——是这个季度、今年、未来5年还是未来10年甚至更长久的股东价值？ 像拉姆·查兰（Ram Charan）所讲，企业每5年就要重塑自己一次。的确，现在科技和模式创新带来的冲击非常之大，企业每天都面临巨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但如果企业自身有一个触及社会根本问题的大目标，而非一个明年盈利翻番这样的小目标，那么外界的各种演进和变化就是非常自然、正常的，它也能更轻易地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从来不认为，CSR是一种成本；相反，CSR就是我们的战略投资。




HBR中文版：
 宜信有什么案例能说明，企业将CSR作为主营业务，可以带来多赢效应和长期主义的胜利？



唐宁：
 宜信财富作为中国顶级的财富管理机构，给客户提供的是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服务：不仅包括资产的保值增值，还涵盖了家族和价值观的传承。从体验感来讲，资产的保值增值给客户的幸福感有限，做好传承可以带来更大幸福感，而除了帮助自己的小孩外，还能给身边的人和社会帮助的话，客户的幸福感是最大的。如何帮助高净值客户教孩子学会理财和建立扶贫意识？有很多研究发现，弥合这种两代间代沟的最佳方式是做有共同兴趣的事情。

对于高净值客户而言，两代人之间有什么相同兴趣？慈善事业就是一个重要契机。如果大人带着孩子到农村体验生活，看看几百元钱给最贫困的农村妇女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对孩子的教育和加强两代人之间的沟通意义重大。我们没有花费巨大成本，通过战略CSR项目就可以给客户带来有意义的独有体验，既帮助高净值客户传承扶贫观，还解决了他们财富管理之中将钱花在刀刃上，创造更大社会价值的需求。这就是一石几鸟的举措。我觉得，很多企业必须对CSR转变观念，其实投资CSR完全可以实现企业、员工、客户、合作伙伴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多赢，并得到长久回报；而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后，对公司和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都有助益。




HBR中文版：
 在追求长远目标的同时，企业可能会牺牲一些短期利益，比如财务收益或商业模式效果，你怎么把握这一点？



唐宁：
 最重要的是找到平衡。作为创业者，肯定会面临不少火烧眉毛的事。我们一方面要做明天的胜利者，另一方面也要做今天下午的胜利者。所以我认为，初创公司既要有很强的实操能力，也要具有远大理想，即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远大理想和目标对于今天下午的事也能有很大帮助。比如宜信早年创立的时候，面临极其艰难的局面。当时很少人理解P2P网贷模式，而且中国在个人信用方面的工作还欠缺，金融创新的敏感性也较高。所以我们遭遇一个很直接的挑战——团队建设非常困难。我们在游说外资银行和内资银行的金融牛人时，很难得到他们的信赖。所以从哪里去求贤呢？如果说聚焦到P2P这个模式上的话，可能仅仅就模式谈模式、就短期获利谈发展，我们吸引不来顶级的人才。但是我和北大的师弟师妹聊企业的时候，将宜信界定为通过技术和模式创新，让金融变得更美好的企业。这样的长远愿景帮助我们吸引到志同道合、高瞻远瞩的人才，让宜信能够在运营初期艰难地撑下来。所以说，你可以尽量避免长期目标和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并让两者相辅相成。



投资愿景


HBR中文版：
 你的另一个身份是著名天使投资人，在关注长远目标和愿景的同时，怎样判断承载这些理念的项目能够落地并取得成功？



唐宁：
 天使投资人通常已经在所在领域有一定的商业成就和财富积累，希望能够通过帮助下一代的创业者来实现他们的远大理想和愿景。虽然从这个角度看，有一些浪漫因素，但风险投资机构还是对获利区间有很明确的要求。我不是说风险投资家都是为了谋利益，但是其商业模式要求在投资周期内向投资者交上满意的答卷。对一个风险投资基金来说，10年已经算是最长的投资周期。很多私募股权创投要求在短期内就要有财务回报。所以我们在获利方面的压力很大。

但与此同时，我和风险投资机构在过去10多年中，打交道非常多，对他们的投资情况也有不少了解。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真正能够成为独角兽企业的创业者和团队，他们的志向和愿景都是非常长远和宏大的，而且都旨在解决巨大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这条定律像一双无形的手，推动着我们这些风险投资人不断加深对创业者和团队的了解，挖掘到他们是在追逐短期商业利益，还是有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的成长逻辑。我在和顶级风险投资机构主要负责人以及有经验的投资者沟通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说，组织的愿景、使命和社会性的大小，决定了它们最终能够走多远。这同样适用于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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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特别报道



后记：激变时代下的

客户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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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今的经济环境，“激变”无疑是最佳选项。技术快速迭代，“黑天鹅”事件频发，客户需求变化日新月异……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这不仅是各个企业高层关注的话题，同时也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一直探寻的选题。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探究客户的变化，更确切的说法是在激变的时代下，客户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基于本刊的观察，我们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中国的主流消费人群抑或精英阶层，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古语云仓廪足而知礼节，这些主流人士越来越有社会担当，这表现在其日常行为时更具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不再单一追求个人的奢侈享受，而是加入了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考量，在现阶段则更多地体现为利他和环保。

基于这样的客户洞察，我们进行了第二个假设，在激变的时代，企业如何才能适应并发展，答案似乎显而易见：顺应这种变化即可。但知难行更难，如何顺应这种变化是最大的难点。我们认为，技术无疑成为攻克这一难点的最大法宝。也就是企业应该将客户洞察与技术研发相结合，从而开发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不仅如此，我们还假设，当新一代的精英是某家公司的决策者时，他们还会主动改造自己的公司，使之成为能引导客户及其需求变化的主动创新源。

我们将上述猜想作为一条暗线融入到了2016年哈评管理年会的话题设置中，“新蓝海=客户洞察+技术创新”。此外，我们还分别采访了3位与会嘉宾，他们分别身处汽车制造业、文化传媒业以及金融服务业（3次采访实录分别刊发于2016年12月刊、2017年1月刊和2月刊）。通过上述程序，基本可以判断我们此前的猜想成立，即现在的主流消费者已经转变成为有一定的事业基础、极具上进心、有社会担当且富有匠心精神的精英人士，他们在崇尚自由的同时顾及他人感受，他们的消费需求更多地融入了对社会责任的关注。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了极具示范意义的操作案例——雷克萨斯。雷克萨斯通过长期对于客户的观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汽车消费者在期望满足驾乘体验的同时，开始更多的关注下一代所生存的环境。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的增长与环境最大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是当下所有汽车企业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客户正是期望汽车企业能够为此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为此，自1993年起，雷克萨斯便开始研发全混动科技车型，24年来坚持不懈。

在技术层面上，雷克萨斯全混动科技通过油电结合的方式在保证汽车动力性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达到对环境的长期保护；在客户需求层面上，雷克萨斯全混动科技既为客户提供了极具驾乘体验的豪华汽车，并且践行了个人的社会责任。

雷克萨斯全混动科技这种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客户洞察紧密结合的方式，最终取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2016年，雷克萨斯已在全球售出了超过109万台全混动科技车型汽车。

作为此次年会的总结，我们在此重申：精英阶层已不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已经正式行动起来，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践行自己的信仰，完成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他们作为企业人，更加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自己所在的企业乃至行业去践行企业对于社会的责任；他们作为消费者，则通过对于消费需求的转变以影响市场进而影响企业产品技术革新等，使更多企业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因此，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客户洞察相结合，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有着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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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乐视战略

CURING THE ADDICTION TO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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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FF91如期发布，即便100亿元战略投资落地，“乐视危机”就能解除吗？一个核心的追问是：乐视危机的本质是财务危机还是生态战略本身存在问题？在生态型企业发展方兴未艾的今天，乐视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案例，贾跃亭的战略实践值得反复思考和实践。






从
 2014年至今，乐视控股董事长兼CEO贾跃亭凭借资本过剩、双创、科技革命和传统企业互联网变革等四股浪潮，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赢家之一，他把“梦想”卖出了大价钱，整个乐视系获得了700亿至800亿元的总融资额（《第一财经日报》统计）。目前整个乐视系营收规模和赢利能力都不是很大，投资者投的是“贾跃亭之梦”。



“贾跃亭之梦”

“贾跃亭之梦”也叫“生态互联网”，包括两部分：一是互联网，连接人与人；二是物联网，连接物与物。贾跃亭认为，乐视生态互联网一旦形成，就会跨越BAT的统治。

乐视着重布局了基于生态互联网的三大硬件终端入口：超级电视是客厅生态入口，手机是移动生活入口，汽车则是交通出行入口，三大终端覆盖了人们的主要应用场景。

贾跃亭认为，BAT崛起于二维的互联网世界，二维的互联网世界，人们的一切行动没有场景化，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产生数据，场景时代产生的数据量的量级远高于互联网时代，并且可以提振服务制造业，服务于创新。

基于这个发展逻辑，乐视生态定位于成为最大的基于场景的数据中心，乐视则以数据为支撑，改变制造业的商业模式，把制造业变成服务业，并支持跨界创新，贾跃亭称之为“生态化反”。他认为这是一条颠覆之路，“我们或许会成功，或许会死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乐视始终处于资本极度短缺状态，但他愿意把全部身家甚至生命都交给这个梦想，去追求1%的成功率。

贾跃亭不但勾画出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蓝图，更为重要的是，他敢于用自己的财富为这个梦想投注，这种企业家精神迅速帮助他团结了多个行业的精英。

哈佛商学院创业研究领域教父级教授霍华德·史蒂文森对创业的定义是，勇于超越现有资源的限制去实现对机会的追求。贾跃亭的表现非常符合这个定义。

除了贾跃亭个人的能力及魅力，乐视之所以能够把中国互联网行业搅得波澜起伏，更与大势有关：尤其是从2011年进入无线互联网时代之后，商业颠覆事件频出，人们开始接受不确定性，不轻易拒绝新物种，传统行业投资锐减，大量过剩的资本寻找基于未知的冒险投资。



生态系统是未来方向

1996年，美国学者詹姆斯·穆尔在《竞争的衰亡》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穆尔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由组织和个人所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其成员包括核心企业、消费者、市场中介、供应商、风险承担者和竞争者等，成员共同构成了价值链，彼此形成共生关系。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迎来黄金时代，科尔尼公司负责创新部门的合伙人凯·恩格尔认为，生态系统中的需求识别、资源组合以及价值变现的速度和准确性远高于之前的传统的价值链体系，因此更能适应如今剧烈变化的市场环境。

生态系统尤其有利于创新。企业构建或参与一个创新生态系统是实现创新导航的前提，它能保证创新成为常态，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企业家识别出一个创新方向后，内部员工和外部合作伙伴迅速有效合作，相关各方高效率地参与创新。



资本赢家

企业家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无外乎是战略、资本、市场和人才之间的平衡匹配问题，资本又历来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最难获取的要素。面对商业生态系统化这个大机遇，贾跃亭曾豪放地说，乐视的使命就是让创新再次爆发，但要完成对BAT的跨越，要实现他成为生态互联网时代赢家的蓝图，他需要手握足够资本才行。在当下剧变的商业环境中，资本跟着思想流动，人才跟着资本流动，思想、资本、技术和人才一旦有效结合，就能创造出新市场、颠覆旧市场的可能，所以，只要抓住时机尽可能地拿到更多资本，人才和市场都不是大问题。

2013年乐视超级电视推出之后，被资本市场看好，乐视股价全年暴涨6.5倍。2014年，小米如日中天，贾跃亭决定推出乐视超级手机；当年9月，阿里巴巴成功在美国上市，打响生态概念，同时，特斯拉也开始搅动全球汽车业和资本市场，贾跃亭于2014年推出乐视生态战略，筹备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两大业务。

从资本角度来回望过去的几年，贾跃亭已然是最大的赢家之一，在生态战略大旗下，乐视通过搭建七大产业平台，聚集了大量各路精英和资本。

贾跃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创业者，从2002年开始创业至2014年正式推出乐视生态战略，这期间整整12年的商业生涯使贾跃亭的企业家能力得到了验证，这意味着他不但敢于冒险，具有企业家精神，同时兼具管理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

乐视网是中国最早做视频业务的互联网企业，当时土豆和优酷这些纯正的互联网企业都在疯狂烧钱，贾跃亭却暗自囤积版权，做起赚钱的生意。正是由于有不错的利润，才使得这家不太起眼的视频网站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视频企业。

在科技剧变、产业剧变时代，过剩的资本积极地下注未来，并以创始人与团队为核心，贾跃亭搭建的结构和团队体系有效地响应了资本的偏好，结果是，贾跃亭及其生态战略同时得到了二级市场和股权投资市场的积极响应。从二级市场看，2015年乐视股价最高涨至179元。据报道，贾跃亭在2015年高位减持股票50亿至110亿元，贾跃亭又将这些资本投入到子生态中，子生态搭建好团队及业务基础又进一步接受外部股权投资。

结果是，他完整地抓住了2014年和2015年中国的资本机会，迅速地将超级电视垂直生态链向其他行业复制，贾跃亭将乐视多元化的业务版图命名为“开放闭环的生态系统”，由七大子生态协同拱卫，分别是互联网及云、内容、大屏、手机、体育、汽车和互联网金融，又称乐视“战略七子”。



乐视财务危机

2016年11月6日是乐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当日贾跃亭突然以公开信的方式承认乐视财务吃紧，这场被称为乐视财务危机的事件至目前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之久。乐视网（300104.SZ）自停盘之后迟迟不能开盘，有相关报道称，通过此前数十次股权质押，贾跃亭家族的股权质押率较高，如果开盘股价继续下跌，很有可能触发一系列危机。

为了融资解困，乐视全力以赴。目前，有两件事是最大的看点：一是2016年12月28日乐视发布公告，已签订100亿元战略投资框架，但具体结果尚待最终确定；二是FF91的发布。2017年1月4日，乐视携手法拉第未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发布首款量产车型FF91。在此之前，贾跃亭在危机期间对外披露的主要动作基本围绕着“电动汽车”这条主线，最可能的原因是在乐视“战略七子”中，电动汽车尚缺乏较为成熟的价值标杆。电动车是公认的大势所趋，具有最大的行业量级，所以在资本市场上最有想象空间，贾跃亭希望FF91的推出成为乐视股价的强心剂，为当下的困境解围。

这些关键举措无不在为乐视股票复牌预热，但乐视必须面对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到机构，小到二级市场投资者，相当一批人受损或受困。

一些投资者感觉进退失据：即便FF91如期发布，即便100亿元投资落地，“乐视危机”就可以解除吗？一个核心的追问是：乐视危机的本质是一次财务危机，还是乐视生态战略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下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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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对问题是关键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大多是问题积累的结果，谈到风险管理，万科总裁郁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说：“找对问题”是风险管理的关键，这件事必须由CEO来做，CEO掌握着最多、最全面的信息，如果CEO没有找对问题，团队执行力再强也等于零。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乐视生态战略以及发展过程。贾跃亭大约在2014年左右提出了这一战略，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垂直整合的生态链+横向拓展的生态圈=全球共享的完整的生态系统。贾跃亭在公开信曾反思这次由手机供应链导致的财务危机的原因：一是战略节奏过快，二是组织能力不足。注意，贾跃亭特别强调，乐视生态战略是对的，不会改变战略。

现在需要反思的是，乐视财力危机的根源是战略节奏以及组织能力问题，还是其生态战略本身的问题呢？东软集团CEO刘积仁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说： “所有的战略都是对的，关键是这个战略是不是你的。”如前所述，科技正在迅速地实现万物互联，未来的商业世界正在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生态战略作为一个大方向是受各方认同的，但关键的问题是，目前的乐视是否有充分的能力准备去执行这个战略。



生态系统的成长逻辑

让我们看一看阿里的案例。目前阿里巴巴已经成功地构建起了一个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和智能物流形成了其业务铁三角，三大业务板块互相支撑，形成了一个支柱型平台；中间则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把三块业务串起来；外围则拓展出阿里健康、阿里影业、阿里文化娱乐和银泰商业等业务。

阿里生态的成长逻辑是：1999年成立的阿里巴巴B2B网站是出发点，然后催生出2003年淘宝网；次年，淘宝网又催生支付宝，然后是2013年菜鸟物流成立，电子商务生态的铁三角业务板块最终形成。

业务是平台的支撑，业务无论是硬件产品还是服务，它聚集了用户，用户产生数据，数据的集中可以成就平台。来看阿里电商平台的形成过程：2005年，淘宝成为中国C2C市场的老大，市场份额、商品量、浏览量和成交额等四个关键平台指标全面超过竞争对手，其中市场份额达到67.3%，但由于一直未赢利，资金成为最大困扰，马云自己承认，没有能赚钱的B2B，就没有淘宝，没有杨致远2005年10亿美元的投资，淘宝也不可能一直烧钱，坚持到2009年赢利。

对于后来的阿里生态而言，这一切只是序幕和基础，阿里生态战略起始于2011年，标志是淘宝宣布实施开放平台，当年2月向独立软件开发商开放平台，然后向一定数量的电商企业实施开放，与他们共享数据，阿里生态开始快速扩张。

纵观阿里生态的成长过程，从产品(或服务)到平台，从平台再到生态，这是一条环环相扣的战略成长逻辑：产品成就数据，数据成就平台，平台成就生态，生态形成的基础是阿里可以通过开放数据和技术向成员“赋能”，此后，阿里又面向未来物联网带给垂直行业机会，辅之以大量收购，强化阿里生态在战略相关的垂直行业的“使能”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中国最早实践生态战略的企业家，马云在2012年曾说：“生态系统可能不是我们马上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过度走火入魔地去思考去追求，也许问题会更大。” 他随后提出了3个战略原则：少做、做好、做通。“只要我们坚持一些事情的做法，坚持一些自己所决定的原则，走到最后，阿里一定是一个生态系统。”

此外，腾讯、百度、苹果和谷歌等，这些生态型企业的成长逻辑基本符合阿里生态的路径：从用户体验超强的产品或服务起步，通过搭建两面市场形成了平台商业模式，然后开放数据，辅之以投资，逐步构建起各自的生态系统。生态的形成扎根于用户地“自下而上”成长过程，技术与数据是两种关键的能量，当平台企业储备了所在领域居于优势地位的能量，并有了充足的利润来源之后，便有条件向外部赋能和使能，从而实现生态战略。




乐视生态战略要事概览（2015年至今）：


2015年1月


乐视智能汽车公司成立，造车系统面世。




2015年4月


贾跃亭归国后首次现身，乐视超级手机正式发布。




2015年10月


乐视汽车宣布获易到用车70%股权。




2015年12月


高端电动车制造商“法拉第未来”宣布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内华达州建超级汽车工厂，贾跃亭为创始人之一。




2016年1月


乐视联手法拉第推出首款电动超级概念车。




2016年3月


乐视体育斥资27亿元买下中超2年版权。




2016年8月


超30亿元收购酷派手机，乐视超级汽车工厂落户浙江德清。




2016年10月


“法拉第未来”被曝拖欠2100万美元工程款，面临停工。




2016年11月6日


贾跃亭发员工信，反思扩张太快，承认存在资金压力。




2016年11月7日


贾跃亭接受腾讯科技专访称：“乐视要刹车检修，但战略不会改变。”




2016年12月7日


乐视网停牌。




2016年12月28日


乐视发布公告，已签订100亿元战略投资框架，具体内容待最终确定，股票继续停牌。




2017年1月4日，


乐视携手法拉第未来在CES大展上发布首款量产车型FF91。





危机源头

再看乐视。乐视生态战略的基础是“垂直整合的生态链”，贾跃亭曾说，乐视花费了3年时间验证了乐视模式的可行性，也就是说，从2012年至2014年，贾跃亭认为乐视超级电视验证了“垂直整合的生态链”模式。

回头看来，这很可能是此次乐视财务危机的源头。其一，作为乐视生态战略“模式原型”的超级电视生态链未必具有复制性。“超级电视”有两个独有的卖点：低于成本价出售；独家的版权内容。但这两个卖点放到手机或电动汽车上，未必是卖点，因为电视不具有移动性，电视在用户心目中的定位仍然是看内容，而手机与汽车则是完全不同的功能定位。

其二，贾跃亭提出“非用户核心价值”理论可能过于超前，尚不能有效验证。他认为，目前企业普遍遵循的产品核心价值是“硬件、品牌和渠道”，但未来这些将成为“非核心价值“软件、内容、应用和平台”将成为用户核心价值。

基于这一“理论”，无论是超级电视还是超级手机，都以低于BOM（物料清单）价销售，以超级电视为例，有数据显示，销售处于亏损状态。这也是导致超级手机拖欠供应商货款并引发财务危机的直接原因。

当然，乐视生态蓝图本来就是基于未来而设计，贾跃亭认为只要能承受一定阶段内的硬件亏损，每个硬件用户都将成为乐视生态的入口，而且是乐视生态未来持续的利润来源，他们会在未来的乐视生态中实现“软件、内容、应用和平台”的消费。

眼下贾跃亭不得不面对比当年马云难得多的现实，当年马云也在烧钱，但能够看得见前方绿油油的草地，只要解决支付瓶颈，电子商务市场就会泉涌。贾跃亭面对的难题是，BAT依托各自的基础业务已经初步构建了生态，而且，BAT也都在基于未来的万物互联时代进行了技术布局，乐视要想创造自己的生态入口，比较困难。尽管如此，贾跃亭的人格魅力和企业家精神使他集结了一大批各业精英，这个团队是乐视创造未来的力量。

2016年8月，著名管理学家陈春花教授曾到乐视调研，最后她留下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生态战略完全可以是一个描述性或者前瞻性的战略，但要实现这个战略，必须有切实的解决方案。”的确，企业家必须动态地保持战略、资本、市场与人才之间平衡。乐视的当务之急，须验证“非用户核心价值”理论在商业上的实现，这需要乐视加大力度提升关键的生态指标，比如会员续费率、应用量和应用下载量等，但目前，乐视很少对外披露这些指标。



2017年：乐视的关键挑战

随着财务危机的不断发酵，乐视正处于困境当中。乐视生态缺乏进行“赋能”和“使能”的能力，股价巨幅波动，使相当数量的投资者承受了损失，股权投资出于收益预期以及风险的管控、加之尚存的供应商欠款，凡此种种，皆已成为贾跃亭身上的负重。乐视的解决方案在哪里？相信这是贾跃亭、利益相关者以及像我这样的关注者关心的问题。

乐视一方面需要不断吸纳资源、捕捉机会，一方面还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战略，这也是明茨伯格所说的“雕琢战略”的核心内涵。如今中国资本市场依然充裕，但已经越来越务本，越来越务实，投资者已经不再一味追逐概念，盲目跟风，理性投资已经来临。个人希望乐视能够迅速进行战略聚焦，展开持续创新，不断生产颠覆性产品，创造出用户无法拒绝的体验，倘如此乐视生态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编者注：
 截至本文发稿时，乐视获得大笔融资。除了融创中国的150亿元，还包括乐然投资和华夏人寿合计向乐视投资的18亿元，融资总计约168亿元。


新的融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乐视的资金危局。在1月15日融创中国和乐视联合召开的发布会上，贾跃亭说，此次融创中国的150亿元战略投资将一次性解决乐视非汽车板块的资金短板，而乐视汽车的A轮融资也将很快启动。为什么投资乐视？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说，这是基于对贾跃亭、乐视团队和乐视生态的判断，并提前为融创中国的未来发展进行布局。

融资消息公布后，停牌一个多月的乐视网1月16日复盘，并高开3%。贾跃亭在发布会上表示，“下一个时代，将是产业互联网、更准确地说是互联网生态时代。这将是互联网变革传统产业，通过破界创新、生态化反去不断创造全新价值的黄金10年。”乐视的未来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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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首席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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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对

问题了吗？

Are You Solving The Right Problems?

托马斯·韦德尔-韦德斯伯格（Thomas Wedell-Wedellsborg）| 文

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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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中，提对和诊断问题很重要，失败的情况很多，原因也复杂，部分原因是：我们总让诊断过程变得过于繁杂。本文提供由7种方法组成的新途径，能让你成功重构问题，找到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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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很多高管（85%参与调查者）表示，他们的公司在诊断问题上有困难，代价严重。




成因


部分原因是，我们总让诊断过程变得过于复杂——但多数问题都是在日常会议中遇到的。




解答


现在有一种7种方法组成的新途径，能让你成功重构问题，找到创新解决方案。





你的公司善于解决问题吗？

如果公司管理者和我们研究中的类似，可能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让他们感到困难的，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弄清楚问题到底在哪儿。我对来自17个国家91个公私部门企业中的106位高管进行了研究，发现85%的人表示强烈同意或同意：他们的组织并不善于发现问题。87%的人则认为，这一弱点会造成重大损失。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形势已经很清晰了：管理者向来都是行动派，很容易在尚未真正弄清问题时，就着手开始解决。

早在40年前，米海依·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和雅各布·格策尔斯（Jacob Getzels）用实验证明了分析问题在创造性中起到的核心作用。艾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强调过准确诊断问题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多组织还是为此感到头疼？

部分原因是我们容易过度分析诊断过程。很多现有的分析框架——TRIZ、6西格玛（Six Sigma）和斯克兰（Scrum）等，都很完善了。如果应用得当，这些体系效用强大。但正因为它们十分完备，过于复杂、费时，所以并不适用于普通工作日。人们最需要提高问题诊断的情况并非每年的战略研讨会，而是日常会议，因此我们需要的工具不应该让整个组织都陷入数周的培训项目。

即使人们应用简单的问题诊断框架，比如根本原因分析和相关的“5个为什么”等提问技巧，他们也常会发现，自己不过是深入到了已经发现的问题中，而不是得出了另一项诊断。当然这样做肯定有帮助，但独创的解决办法往往来自于重新定义问题本身。

我对大部分企业创新的研究都和同事帕迪·米勒（Paddy Miller）共同完成，我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学习“再构造（Reframing）”——首先在组织变革的狭义背景下进行研究，然后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在下文中，我提供能快速施行的诊断问题新方法，可以通过充分发掘老大难问题的不同架构，产生创新解决方案。为了讲清楚重构，我会更准确地解释这种途径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电梯太慢

试想如下场景：你拥有一栋写字楼，业主向你抱怨电梯又旧又慢，需要漫长等待。甚至有几名业主威胁说，如果不修好电梯，就要毁约。

面对这一问题，多数人都会很快给出一些答案：更换电梯、安装更强劲的电动机、甚至升级运行电梯的算法。这些建议都属于我所定义的“解决方案空间”，即它们都已经预设了问题出在同一个地方。在这个例子中，预设的问题是电梯很慢，如下图构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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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这一问题被提交给物业时，他们给出了更加便捷的建议：在电梯旁边放一面镜子。这个方法后来被证明有效减少了对电梯的抱怨，因为当人们被他们自己吸引时，很容易便忘记了时间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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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子的方法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实际上它解决的并非预设的问题：没有让电梯运行更快，而是提供了一个理解该问题的全新角度。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对该问题的分析并不见得错误，安装新电梯也许可行。但重构目的并不是找到“真正”的问题，而是看看是否有更容易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认为存在唯一的根本原因这种思路本身就可能具有误导性。问题的原因往往不止一个，而且有很多种解决办法。例如，这个电梯的问题就可以被解读为高峰需求问题——同时有太多人需要乘电梯，因此可以通过分散需求来解决，比如错开人们的午餐时间。

发现问题的另外一面，有时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为数十年无法解决的难题带来灵感。最近我在研究中看到的一个实例是，宠物行业中往往被忽略的问题：收容所里的狗狗数量。



美国宠物狗领养

宠物狗在美国十分受欢迎：业内数据显示，超过四成的美国家庭养狗。但对狗狗的喜爱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根据美国最大的动物福利组织之一——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SPCA）的估计，每年有300万只狗被送入收容所并等待领养。

收容所和其他动物福利组织下大力气引起人们对该问题的注意。往往此类广告中都会精心挑选一只被忽视的可怜小狗，以此引起人们的同情，旁边有“救助生命，领养狗狗”的广告词，或者为领养募捐的号召语。通过此类倡议活动，入不敷出的动物福利组织大约能让140万只狗被成功收养——其中并不包括很多被遗弃的猫和其他宠物。可以说能获得帮助的动物十分有限。因此，尽管收容所和救助机构付出了极大努力，但领养不足的情况已经持续存在了几十年。

洛杉矶动物保护组织Downtown Dog创始人劳瑞·维泽(Lori Weise)以实例说明，领养并非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维泽是其领域内践行“收容干预项目”新方法的先驱之一。在寻找更多领养人之前，维泽会尽力让原主人不要放弃狗狗，把它们送进收容所。收容所中30%的狗都是被原主人有意放弃的。在热爱动物的人们组成的志愿组织中，这些原主人通常被狠批残忍，像抛弃消费品一样抛弃他们的宠物。为了防止狗狗们不再碰到如此“糟糕的”主人，很多收容所尽管已经狗满为患，依旧坚持潜在领养人必须通过冗繁的背景调查。

维泽却另有办法。“抛弃狗狗的主人不见得是坏人”，她说，“大体来看，问题出在贫困上。这些家庭同样爱狗，但他们也都很穷困。这些家庭有时甚至都不知道，到了月底如何喂饱自己的孩子。因此如果有新的房东突然要求养狗需要多加押金，他们出不起这笔钱。给狗打狂犬疫苗需要10美元，但有的家庭请不起兽医，或是不敢接触任何此类机构。因此当他们觉得穷途末路时，只能把宠物送进收容所”。

维泽从2013年4月启动该项目，与洛杉矶南部一家收容所展开了合作。她的理念很简单：只要有家庭送宠物来，收容所员工会不带偏见地询问该家庭，如有条件是否愿意继续养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员工就会利用自己的人脉或是对收容系统的了解，帮助解决上面所说的问题。

该项目推出一年就成果斐然。过去几年间，维泽的项目平均花在救助每只宠物上的钱是85美元；而新项目将这一开支缩减到60美元，而且还节约了更多收容所空间救助其他动物。维泽还告诉我，这还仅仅是直接影响，“对社区更深远的影响才是真正意义所在。该项目帮助家庭了解如何解决问题，让他们知晓权利与义务，而且让他们知道自己能获得帮助。而动物保护业者对宠物主人的印象也得到了扭转：我们发现，如果获得了帮助，足足有75%的原主人不会放弃宠物。”

在此文写作时，维泽的项目已经帮助了近5000只宠物和家庭，获得了ASPCA的正式支持。维泽还出了一本书，名为《第一个家，永远的家》，告诉其他救助组织如何运作干预项目。多亏了她对该问题的重新规划，收容所不再像原来那样空间不足了。

那么面对你的问题，又该如何进行类似的重新规划呢？



有效重新规划7招

根据我的经验，以快速迭代的过程来解读重构，最容易被人理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认知上的快速成型过程。

我这里说明的方法有两种实施途径，具体应视你对局面的掌控多少而定。第一种途径是有条不紊地实施所有7种方法，共需约30分钟，而且能让所有人都熟悉该方法。

另一途径适用于你控制不住局面的时候，根据时间松紧可适当扩充所用方法。例如，当你的组员在楼道里拦住你，而你只有5分钟帮助他/她重新构思问题。这种情况，最恰当的选择是应用1种或者2种方法。

5分钟可能听起来太短了，甚至都来不及描述问题，谈何分析问题。但惊人的是，我发现如此短暂的时间已经足够激发新想法——一旦奇思妙想被激发出来，你对问题的看法将大为改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会让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永远纠结在为什么你的同事、伴侣或孩子不听话这类问题上。有时你需要的仅仅是某人的一句话：“呃，难道问题不是，你并不善于倾听吗？”

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如此简单。通常须进行好几轮的分析重构过程：观察、对话和快速成型。在某些情况下，重构也不会起作用。但如果你连试都不试，又怎能发现到底哪些问题适合重构呢。一旦你掌握了5分钟的分析版本，就能将重构应用于所面对的任何问题了。




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哪些问题适合被重构呢？





以下是我给出的7招：


1.确保合理化。
 如果你是房间里唯一一个懂得重构方法的人，实施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其他人都在急切寻找答案，可能会觉得你坚持揪住问题不放，会降低效率。如果团队中的权力不均衡，比如在面对客户或更资深的同事时，没等你开口他们就会制止你。如果员工们已经习惯了直接从领导那里获取答案，而非问题，哪怕高管位高权重，也难以实施重构方法。

因此你首先要做的是在团队中让重构方法合理化, 创造出可以实施方法的对话空间。做到这点有两种办法。一是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参会的人。哪怕他们没有读全文，这篇文章也有助于让他们倾听你。二是和团队分享文章中电梯的例子，如果我只有不到半分钟时间讲解这个理念，就会直接选择这个例子。我发现用电梯的例子来迅速说明重构问题特别有效——能够充分说明它与仅仅诊断问题有何不同，以及可能达成的结果要好得多。


2.让局外人参加讨论。
 这是所有重构方法中效用最大的一种。8年前，我目睹了它的作用。当时一家欧洲小公司的管理团队深受员工缺乏创新的困扰。经理们当时发现了一种特别的创新培训技巧，对其表示一致认同。于是，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在公司中最大限度地实施该技巧。

总经理发现，团队缺乏来自外部的意见，因此让他的个人助理夏洛特加入讨论。“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2年，其间见过3支不同的管理团队试图实施新架构，但无一成功。我觉得员工对另外一套新理论也未必买账。”夏洛特说。

夏洛特的观点让经理们意识到，他们还没完全搞清楚问题是什么，就决定了解决方案，即引入创新架构。他们很快得出结论，最初对问题的诊断有错：很多员工已经知道如何创新，但他们觉得在公司里工作积极性不强，因此不希望参加本职工作之外的项目。最初经理们以为的技术性问题，实际上变成了积极性问题。

他们舍弃了所有关于创新工作室的讨论，转而聚焦改善员工积极性，比如给予员工更多自治权、采取更灵活的工时，以及转变更鼓励参与的决策风格。这些举措都奏效了。18个月内，公司的工作场所满意度评分增加一倍，员工流失率大大降低。随着员工开始将创新能力应用于工作中，财务表现也有了显著提升。4年后公司获得了该国最佳 的奖项。

上面这个故事说明，从局外人角度看问题对迅速和恰当地重构问题至关重要。以下几点能保证此方法有效进行：


寻找“扩展边界者”。
 正如迈克尔·图什曼（Michael Tushman）和很多其他人所证实，最有用的建议往往来自那些了解你的世界，但又不完全包含在其中的人。夏洛特和公司一线员工熟悉，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同时也能和管理层接上头，急管理者之所急，并且能听懂他们的语言，因此她是特别合适的人选。相比之下，找来一名创新专家则会让团队成员在创新的路上越走越偏，而不能激发他们重构问题的灵感。

选择能畅所欲言者。由于任期长且与总经理关系紧密，夏洛特能较为自由地向管理层提意见，同时还不会偏离管理层的目标。这种状态被哈佛大学的艾米·埃德蒙森（Amy C. Edmondson）称为“心理安全感”，已被证明能够促进团队表现。你可以考虑选择那些职业发展不会受到有问题团队影响的员工，或是那些一贯敢于对管理层说实话的员工。


期待建议，而非答案。
 很重要的一点是，夏洛特并未试图为团队提供解决方案；她的观点让经理们重新思索了问题。这种情况很典型。从定义上说，局外人并非专家，很少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也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的任务是，激发问题责任人重新思考。因此当局外人介入时，一定要明确地让他们挑战群体的思考过程，并且鼓励问题责任人聆听局外人提出的建议，而非从他/她身上寻求答案。


3.取得人们的书面认可。
 通常情况下，人们结束会议时都认为他们就问题已经达成了口头上的共识。但相隔数周或数月后却发现，其实对问题还存在不同意见。而且这些异见中很可能隐藏着成功的问题重构方案。例如，管理团队可能认同公司的问题是缺乏创新。但如果你让每名成员用一两句话描述问题所在，就能迅速识别出他们分析有何不同。有人会说：“我们的员工创新动力不足”，或者“他们不理解情况多么紧迫。”其他人会说：“顾客不愿意为创新买单”或者“我们没有奖励创新”。请你务必注意他们的措辞，因为哪怕不太重要的词语选择也能为问题带来新的角度。

我和建筑行业的一个管理团队合作时，有个很生动的例子，当时我们一起探索个人领导如何做才能取得更好结果。我们试图找出每个人遭遇的障碍，于是我让他们把问题写在活页白板上，然后一起分析。而团队发出的第一个评价具有的影响力最大：“白板上几乎没有一句话包含‘我’这个词”。除了一个特例之外，问题的描述都好像在淡化个人责任。比如“我的团队没有……”“市场没有……”以及“我们没有”等等。这一发现改变了会议的基调，敦促与会者对挑战承担更多责任。

每个人对问题各自的解读应该在讨论前就进行收集。如有可能，你可以让与会者发送秘密邮件说明一下，一定要写成句子，只是列出几点则太过简略；然后你可以把收集到的问题解读列在活页白板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并在会议上给予反馈，请不要署名，确保大家对解读的判断不会受到提议者身份或地位的影响。

种种不同解读会让你对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视角更加敏感。尽管理论上，我们都能理解其他人可能对同一问题具有不同的感受（甚至不会觉得有问题）。但根据伦敦帝国学院约翰·哈图拉（Johannes Hattula）最近一项研究，如果管理者试图把自己想象成顾客，通常不会猜中他们的心思。要想知道其他利益相关方怎么想，必须亲耳听他们说。


4.询问还缺什么。
 当面对某种问题描述时，人们往往会聚焦于“说了什么”等细节，容易忽视“没有说什么”。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我建议一定要明确地询问还有什么遗漏或没有提到。

最近我和巴西的一个高管团队合作，他们需要给CEO提供改善市场对公司股价的看法。该团队对影响股价的要素进行了专业分析——市盈率、债务率和每股利润等。当然，这些对于CEO而言都是老生常谈，也都不容易改变，因此团队中弥漫着淡淡的失望情绪。

然而，当我让高管们跳出圈子，想想他们对问题的解读还缺什么，新思路出现了。当外部财务分析师与公司高管交流时，负责参与交流的高管往往职级偏低，也未曾接受过与分析师交流的训练。该意见被提出后，团队终于明白，该如何向CEO提议。（这个现象并非由团队的财务专家发现，而由业务扩展HR高管发现。）


5.考虑多种类型。
 正如前文中维泽的故事所示，改变人们看问题的视角，能产生巨变。激发这种变化的一种方法是，邀请人们寻找出团队面临的具体哪一类问题：是激励问题？预期问题？态度问题？然后再找出其他类型。我认识一个名叫杰里迈亚·齐恩（Jeremiah Zinn）的经理，他领导的产品开发团队负责流行的尼克儿童娱乐频道（Nickelodeon）。该团队当时正在推出一款颇有潜力的新应用，有很多儿童下载。但激活应用比较复杂，须注册家庭有线电视服务。到了真正开始注册时，很多孩子都放弃了。

团队将该问题归为易用性分类，利用专业知识对注册流程进行了很多A/B测试，试图简化该过程，均收效甚微。

当齐恩意识到团队成员的思路不够宽时，转机出现了。他们之前一直关注孩子的行动，仔细追踪每一次点击和滑屏，但并未研究孩子在注册过程中的感受——这点非常重要。团队开始研究儿童在情感上的反应，发现有线电视要求输入密码让孩子望而却步——对10岁的孩子来说，要求输密码好似闯入禁区。凭借这一洞察，齐恩的团队增加了一段小视频，告诉孩子们可以向父母询问密码。此后，该应用的注册率提升了10倍。

通过着重强调团队如何考虑问题（有时被称为“元认知”或“思考如何思考”），可以帮你重构问题，哪怕你当时并未想到其他选项。如果你能提前收集到对问题的不同书面解读，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为这种解读分类。

齐恩的故事还揭示了解决问题时的一个常见误区，该误区首先出现在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提出的知名“工具定律（Law of The Instrument）”中：“如果一个小男孩得到一把锤子，他会把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敲打一番。”在尼克频道，因为团队成员都是易用型专家，自然会认为问题出在使用上。


6.分析积极特例。
 为了找到其他构建问题的方法，你可以多留意那些没有出问题的情况，然后自问这些特例有何不同。通过分析这些正面特例（有时也被称为“亮点”），你往往能发现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影响团队的潜在因素。

例如，我认识的一位律师告诉我，他律所的合伙人偶尔会开会讨论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机遇。但令他失望的是，此类会议一旦结束，他和其他合伙人的注意力就会回到短期项目上。当我让他回想一下有没有特例时，他想起了一项会后被继续推进的长期项目。

我问他那个项目有何不同？他说那天的会议除了合伙人参加，还请来了一位很受大家器重的律师，正是她落实了讨论的项目。这说明，未来会议中，表现优秀的律师也应该参加会议。该律师因为受邀参加战略讨论会，深感鼓舞和荣幸。与合伙人不同，律师通过短期内获得的回报来推动长期项目——让合伙人看到自己的业绩，从同侪中脱颖而出。

寻找正面特例还能缓解讨论的紧张气氛，尤其在人很多或其他公众场合，分析一连串失败很容易让人产生对立情绪，让人们产生戒心。但如果你让团队成员分析积极的结果，会让他们更容易检视自己的行为。




诊断问题清单容易阻碍真正的思考过程。






7.质疑目标。
 在谈判学经典书籍《谈判力》（Getting To Yes
 ）中，罗杰·费希尔（Roger Fisher）、威廉·尤里（William L. Ury）和布鲁斯·帕顿（Bruce Patton）分享了早期管理学思想家玛丽·佛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关于两人争论应该开窗还是关窗的故事。两人希望达成的目标不同：一个人需要清新空气，另一个人怕受风。只有当这些潜在目标通过第三方质疑得以公开后，问题才能解决——把另一个房间的窗户打开。

这个故事说明了重构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明确关注参与各方的目标，先澄清、再质疑。例如维泽的收容所干预项目，旨在转变目标——从提高领养率变成让更多原主人不要抛弃宠物。夏洛特的故事亦然，管理层的目标从传授创新技巧变成了提高员工参与度。

弗里德·卡普兰（Fred Kaplan）的《叛乱者》（Insurgent）一书中提到的一个当代例子很有名，关于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将军率先推动美军的规则变化。在传统战争中，打仗的目的是击败敌军。但彼得雷乌斯和他的盟友认为，当遭遇叛军时，应该防止出现更多新敌人，追求不同的、更广义的目标——获得广大民众支持，切断叛军在当地需要的资源和支持。最终美军接受了这一原则，因为有一个叛逆思想家小团体觉得自己有责任，质疑长期以来组织中墨守的目标。

重构效果强大，但需要假以时日多加练习才能驾驭。一位来自国防领域的高管曾对我说：“重构问题的难度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但其效果也强大得惊人。”在你越来越多地练习重构，并推动团队对该过程产生信任时，也要做好准备，迎接可能偶尔出现的混乱和迷茫。

随着贵组织的重构讨论次数增加，你可能会有拟定一份问题诊断清单的冲动。在这里我郑重提醒你，千万不要轻易这样做，至少我反对让参与的团队产生这样做的想法。问题诊断清单会阻碍真正的思考，与参与重构的目标南辕北辙。尼尔·盖伊曼（Neil Gaiman）也在《睡魔》（The Sandman
 ）里提醒过我们，工具可能是最不易觉察的陷阱。

最终，将重构与实际检验相结合。但此法最终会受到公司内部人们知识和见解的限制。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以及其他人所示：一定要认为你能在自己的办公室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这点至关重要。下一次当你遇到任何问题时，一定先尝试重构它，但也请尽快走出办公室，在顾客身上观察实践。仅仅思考或是实验都不够，必须将两者合二为一，才能获得更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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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韦德尔-韦德斯伯格
 是独立咨询师、演说家，合著有《让创新成为习惯：如何让你的员工在生活中想出好点子》（Innovation As Usual: How To Help Your People Bring Great Ideas To Life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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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管都认为，延伸目标是挽救或扭转无效创新战略的神奇方法。但事实并非如此。大胆激进的目标被广泛误解和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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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研究


只有一小部分使用了延伸目标的公司成功实现了目标。




难题


尝试延伸目标的公司通常已经陷入困局，最终也无法实现延伸目标。近期表现强劲且拥有冗余资源的公司，可能通过向自己施加压力而取得进步。但这类公司避免使用延伸目标，因为成功导致组织产生规避风险的心理。






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2012年7月被任命为雅虎CEO时，媒体迫切想知道，她对雅虎的优势和劣势有何坦率见解，以及她准备如何带领这家经营惨淡的互联网巨头重返正轨。



玛丽莎·梅耶尔能拯救雅虎吗？《纽约客》《卫报》《财富》都提出了疑问。雅虎在过去4年中年收入从72亿美元降到49亿美元，员工士气低落，公司文化毫无生气。简而言之，雅虎一直在走向衰落。梅耶尔对雅虎不稳定表现的回应是，她乐观地表示将带领雅虎重回互联网四大巨头的水准——“让这家标志性企业再次辉煌”。她还表示，公司要在5年内达到两位数年增长的超高难度指标，以及其他8项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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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6年夏，梅耶尔还有6项目标没有实现，而且两位数增长的指标也没实现。雅虎的收入不仅没有任何变化，仍维持在49亿美元左右，而且2015年还有44亿美元的亏损。威瑞森电信（Verizon）当年7月同意收购这家陷入困境的公司（本文创作过程中该交易仍未结束）。梅耶尔的激进计划不得不草草收场。

全凭自身意志力去实现貌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最终促成组织转型——这样的白日梦高管做得太多了，还有什么他们没想过的呢？我们还不是指那些仅仅算有挑战性的目标。我们说的是管理界的奢望——以当前实践、技能和知识水平看，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用商界术语来讲，即延伸目标（stretch goal）。梅耶尔最初加入雅虎定下的目标正是延伸目标。

梅耶尔并非唯一曾夸下海口的人。延伸目标往往被视为个人和组织动力、成就的重要来源。谷歌可能已经成为延伸目标的现代代表。该公司设有专注天马行空创意的X部门，其哲学很明确：“大胆的目标通常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创造最令人兴奋的工作环境延伸目标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石。”3M、苹果、波音、CSX、富士胶片、Mead和奥迪康（Oticon）等大量组织都有野心勃勃的目标，而且都声称取得了成功。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和杰里·波拉斯（Jerry Porras）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商业畅销书《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中，宣扬了设定“宏大、危险和大胆目标”的好处，并举出大量这样的例子。这本书人气很高，难怪这么多高管都认为，延伸目标是挽救或扭转无效创新战略的神奇方法。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和迈克尔·劳莱斯（Michael Lawless）以及安德鲁·卡顿（Andrew Carton）合作的研究（刊登于《美国管理学会评论》上的获奖文章）表明，延伸目标不仅广泛遭到误解，还被误用了。最有可能因延伸目标获益的组织很少使用延伸目标，而那些可能不适合把延伸目标当作战略的组织，为寻求突破，往往铤而走险，设定了延伸目标。这两种做法不可能成功；我们将之称为“延伸目标的悖论”。



到底什么是延伸目标？

真正的延伸目标与有挑战性的普通目标之间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特别困难。
 延伸目标中的期望过大，已经超出了当前能力和绩效水平。比如西南航空早期的延伸目标是，保证各登机口只有10分钟的周转时间。工作虽然大家都熟悉，但目标高出当时的行业标准（将近一小时的停航时间）太多。


特别新颖。
 只有找到全新的路径和方法，才有可能实现延伸目标。换句话说，实现这类目标必须换一种工作方式，而不是下更大力气。为保证各登机口的周转时间降到10分钟，西南航空必须彻底改变员工的工作实践，并重新定义客户行为。众所周知，西航航空最终还是找到方法，实现了目标。

我们的研究说明，虽然很多组织都使用延伸目标，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很多高管设定的延伸目标过多。比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过去5年里，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定下的极具野心的目标中，20多项都没达成，而且其中一半目标又过了将近一年才终于实现。所以当马斯克于2016年初声称，特斯拉将在2018 年（比此前宣布的光速拓展计划又提前两年）生产50万辆车，并在2020年前将产量翻倍时，市场对他的规划持怀疑态度，这毫不出奇。

很多组织在使用延伸目标时都经历了重大挫败。比如沃尔玛2005年决定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蓝鲸搬家公司（Blue Whale Moving Company）1991年计划在9年内将业务覆盖城市的数量从1座提升到100座；安大略水电局（Ontario Hydro）1993年提出，提高内部开发的技术带来的收入，在5年内将此项收入从2.2万美元提升至2200万美元。有些组织（例如通用汽车旗下欧宝公司）运用延伸目标时失败了很多次。设定延伸目标，然后完不成计划将造成严重后果，员工会产生恐惧感和无助感，失去动力，最终绩效会下滑。

所以在设定销售、产量和质量等其他方面的延伸目标前，你怎样确保你的宏伟目标可以激发积极的态度和行动，而非造成负面效应？当面对突如其来的机会或威胁时，你不能仅依赖直觉。你需要清晰的指导方针，评估和避免风险。你必须知道，延伸目标何时合理，何时不合理，以及何时应用这些目标；一味设定更现实的目标并非最佳解决方案。



预测使用延伸目标的结果

一直以来，两大关键因素决定延伸目标能够实现。虽然这两大因素简单、易操作，但管理者往往忽视其作用，或者不了解两者对公司能力的影响。


近期绩效。
 你的组织正迈向成功巅峰，还是正试图挽回损失？如果一家公司刚刚突破本行业中或近期使用的某个重要基准线，它就具备了实现延伸目标的条件。原因何在呢？取得突破会给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带来正面影响。最近实现突破的员工面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时，更有可能看到机会，系统性地搜索和处理信息，表现出乐观主义精神和战略柔性。但成绩不佳的公司就不具备条件，其员工更可能将延伸目标视为威胁，寻求外部快速解决方案，明显有恐惧感和防卫心理，在慌乱中提出新目标，最终弄巧成拙。

近期表现的作用往往见于体育运动中：如果运动员和团队在难度极高的比赛中大放光彩，那么这些比赛对他们来说，就有不同的意义了。比如在棒球比赛中，如果处在击球位置的选手最近安打的次数很高，很少被三振出局的话，就更有可能在击球时看到机会。

企业中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世界级塑料注射成型公司耐普罗（Nypro）曾于1985年研发用于制造世界首副一次性隐形眼镜的模具，并对前景保持乐观。耐普罗的客户对成本点和精确度的要求前所未有得高，但该公司刚刚完成一系列很有挑战性的项目，比如开发出生产Swiftach（现在几乎所有大型零售商都使用的价格标签黏贴系统）的革命性流程。所以员工感到有机会，也有决心满足客户要求；他们不担心可能会遭遇失败。他们以从来没有过的积极性进行必要的实验，并确定整个开发流程。他们与客户的互动在20世纪80年代算是少见地频繁和有效。最终耐普罗员工成功满足了客户超高要求。

其他很多体育界、商界和政府方面的轶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业内人士普遍接受，但未经实证研究支持的说法——译者注
 ），以及心理学和组织科学的系统性证据说明，组织表现强劲时，应大胆采取冒险行动。这听上去似乎是下意识的举动，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多数组织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冗余资源。
 更为重要的第二个因素是组织内资源的可得性。如果资金、知识和经验、人才、设备等方面的供应超出了公司的需求，那么过剩的资源可以被任意处置。这有助于组织广泛征求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做实验；即使面对挫败，仍坚持开发、实践新想法。拥有丰富资源的组织承担实验失败的能力更强——不仅因为它们有继续发展的资金，还因为它们在情感上已经做好准备，所以韧性更强。另一方面，在缺乏资源的组织中，管理者进行和坚持实验要更困难，而且他们可能急于求成，选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成功可能性不大且不具借鉴意义的策略。

多余的资源让组织得以尝试不同的策略，也包括不同团队和部门制定的相似策略。比如丰田公司普锐斯（Prius）开发团队在公司高管提出将能效从50%提升至100%的团队目标后，得益于冗余资源，在很短时间内开展了大量实验，而且仅用一年就研发出了概念车。该团队对80种混合动力技术进行实验，随后锁定4种技术，再之后确定最终选择。

通过分析近期表现和资源情况，高管可以评估出所在组织实现延伸目标的可能性。我们创建了一个辅助高管评估的分析框架。本框架基于组织在以上两大因素的表现，划分出4种不同的组织类别。（
见《延伸目标适合你吗？》

 ）管理者了解其公司所属类别后，能够更好地判断，是否要尝试挑战成功率很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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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避免设定延伸目标的情况：


失败，但有企图心的组织


可惜，最不具备条件成功使用延伸目标的组织（既没有近期成功案例，也没有冗余资源）反而最有可能追求这些目标。

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获诺贝尔奖的研究表明，失败让决策者陷入铤而走险的思维怪圈。铁路、电台广播和其他很多行业的研究都表明，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大胆行动还是保守措施，经营困难的公司通常选择激进路线。我们将这些组织称为“失败，但有野心的”组织。它们过往的表现差，而且受资源所限，缺乏追求延伸目标所需的能力、动力和韧性。

欧洲汽车制造商欧宝就是个鲜明的例子。从世纪之交到现在，该公司财务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某评论员对欧宝的评价是：“通用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欧宝。欧宝是1999年来，导致通用在欧洲运营损失147亿美元的最大元凶。”仅在2001年，欧宝就损失了5亿多美元。公司的汽车设计平淡无奇，产品可靠性出现问题，还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经营非常困难。于是欧宝损失越来越多，引起员工的怀疑和忧虑。此外，公司资源有限，没有多余资金用于试错。即便如此，那一年欧宝定下了一个延伸目标（在大家意料之中）——在两年内扭亏为盈。虽然公司的确有进步，但离实现目标还差得很远，而它的失败更让士气一蹶不振。欧宝引以为豪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所以对老员工来说，持续亏损时期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欧宝业绩不断下滑，而且已经连续14年没有入账，通用甚至一度考虑卖出这家分公司。

如果组织不顾自己资源有限，坚持将延伸目标当作克服近期挫折的手段（可以说是孤注一掷），那就是自找麻烦。它们应克制铤而走险的冲动，因为匆匆制定的计划极有可能失败。




追求延伸目标的情况：


蓬勃发展，但故步自封的组织


我们的框架表明，近期表现强劲，且拥有冗余资源的组织最有可能从延伸目标中获益。但这样的组织往往没有意愿追求超高难度的目标，因为现阶段的成功让它们有避险心理。现在一切发展良好，为什么要采取大胆的行动，或寻求改变？为什么不坚持现在运行良好的系统？拥有丰富资源的组织也可能出于保留既有收益的心理而变保守。过多的金钱和时间加重了组织故步自封的心理和惰性，在面临有风险，但高潜力的机会时，反应能力明显下降。阿拉巴马大学的教练，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大学橄榄球教练之一尼克·塞班（Nick Saban）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曾指出：“人基本上都会因为成功而得到满足。很多书都在讲如何成功，但没有多少书讲如何保持成功的状态。”

很多公司因为故步自封遭遇挫败，甚至倒闭，特别是在面对颠覆性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时候。DVD租赁公司Blockbuster、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柯达、打字机制造商Smith Corona、王安电脑（Wang）和伍尔沃斯（Woolworth）都是曾经有条件大踏步发展，却安于现状的公司。即使面临新进入者的强势挑战，这些公司依旧没有行动。

但也有极少数成功且拥有丰富资源的组织认识到，自己必须利用延伸目标，寻求巨大突破。肾透析服务提供商DaVita就是个很好的例子。DaVita管理多个独立医疗团队，在2011年时强势崛起，收入、利润和营运资金不断攀升。公司获得各种嘉奖，其中包括《财富》连续数年评出的世界最受推崇的公司之一。然而考虑到90%的病人都参加政府医疗保险，但DaVita的治疗不完全在政府的报销范畴内，于是DaVita决定大幅提升多个流程的效率和效益。公司建立新的团队，称之为先锋团队（Pioneer Team），要求该团队在4年内存下6000万到8000万美元（数目之大，难以想象），同时提升病人治疗效果和员工满意度。团队负责人丽贝卡·格里格斯（Rebecca Griggs）称：“我们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存下这么一大笔钱。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行性。”但到2015年，该团队的存款已经高达6000万美元，而且计划在2016年存下7500万美元。更重要的是，DaVita的病人住院率和员工满意度都显著提升了。

DaVita的成功有赖于以下几个因素：近期表现良好、资源充足、而且员工有自信和自豪感。因此组织有文化和财务基础，来应对偶尔的挫败。先锋团队可以自由使用数十个运营部门（比如门诊部）的设备测试新想法，因为这些部门有承担实验失败的能力。这样一来，团队能够让一线员工与工程师、六西格玛专家和项目经理并肩合作，共同设计每个解决方案。DaVita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动力，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实施延伸目标的风险。

在你的巅峰期追求延伸目标实际上可能是保持巅峰状态的最佳方法——但首先要克服故步自封的心理。方法之一是，根据可能存在的损失拟定计划，强调组织原封不动，而对手快速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对失去的反应要比得到更强烈。卡内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表明，讨论市场份额、工作和奖金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比讨论产品质量、销售和竞争优势可能的提升，震撼力更大。

CEO肯尼斯·弗雷泽（Kenneth Frazier）就懂得如何使用以上方法：他要求默沙东（Merck）高管制定旨在击溃竞争对手的革新方案。他让高管将自己设定为默沙东的对手，然后就如何打败默沙东的话题展开头脑风暴。这迫使高管将注意力放在自己可能遭遇的失败上。接下来弗雷泽让高管回到默沙东员工的模式，考虑如何应对自己刚刚提出的挑战。这个方法很奏效：故步自封的心理消失了，管理者迫不及待地迎接新的延伸目标。



延伸目标的替代方案

有些组织既不成功富裕，也没有陷入窘境，那要做些什么呢？这类组织属于我们框架中的另外两个类别：自信，但受到限制（近期成功，但资源紧张），以及受挫，但有能力（近期不成功，但资源丰富）。延伸目标对这些组织来说就是完全不必考虑的方案吗？也不一定。

我们对这两类组织（以及失败，但有企图心的组织）的建议是，先小步向前挪动，不要冒险跨大踏步前进。我们的研究表明，3大方法为公司将来有效使用延伸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寻求小进步。
 夏洛特·比尔斯（Charlotte Beers）1992年接任奥美CEO，当时这家在广告界声名显赫的公司已经跌下了神坛。公司内部自信心低落，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争执异常激烈，于是比尔斯决定先关注客户安全性、高效日常工作措施和财政纪律方面的简单目标。“我们必须盘活现有资产。”她宣称，同时将精力倾注在很多渐进式改革上。比尔斯通过实现这些小目标，最终带领公司再次走向巅峰。在她当CEO的5年中，奥美赢回流失客户，收入也上涨20亿美元。

记住，虽然取得小进步是非常实用的做法，但不代表预先设定的延伸目标会因此实现。延伸目标从本质上来说，要求全新的做法。因为实现延伸目标的方法无法确定，所以组织不能规划出几个简单、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心理学家卡尔·韦克（Karl Weick）著名的组织行为学理论这样描述道，“多个小进步没有明显的目的性，不会简单、直接、连贯地串联在一起，直指预先设定的目标。”底线是：别对你的策划能力抱过高期望，或者期望渐进式成功战略能迅速取得显著成效。小进步发挥作用，需要公司提升动力、精力和资源，以及促进学习，为实现更大，更有野心的目标做准备。


有意识地建立冗余资源。
 这方面的策略包括剥离低效、消耗大量资源的部门，同时寻求可能的兼并机会，或与资金更雄厚的合作伙伴结成同盟。流动资产或短期债务可能代价偏高，但两者可行性也要考察。

另外一个建立冗余的方法是，关注有助于增加现有资源的学习能力。学习的目标针对知识和能力建立，而不是近期绩效的提升，所以震慑力较弱。但这些目标能够有效利用未被开发的专业技能，反过来能对绩效起到促进作用。

可口可乐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小进步如何最终促成延伸目标的成功应用。可口可乐全球水行动（Global Water Initiative）总监丹·维尔米尔（Dan Vermeer）提到公司2007年的目标——在13年的时间内，通过废水治理和社区合作，实现生产用水零排放。“从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否可行。”维尔米尔回忆说。所以对可口可乐来说，在2015年（比原计划早5年）115%实现自己的目标算是一个惊喜。可口可乐怎么这么快就实现，或者说超额完成了目标？全球水行动最初是受到印度喀拉拉邦水危机的推动成立的项目，当时可口可乐在喀拉拉的装瓶厂饱受舆论抨击。但公司没有出于危机公关考虑，立即宣布弥补过错的策略，而是用了3年时间累积资源和建立基础设施，同时测试不同方案，通过试错学习经验。公司只有在取得一系列小进步的情况下，才会制定延伸目标；这种模式取得了显著的初步效果。


寻求小失败。
 如果你有充足资源，但最近表现不尽如人意，属于受挫，但有能力的类别，你可能会选择保持低调，守住钱财，准备避过风头。或者你可能为了证明自己，有冒险的强烈意愿。这两种策略都不可取。

运用你的资源来测试新流程，反过来可以将近期的损失转化为成功。本文作者之一西姆·希特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将这一方法称为“小失败策略”。该策略要求组织进行快速、适度、风险较低，但提供有用信息的实验，同时清楚认识到，很多实验都不会成功。但一两个成功的实验为组织获得更长期的利益打下基础。本田（Honda Motor）创始人本田宗一郎指出：“只有反复失败，不断反省，才能取得成功。成功实际上代表你付出努力的1%，而这1%来自99%的失败。”

小失败策略不仅仅是种实验文化；应用该策略的主动冒险项目极有可能会失败。本策略的价值具有两面性：首先，测试的信息与已知信息之间联系不多，但还是能让你比较容易地看出，项目中无效的地方，然后修改，再做测试。其次，本策略可以建立韧性和自信心；组织会看到自己从小失败中恢复过来，甚至在遭遇一些挫折后还能取得成功。寻求小失败也能抑制组织铤而走险的冲动。

如上文所讲，对组织而言，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解决方案。要找到你所在组织的最佳策略，必须从细微处，深刻观察到实现延伸目标的时机。延伸目标只在特定情况下才有效果。有幸取得一系列成功，且拥有大量资金的公司不要只知道回购本公司股票，或给高管巨额奖金；这些公司应鼓起勇气，尝试挑战极具风险和野心，而且可能让公司和世界都获益的目标。但大多数公司都不应设定太激进的目标。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公司不愿意大胆地放手一搏呢？也许那些广为流传的公司成功学忽视了成功案例的重要细节。看看20世纪60年代的IBM、80年代的通用电气、90年代的丰田和21世纪初的苹果，你就会发现，这些公司都有追求延伸目标的必需能力：丰富资源和强劲表现，但其策略肯定不适用于能力较差的公司。

即使一切条件都符合，你仍须留意：真正的延伸目标挑战性极大。英国洋酒公司帝亚吉欧（Diageo）2008年提出了几项极具野心的环境目标，其中包括在2015年前减少一半全球碳排放，因为公司高管“想要做件大事”。帝亚吉欧因没能完成8项主要目标中的7项，饱受诟病。但公司减少了33%的碳排放和45%的废水排放，也是值得赞赏的里程碑事件，而帝亚吉欧全球可持续发展总监大卫·克罗夫特（David Croft）称，如果公司“一开始设定了唾手可得的目标”，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表现。延伸目标从其定义就可以看出，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但人们容易忘记这一点。

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支持组织追求延伸目标，但条件是延伸目标适合该组织。我们不赞成因循守旧或规避风险；相反，我们清楚，没有雄心大志，下一条巴拿马运河，下一次登月和下一部iPhone都不可能出现。但对这类结果的追求不应成为凭运气、欠考虑的赌博。明智的战略选择要可靠得多。

我们要志存高远，但实现高远的目标不一定要大踏步跃进——有时积跬步，也能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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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姆·希特金
 是迈克尔·沙舍夫斯基大学教授，兼任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领导力与伦理学中心主任，同时也是《行为科学与政策》杂志的主编。切特·米勒
 是休斯顿大学鲍尔商学院C.T. Bauer组织研究学教席教授。凯利·西
 是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商学院管理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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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看重的是结果，而不是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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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主要问题


客服质量正在不断下降。因为如今公司选拔和培训的客服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客户难题。




解决方法


管理者不应偏好关怀型和支持型客服，应当选用和培养坦率、主动型的客服，后者能快速并积极地解决顾客的问题。






还
 记得你最近一次搭乘飞机的经历吗？你有没有通过航空公司的网站、手机应用程序或者机场自助值机服务托运行李、选座和打印登机牌？或者你是排长队，通过柜台工作人员办的登机手续？——多数人会选择自助服务。我们的数据表明，自助服务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无论在任何行业，81%的顾客会尝试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只有在做不到的情况下才会求助于人工服务。

自助服务往往可以帮企业节省一大笔开销，这点非常诱人。对一家B2C公司来说，单次自助服务的成本以美分计，但是人工服务（通过电话、邮件或者网页聊天）的平均成本超过7美元；B2B公司的这笔费用则超过13美元。

企业在自助服务技术上的投资极为有效地减少了人工服务面临的低复杂度问题，我们研究的大部分企业认为，过去几年里此类服务正在逐步减少。但新的难题取而代之：由于顾客可以自行解决这些简单问题，一线客服人员面临的求助难度升级，他们需要解决顾客解决不了的问题。客服人员对这些复杂问题感到很棘手。一家大型零售商的客服经理坦言，“我们公司的客服面对现在的顾客和他们的问题往往感到爱莫能助。这儿不像是客服中心，反倒像是悲伤工厂。”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企业专注于投资自助服务的技术，导致对一线客服人才投资不足。他们仍然用过去的方式雇用、培训、培养并管理客服人员。虽然自助服务的质量近年来大幅提高，但是人工服务的质量几十年来却几乎没有改变，消费者的期待和实际感受存在落差。尽管企业拼尽全力消除负面影响，但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有关服务的吐槽仍然会引起大家的愤怒，并被大量转发。意料之中的是，过去几年来各行业的客户满意度都在逐步下降。

此外，让准备不足的客服去应付愤怒的顾客会让企业付出极大代价。复杂问题要花更长时间去解决，成本也随之上升：2009年，单次人工服务的平均成本是7美元，5年后上升到10美元（
见图表《成本上升，客服流失》

 ）。培训不足也造成了人员流失，劳动力市场的紧缩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人员流失从大衰退时代的19%，大幅增长到今天的24%。人员流动加剧不但会增加培训和招聘成本，也会迫使公司付出更高代价留住现有员工，以防有价值的经验和知识流失。

在自助服务时代，企业比以往更需要有才能的客服代表。但是哪类人最适合今天的顾客呢？企业如何确保他们找到并留住最有能力的员工？这是我们的研究想要解决的问题。



7类客服

为了找到最佳客服类型，我们针对1440名客服进行了一项全球跨行业研究。研究发现，根据数据我们可以将所有客服代表划分为7类：适应者、竞争者、掌控者、共情者、苦干者、创新者和稳定者（
见图表《7类客服》

 ）。我们采访了数十名客服，进一步了解了不同类型员工的不同工作方式，并对客服中心主管进行了调研，了解了他们想要招聘和管理的员工类型。

管理者看过这7类客服的描述后，明显更乐意招聘共情者——调研中42%的管理者更偏爱这个类型。不出意外，在我们的研究中32%的一线客服属于共情者。采访时，管理者认为理想的客服应当是“服务导向型”“很好的倾听者和沟通者”以及“乐于帮助他人的人”。这个工作要求真的不低。一家大型有线电视运营商客服部门的副总裁对我们说，“现如今的顾客急躁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刚开口问有什么能帮助他们的，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开始厉声斥责。顾客感到挫败的原因是自己已经花了太多时间解决某个问题，但在网上找到的信息自相矛盾，现在还要再和客服代表周旋。他们并非自愿打这个电话，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那么，共情者的表现如何呢？我们搜集了服务机构用于管理客服代表绩效的关键指标数据。和维持顾客忠诚度因素的研究一致，我们专注于评估客服在服务过程中四两拨千斤的能力（
见《只要解决客户问题》

 ）。我们还参考了其他质量指标和生产率指标，例如顾客满意度以及平均处理时间等。

研究结果和管理者所想的相去甚远：共情者并不是表现最好的；掌控者才是。后者在一系列质量和绩效指标上的表现都超过其他类型的客服——最主要的是他们为顾客省了不少事儿。但是客服经理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类型的员工：只有2%的人说他们会优先考虑该类型的人。为什么掌控者比其他同事做得好呢？

通过结构式访谈我们发现，这类人希望能为顾客提供快速简便的服务，在证明自己的专业性时不担心显露出强烈的个性。他们称自己为“掌控型”的人，更喜欢制定并执行计划，而不是“顺其自然”，他们在社交生活中也是如此。在没人负责的时候，他们是自信的决策者，他们坚持己见并直言不讳。一位掌控者解释说，“我喜欢控制局面，引导他人。”

随着客服代表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掌控者成了最佳的问题解决人。他们不仅会主动判断顾客的问题，还会考虑顾客的性格和情境，为其定制解决方案并有效传达。掌控者较少询问顾客想做什么，而是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的目标总是最快速简单地解决问题。他们在对话中令人感到非常人性化，不会照本宣科：掌控者通常会避免使用套路语言和遵守规定步骤，特别是当他们判断出顾客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无论是否有意为之，掌控者都为信息过载的顾客提供了他们想要的：清晰的指导而非冗余的选项。在人力资测评源咨询公司CEB的客户接触部门，我们发现84%的顾客更希望获得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大堆自助服务渠道（邮件，在线客服，社交媒体等服务）。销售部门的研究发现，为顾客出谋划策，简化大额购买决策，会大幅降低买家的后悔程度。营销中，“决策简易指数”排行前四分之一的品牌与后四分之一相比，消费者购买意愿高出85%。

如果管理者想在客服中推广掌控者的方式，他们面临3个迫在眉睫的挑战：招聘更多掌控者；让其他类型的客服掌握必要技能，为客户提供掌控者的服务体验；重新打造客服部门文化，鼓励并奖励更多的掌控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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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解决客户问题

CEB从全球搜集的超过10万名客户数据显示，客服代表和顾客间的互动导致顾客放弃品牌的几率是忠于品牌的4倍。

因此，公司应当将精力放在免除顾客的痛苦上，而不是通过提供冗余服务让他们高兴。这点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进行过论述（
参见“延伸阅读”

 ）。以下是一些建议：


改善自助工具。
 如果自助服务渠道简便且人性化，顾客也许并不需要人工服务。这并不意味着要大幅投资新技术。例如，一家领先的信用卡公司设计了一个互动工具，顾客在访问支持页面时立刻可以看到。该工具会询问两个问题，确定顾客登陆原因，然后指引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渠道。这一方式减少了1/3 通过第三方邮件（高成本和低满意度的渠道）交互的数量。


提前解决下一个问题。
 不要过分执着于通过电话或邮件一次性解决顾客问题，应当重视“避免下一个问题”。顾客常常在解决最初遇到的问题时遭遇新问题，不得不再次打给公司。因此，客服要有前瞻性：先解决顾客当下的问题，但也要解决他们可能会再来询问的问题。我们的客户之一，一家公用事业公司会通过发短信的方式，更新公司解决问题的状态，这一策略是为了防止顾客反复打电话来确认进展。


使用“体验设计”技巧。
 另一个有效战略是训练一线员工塑造顾客对客服体验的认知。比如你可以教授团队通过沟通，影响顾客对令人失望的答案或解决方案的回复。

例如，有线电视运营商的用户对次日维修的8 小时服务窗口（即预约时间的大概范围）很不满。如今企业客服通过提供另外一个选择，让大家更容易接受8小时的范围，即3 个工作日后2 小时的服务窗口。面对更慢的选择，多数顾客会很乐意接受前者。



（返回原文阅读）








招聘掌控者

在我们的样本中，掌控者仅占客服代表总数的15%。他们这么稀缺，表现也很优秀，你也许会假设相比其他类型的候选人，掌控者更难被吸引，或者雇用他们需要更高的成本。为了验证这点，我们针对1022名求职者进行了调查。在将他们分为7类后，我们测试了这些求职者对一线客服工作的工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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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类客服

针对全球不同行业1440名一线客服的研究发现，从事这项工作的员工性格和工作方式截然不同。共情者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类型，但是掌控者在和顾客的互动中最为高效和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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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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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掌控者和其他类型的员工一样，愿意接受每年低于3.5万美元（客服中心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的薪水。相比其他类型，他们中拥有大学文凭的人不多，并且更愿意申请一线客服工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招聘他们很容易，主要的障碍是：首先，公司通常用于吸引一线服务人员的招聘信息更有可能让掌控者打退堂鼓。在查看了数十家500强企业的招聘信息后，我们发现所有公司对一线客服人员的岗位描述内容都差不多。讽刺的是，其中很多公司都吹嘘自己的客户服务与众不同。这些公司倾向于要求应聘者有“被证实的客服技巧”，这样一来候选人往往被限制在那些有过客服工作经验的人（我们的数据表明，这样的人往往不太可能是掌控者）。这些企业也会提供泛泛的就业价值主张：几乎每个招聘广告都会承诺“挑战性的职业机会”和“奖励绩效的企业文化”。

此外，典型的招聘广告都会表示出公司希望应聘者能遵从传统的客服规范。“符合质量和生产率标准”，“通过使用各种系统、应用、行政流程及运营工具”提供服务，以及“8小时轮班制”。不幸的是，这类工作恰巧是掌控者避之不及的。在我们的采访中，他们都明确表示过希望能在工作中体现个性，并按照自认为最佳的方式灵活处理问题。职位描述机械死板的招聘广告会让掌控者觉得，公司想要的是遵守规章制度的流水线机器人，而不是懂得通过判断，为顾客提供卓越服务的知识工作者。对掌控者来说，这点无法接受。

公司可以通过重拟招聘广告，吸引想要的人才。澳大利亚的麦格里电信公司（Macquarie Telecom）对高绩效客服进行了调研，找出工作中令他们感到兴奋的因素，据此拟定招聘广告，并突出了这些方面的条件。公司承诺客服代表担当的角色是“客户的主要接触点”“可以从始至终全权处理顾客的问题”。广告还引用了麦格里主管的原话，他们将自己最优秀的客服员工描述为“反应敏捷”“热心的问题解决者”“愿意主动做事的人”。最后，麦格里的招聘信息突出了高绩效客服最看重的员工福利，例如世界一流的新员工培训项目，获得行业认证的工作能力，以及在一家充满活力的快节奏公司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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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升，客服流失

随着顾客向客服求助的内容日益复杂，人工服务的平均成本自2009年以来上升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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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公司知道了如何吸引想要的人才，必须更加积极地确保最终找到合适人选。加拿大外包商蓝海公司（Blue Ocean）和麦格里一样，设计了专门的招聘广告以吸引来自各行各业的掌控者， 而不仅仅是那些有客服经验的人。“如果你擅长解决逻辑问题和处理后勤保障问题，例如组织体育比赛或规划需要多种交通工具的长途旅行，那么你肯定有我们需要的能力。”公司还使用了排斥性语言（“这份工作不适合胆小的人”），并表明了客服代表工作中的挑战：“有时你也不知道正确答案，但是你必须是那种随时准备接受挑战的人。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快速寻找答案——有时你只能靠谷歌。”明确要求不仅能排除掉那些不适合的应聘者——这些人可能在刚参加培训几天或几周内就离职，还可以显示出该服务机构有具体明确的标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这份工作。蓝海还和关于这一岗位的负面刻板印象作斗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纠正大家的错误认知，强化蓝海客服中心工作机会的正面形象。

认真写招聘信息可以吸引掌控者来应聘，但并不一定保证他们能顺利通过招聘流程。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很多客服经理都对掌控者有偏见，他们更喜欢共情者。我们写了一份面试指南，帮助企业打破这类偏见。这份指南给出关于面试问题的建议，帮公司找出掌控者，并识别出“危险”的回答。例如，面试者可以问：“公司让你遵守的流程是否有过不合理的情况，你是如何处理的？”“当你知道对方是个很被动的人，但你要让他马上做某件事，你是怎么处理的？举一个例子。”很多和我们合作的公司都在雇前面试和评估测试中，采用了这一“掌控者筛选法”，企业的选人流程因此变得更加合理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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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传授掌控者思维

即使公司以吸引和找到掌控者为目的，设计并优化了招聘方式，仍然不可避免地会招到很多其他类型的一线客服员工。因此，除了改善招聘方式，企业还要考虑新的人才培养和绩效管理方式，帮助非掌控者拥有掌控者思维。

致力于传授掌控者技能的企业，已经逐渐放弃了过去包括产品知识、接电话流程、系统和工具操作等培训科目，转而让员工学习倾听技巧和方法，复制掌控者的能力，快速理解客户需求并为其提供优化的定制方案。但是，掌控者的微妙技巧无法单纯通过传统的课堂教学传授。有意培养掌控者技能的企业正在逐步通过管理者在工作中给予辅导，帮助员工在工作中逐渐掌握技能。

遗憾的是，很多一线管理者混淆了辅导和绩效管理。在典型的服务机构，多数辅导都是片段式的，通常一周或者两周做一次“清单勾选”，而且不在工作现场。大家一般会回顾几天或几周前的电话录音，员工们被迫回忆并解释细节。这样的练习重点关注做错的部分，而不是原因。因此让人感到是一种惩罚措施，没有建设性。

虽然这类辅导很常见，但在一项针对300名一线客服经理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些管理者会使用更为有效的“整合式辅导”——在每天的日常工作流程中，在工作场所进行的短暂互动。

我们观察到两种辅导风格造成的影响截然不同。相比汇报式辅导团队的质量和生产率，以整合式辅导为主的团队的表现，要高出12%。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如果管理者喜欢按部就班地进行辅导，这些团队的表现会低于平均水平5%。



打造保护掌控者的客服部门

掌控者看重的是，公司允许他们采用更为灵活的方式解决问题，无须严格遵守刻板流程。他们同样也非常希望拥有“指出政策和流程问题”的自由，希望组织认真对待持续的内部改进，并愿意在过程中听取客服代表的意见。在这样的环境中，客服代表可以自主判断，并帮助组织发现改进空间。打造这种环境须用新的方式管理个人绩效和团队敬业度。

首先，从绩效管理角度看，企业必须重新思考现行的通过“清单勾选”控制质量的方式。传统的质量控制，须要客服代表严格遵守规定的电话流程和照本宣科的互动方式（例如“说三遍客户的名字”“对可能给客户带来的不便道歉”“一定要记得感谢客户对品牌的一贯支持”等等），这和掌控者的方式大相径庭。

一家大型银行用“灵活的能力评估框架”取代了质量控制“清单”。这家银行没有根据客服代表照本宣科的能力打分，而是评估他们的核心能力，例如谈判能力和关系构建能力。银行手册不会告诉他们该说什么，而是根据不同的绩效表现，从“新手”到“专家”描述员工行为。例如，新手也许会“试图说服顾客”，而更资深的员工则会“使用合作而坚定的语气”。银行并没有把员工能否背诵规定话术做为考核标准，而是通过明确定义各种能力的优秀表现，让员工能够在和客户的互动中行使判断力，管理者也可以据此进行评估。

在做出改变后，银行和客户互动获得极大改善。通过电话支付款项的顾客人数增加了5%，定期付款的顾客增加了30%。新方式减少了员工对质量控制得分的投诉。此前银行每月平均要接到20-30起投诉——现在降到了每月不足5起。一位质量控制部门的经理说，“我们需要的是让员工在关键能力上成为专家，而不是成为遵守指令的专家。我们的员工感到束缚自己的手铐被取下来了。”

企业除了用不同的方式管理绩效外，还须借助新媒介辅助员工进行反馈，让他们创造出更好的客户体验。富达投资集团（Fidelity Investments）为客服提供了一个网络论坛，大家可以将改进建议分享给高层，并向同事请教如何处理客户问题。资深客服管理该论坛，成为客服团队和管理层间的通道，向领导团队传递最优秀的建议，并将高层回复告诉客服同事。在论坛开通的第一年，客服发布了超过3000条评论，管理层认为其中的350条建议值得进一步评估。例如，客服们发现网站超时问题让顾客很头疼，导致客户来电数量增加，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此后，高层管理者采纳了100多项改进建议，为公司节省了超过400万美元。

澳大利亚另一家大型金融机构也采用了类似方式，鼓励客服为公司提供改进建议。公司每个季度有一个“意见日”，由客服向高管提建议。为了帮助客服进行准备，公司在业余时间为员工提供撰写商业计划、向领导进行讲解和开展项目计划的辅导。计划由管理层根据财务影响、顾客影响、执行难度和其他因素打分，达到某个分数的计划则被准予执行。其中一项改进计划通过巩固客服中心的内部职能，减少了电话转接，每年为公司提升的效率价值35万澳元。除了为企业带来数十项改善外，一线员工敬业度也因此提高了11%。

在我们和管理者分享这些时发现，他们有时会对服务机构中充满了掌控者的想法感到畏惧，更别说让这些掌控者去应付令他们困扰的顾客。管理者常常会说，掌控者“难以适应企业文化”，也没有胜任这份工作所必需的共情能力。但我们的访谈揭示出掌控者其实有很强的共情能力。他们理解顾客的需要和困扰，只不过处理的方式与众不同。掌控者知道顾客在尝试网上的自助服务后已经身心俱疲，他们不想听到道歉，而是希望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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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节省顾客时间精力，提升服务体验的方式，请阅读以下内容：




《别过度取悦顾客》（“Stop Trying to Delight Your Customers”）


马修·狄克逊，卡伦·弗雷曼，尼古拉斯·托曼

《哈佛商业评论》，2010年7-8月




《想留住顾客，让事情简单化》（“To Keep Your Customers, Keep It Simple”）


帕特里克·斯班纳，卡伦·弗雷曼

《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5月




《得来全不费工夫：征服客户忠诚度的新疆域》（The Effortless Experience: Conquering the New Battleground for Customer Loyalty）


马修·狄克逊，尼古拉斯·托曼，里克·德力西

Portfolio/Penguin出版社，2013年



（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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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狄克逊，拉拉·波诺马雷夫，斯科特·图尔纳
 和里克·德力西
 都供职于人力资源测评咨询公司CEB客户联系和客户体验部门。狄克逊
 是团队负责人，波诺马雷夫
 是体验部门负责人，图尔纳
 担任研究主任，德力西是首席执行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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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企业仅将能源视为一项须管理的成本、采购流程中不被关注的一环。这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将导致企业错失创造新价值的巨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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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影响广泛的环境、社会和商业趋势，使能源管理成为企业必须关注的事项。但大多数企业仍仅将能源视为一项须管理的成本。




解决方案


企业应制定完善的能源策略，以降低风险、提升韧性，并创造新价值。




关键步骤


企业高层必须明确授权，将能源策略纳入企业愿景和运营体系，全面监控能源使用情况，利用新能源技术，并获得利益相关方的支持。这些做法本身并不具革命性，但系统地将其应用于企业能源管理则是开创性的。





一家大型企业每年的直接能源支出可能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供应链、外包、物流等方面的间接能源支出同样巨大。但在能源密集型产业之外，大多数企业仅将能源视为一项须管理的成本。这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将导致企业错失降低风险、增强韧性和创造新价值的巨大机会。

气候变化和全球碳管制，自然资源压力日益严重，对企业的环保要求不断提高，能源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可再生能源价格大幅下降……在这些重大环境、社会和商业趋势的影响下，企业越来越重视能源问题。新趋势显著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带来了新的风险，也开启了创造价值的新路径。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经典战略理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的方式有两种：降低成本或差异化。企业如何进行能源采购和消费，将对其成本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如何管理能源消耗（主要是碳排放）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个人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客户将视之为越来越重要的区分因素。

我们对不同国家和行业中145家营收10亿美元以上企业的高管进行调查，希望了解企业的能源策略。这项研究从15个方面分析了企业的能源管理实践，包括是否明确制定策略、采用前沿技术、利用先进融资机制等。我们将被调查企业分为领先者、中间梯队和落后者三类，并评估其“能源策略成熟度”如何提升商业价值。根据本项研究成果，以及在能源咨询和管理方面的数十年经验，我们构建了一个能源策略框架，帮助企业提升商业价值。

本文中，我们将介绍最新的能源管理实践，并告诉企业领导者如何应用这些新实践创造竞争优势。



转变视角

在介绍我们的理论框架之前，先来看一个能源策略领先者的例子：微软。曾有很长时间，微软和大多数企业一样，将能源看作随处可见的商品：按动开关，灯变亮，数据中心开始工作，如此而已。但随着云计算的出现，也由于能源价格大幅波动，能源成为科技巨头的一项重要投入和主要开支，而且可控程度较低。此外，ICT（信息、通信和技术）行业能源消耗量位居前列，引起有关碳排放的忧虑。Greenpeace等大型非政府组织发起对“脏数据”的抗议，批评云计算巨头的环境表现。所有这些压力，加上新出现的清洁能源，都推动微软寻求先进的能源策略。

2011年，微软负责环境与可持续事务的高管罗布·伯纳德（Rob Bernard）提出要求后，公司风险评估团队进行分析，认为不断加强的碳管制和不稳定的能源价格及供给，已成为显著风险来源。作为对策，微软将能源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并组建高层团队制定计划，力图降低相关风险。这个团队由14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包括电力市场、可再生能源、电能储存、区域独立能源供应（“分布式能源”）等，它得到公司高层授权，负责制定并实施能源策略。“能源管理已成为高层关注事项。”伯纳德说，“公司CFO和总裁现在都积极参与能源策略相关工作。”

为实现能源策略规定的目标，微软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并提升能源效率。公司向各业务单元征收碳排放费，所得资金投入能源项目。微软最近宣布，到2018年，数据中心所用能源50%将来自风力、太阳能和水力发电，到21世纪20年代初将达60%。

对于所有ICT企业，能源管理将对经营产生影响，并日益成为竞争优势的驱动因素。在其他能源和碳排放具有高度重要性的行业，企业也面临类似处境。例如，农业生产的碳排放量占全球35%。很多食品企业意识到这一事实的重要影响，因此计划在价值链中大幅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家乐氏（Kellogg's）已将绝对能源使用量削减8%，并计划到2050年，将自身和供应商的碳排放量分别削减65%和50%。

在很多行业，领先企业正制定能源策略，但只能摸索前行。能源管理固然有基本规则，但这些规则与企业整体能源策略不一定相容，对于全球主要趋势引发的重要挑战，也无法提供清晰对策。我们建议企业采取以下5个步骤，逐步建立稳健的能源策略。这些做法本身并不具革命性，但系统地将其应用于企业能源管理，则是开创性的。



1．高层明确授权

如果缺少CEO的明确支持和清晰的能源管理体系，能源策略将很难执行。我们研究中的落后企业认为，管理架构缺陷是提升能源管理水平的最大障碍。

CEO的授权通常始于在企业内部提出目标，强调能源策略对企业使命和竞争力的关键作用。为强调新任务的重要性，CEO应委派一名高管负责推进和指导。如果运营和能源足迹对企业很关键，例如工业制造企业和石化企业，COO可以承担这个角色；如果能源采购和资金很关键，例如ICT企业和零售企业，CFO可能是合适人选。

负责高管应组建一个跨部门团队，制定企业能源策略并监督执行。这个团队应包括运营、设备、财务、法务、采购和可持续等部门的管理者。微软的能源策略团队成员来自环境和可持续、法务、财务和数据中心运营等部门，向负责云基础设施及运营的副总裁和负责技术及公众参与的副总裁汇报。数据服务公司EMC（现为戴尔的一个事业部）的能源策略团队则向CFO汇报。



2．将能源策略纳入企业愿景和运营体系

能源策略团队的第一项工作是，评估本企业能源消费的内外部影响。应当考虑的问题包括：本企业的能源使用量和支出是多少？能源支出对销售成本等关键财务指标有何影响？本企业是否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本企业和供应商的碳足迹情况如何？这是否符合客户、投资者和员工的期望？与竞争对手相比又如何？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立即揭示企业在能源管理方面的不足和机会。例如，大型零售企业可以测算每平米店面平均耗能，并计算可通过节能减少的成本；同时还可计算每年削减能耗的比例：拥有可靠能源管理计划的大型零售企业，每年可减少2.5%到3.5%能源消耗。这类企业能源开支高达数亿美元，因此通过削减能耗节省的成本相当可观。类似地，通过计算碳强度，企业能注意到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并评估自身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情况。

弄清本企业的能源消费状况后，能源策略团队可在若干重点领域制定行动计划。首先，可以向CEO建议具体的节能减排目标。科学家已测算出减缓气候变化所需减排的程度和速度，企业应据此制定积极减排目标。近200家世界最大的企业已决定，依照科学研究结论制定减排目标。超过80家企业已加入RE100全球项目，承诺朝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努力。越来越多企业正要求供应商也符合科学减排要求。公开制定目标不仅显示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负责态度，也有助于内部各部门相互协调、明确责任，以及激励员工。

确定目标后，能源策略团队应为组织上下提供激励，推动能源管理成为运营优先事项。例如，每年能源支出达12亿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将能源效率列入全球工厂运营计划。运营计划与工厂管理者薪酬挂钩，不仅包括产量等传统指标，也包括单位产量能耗等能源和环境关键指标。如工厂管理者未实现节能目标，必须向总部高层解释原因。如通用汽车负责环保合规和可持续事务的董事玛丽·斯科特（Mari Kay Scott）所说：“与安全、质量、成本和响应能力一道，我们将能源效率列为工厂的头等大事。”

此外，关于能源管理如何与战略决策和优先项相结合，能源策略团队也应提出建议。例如，类似微软，企业可以从能源角度进行风险评估。设备和运营部门管理者应从能源角度分析业务的韧性和可持续性。财务部门应在分配资金时优先考虑节能减排，例如强生和通用汽车每年分别为能源效率提升及碳减排项目拨出40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

最后，能源策略团队可将两项通常独立的工作结合起来，即能源采购和能源消费管理。一般来说，组织中一个部门的管理者负责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能源，并制定预算和风险管理策略；另一个部门的管理者则负责降低能耗、提升效率。将这两类工作协同起来，企业将能节省资金，获得收益，降低风险。例如，采购部门管理者在谈购电合同时，可以接受高峰时段高价格，以换取非高峰时段低价格；负责能源消费的管理者可以要求运营部门将用电转移至非高峰时段，甚至可以根据电力公司需求减少高峰时段用电，从而获得一定收入。还有些企业尝试使用储备电力，减少高峰时段用电。例如，Kendall-Jackson酒庄使用特斯拉和EnerNOC联合开发的新型电池，储存通过太阳能发电获得的电力。此举让该酒庄2016年的能源开支减少近40%，节省200万美元，也能更有效地规避停电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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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面监控能源使用情况

企业高管经常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很难即时掌握企业总体能源使用量，以及每处工厂或每项业务的能耗。和人员、原材料、设施设备一样，能源是企业最大的成本项之一，但只有它缺乏细致的监控和管理。的确，在企业监控不足的成本中，能源经常是最大的一项。大多数企业缺少技术和信息系统，无法快速获取能源数据或有效的实用信息。2015年，网络巨头思科在亚洲一处下属工厂安装了1500个能耗传感器，首次测算出该工厂总体能源消耗量，并很快找到方法削减30%能耗。思科负责供应链的副总裁约翰·科恩（John Kern）告诉我们：“我们一直严格控制成本，但并没有认真测算能耗——没想到能源开支这么大！”很多制造企业都缺少这种意识，并可能因此遭受损失，因为正如科恩所说，能源通常是工厂最大的可变成本。

通过监控和分析能源使用情况，企业能发现与成本、绩效和质量相关的运营问题。例如，“能耗标记”数据能显示设备，如中央空调系统或注塑机等，是否以最优方式运转。大型可可豆加工企业Blommer Chocolate使用统计分析方法，预测烘烤每磅可可豆的能耗。当实际能耗偏离预测值时，管理者就会知道出问题了。还有一家建材生产企业监控每条生产线（约3万库存量单位）的能源支出，并利用这项数据调整产品价格，保证盈利。

通过比较相似店面或工厂的能源使用情况，企业也能发现提升能源效率的机会。一家酒店娱乐集团使用季度记分卡，比较各物业的能耗情况，落后者可以借鉴领先者的经验，提升能源效率。类似，一家连锁影院与空调设备制造商英格索兰（Ingersoll Rand）合作，统计能耗数据，并利用历史和当下数据进行预测分析，从而根据场次和售票情况优化影院的空调系统。炼油企业Valero使用相当廉价的能耗表和能源管理软件获取实时数据，第一年即节省1.2亿美元能源开支。

详细了解企业整体的能源使用情况也很重要。这项信息能帮助企业预测，能源价格波动和供给变化将如何影响整体运营、利润和现金流。

此外，企业还应扩大视野，考察整个价值链的能源使用状况，从中发现风险与机会。很多时候，和企业相关的大部分能耗和排放不在其直接控制之下，而主要由供应商和客户决定。能源价格波动和监管规则变化带来的最大运营风险，很可能出现在上游。很多领先企业至少要求一级供应商提供能耗和碳排放数据。但像大多数企业一样，供应商缺少监控能源使用情况的系统，即便有也需要大量人工作业，相当低效和费力。有些企业，如沃尔玛等，为供应商提供节能减排工具。最先在供应链实现能源数据精确统计自动化的企业，将在成本和风险控制方面获得优势。

企业还应关注价值链下游，了解客户的能源使用情况。在有些行业，使用产品所产生的能耗和碳足迹，是竞争中重要的区分因素。英格索兰专注于提升空气泵、压缩机和冷冻机的能源效率，还在设备中嵌入可分析运行情况的智能控制组件，实现自动效率优化。波音公司与客户合作设计可使用碳中性生物燃料的引擎；很多国际航空公司都在投资这项技术。大多数大型科技和汽车企业也为其产品设置积极的节能目标。这些创新能降低成本，为产品带来竞争优势，提升销量和客户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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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与化石燃料比价

过去10年，可再生能源价格大幅下降，目前可再生能源长期项目价格通常低于化石燃料，也低于企业付出的零售价格。





[image: ]





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能力提升

美国大部分新发电来自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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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向可再生能源和其他先进能源技术

清洁能源技术市场变化很快，企业必须既懂技术，又了解投资新能源的财务方案。如果不积极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纳入整体能源策略，企业将错失重大收益，并面临一系列风险。

当前，能源产业的主要特征是供给大幅增加，多种可替代能源及新技术价格大幅下降，包括风电、光伏发电、生物燃料、燃料电池、高性能电池、LED照明、智能电表等。最新可再生能源项目价格已在能源市场上处于最低水平。2015年，美国长期风电合同价格为每度2美分，比2009年下降5美分。在中东和墨西哥等日照充分地区，新的太阳能发电项目价格也不到每度3美分。

对整个能源行业来说，政策激励提升了参与者的积极性。但即便没有政府补贴，清洁能源成本下降速度也很惊人。仅过去5年，开发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就分别下降74%和55%。（
见图表《可再生能源与化石燃料比价》

 ）不到10年间，LED灯泡价格降幅高达94%。电能储存技术（高性能电池）消除了连续性问题这一可再生能源的最大短板，其价格也同样快速下降。

全球巨额投入和技术快速进步，使可再生能源价格大幅下降，自然也给市场带来显著变化。2012年以来，全球每年超过一半新发电来自可再生能源。2015年，大企业直接订购34亿瓦清洁电力，占整个可再生能源市场的20%（其余由公用事业公司和家庭用户购买）。根据普华永道的研究，已经购买清洁能源的企业中，85%计划在未来18个月内继续购买。

企业应用清洁能源技术，大多集中在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不过同时也在尝试其他替代能源技术。有些企业利用发电废热进行制热制冷。通用汽车和帝亚吉欧等企业收集并使用垃圾填埋场产生的碳中性燃料甲烷。沃尔玛在超过50家店铺使用燃料电池供电，并在多处物流中心共配置超过1000台氢动力叉车。家得宝（Home Depot）最近将使用燃料电池和储能技术的店铺增至200家。国际航空公司正应用多种替代燃料，来源包括固体废物、植物油、钢铁厂废气，甚至烟草等。主要物流公司，如美国邮政、联邦快递和UPS等，正尝试使用替代燃料车辆，如电动车、混合动力车，以及丙烷、天然气或生物甲烷动力的卡车；UPS的替代燃料车辆配送里程累计已达16亿公里。


财务方案。
 虽然清洁能源技术正不断普及且价格在下降，但对企业来说，应用新能源技术有时仍非易事。为此，企业必须深入了解不同能源采购方案的财务影响和风险。“能源采购协议”（PPA）是应用最广泛的采购可再生能源融资机制。PPA最简单的形式是，企业与清洁能源（一般为风电或太阳能发电）供应商签约，在10到20年内以固定价格购电。尽管价格有优惠，但负责财务和运营的高管可能不愿签订长期合同。和其他对冲行为一样，PPA也有赌博成分：因为能源价格波动很大，即便协议价格低于现价，也无法保证企业获益。

但明智的企业了解PPA的价值：它不仅能对冲能源价格波动风险，也能带来竞争优势。PPA的缔造者之一吉加·沙（Jigar Shah）指出了很多企业错失的机会：“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属于发展最快的领域但企业CFO基本不了解采购新能源的主要融资机制。”


其他益处。
 除价格对冲外，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技术还可给企业带来一系列其他益处。首先，面对未来能源监管，企业可提前处于有利位置。全球40%的碳排放已经处于交易机制之下，而2016年11月巴黎气候协定生效后，无论美国将来是否退出，全球碳管制增加的可能性都较高。世界各国政府也在积极制定能源效率标准。

无论是在限定排放总量的条件下建立交易机制，还是直接征税，所有给碳排放定价的政策，都在某种程度上使化石燃料比清洁能源更昂贵。这类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苹果、宜家等企业签订的可再生能源采购合同，能覆盖2/3以上运营能耗，可使它们基本不受碳管制影响。

清洁能源技术的另一个好处是帮助企业降低运营中断的风险。沃尔玛、摩根士丹利和Kendall-Jackson等企业使用区域独立供电技术，如燃料电池或太阳能电池板加储能设备，以备停电时保持运营。

最后，承诺使用清洁能源将带来品牌效益，让企业更好地与竞争对手区分开。随着对节能减排的社会压力上升，使用清洁能源的品牌和产品能有效聚合各利益相关方，这点将在下节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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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策略领先者的特征

回答下列问题，评估你的企业能源策略和管理的成熟度。如果答案是“否”，那么你在财务、运营或风险控制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能源管理成熟度


能源管理是否充分融入我们的管理和运营体系？

我们是否利用能源智能管理系统（数据和分析法）提升业务表现？

我们是否在利用新的能源技术和市场（例如选择能源供应商和利用融资机制）？

是否向员工、客户等利益相关方宣传我们的能源策略，并表彰相关成绩？




提升能源管理水平的障碍


我们是否有充足的内部资源和专业知识？

决策者是否了解提升能源管理水平的益处？

能源管理属于我们的战略优先项吗？

我们有能推动执行的高层能源管理团队吗？




获得益处


我们的能源策略是否带来直接财务效益（提升能效、减少排放并提高生产率）？

能源策略是否能帮助我们降低风险（例如合规风险）？

能源策略是否提升我们的品牌认可度（包括外部合作伙伴、投资者、客户和内部员工）？

能源策略是否提升我们的总体运营表现？

能源策略是否减少我们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如温室气体排放）？



（返回原文阅读）








5．聚合关键利益相关方

企业可能在能源策略的操作层面上做得很好，如提升能源效率、增加能源多样性、减少排放等，但缺少和各利益相关方沟通协调的整体策略。企业应主动与政府沟通，对业务相关的能源和环境法规施加影响。企业还必须与客户、社区、投资者和员工建立联系，根据各个利益群体的不同需求解释其能源政策。

清洁能源市场正快速发展。企业不再需要从受管制的本地公用事业公司购买能源，而越来越有能力与不同能源供应商谈判，甚至让它们彼此竞争。动态定价、PPA等新型融资机制，以及政府优惠政策，如对提升能效和投资可再生能源的企业减税等，都能直接降低企业的能源成本。利用智能电网、储能和独立发电技术，企业可以合理调整从电力公司购电的数量和时间。政府的能源政策，包括鼓励可再生能源和提升能效的法规，更有利于企业从清洁能源的发展中获益。因此，无论企业情愿与否，都必须参与构建积极而有前瞻性的能源监管体系。

很多变化发生在地方或区域层面。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提供能源的一直是自然垄断者，在美国尤其如此。公用事业公司、公用事业委员会和电网仍将处于企业能源消费的中心，崛起的区域独立发电技术也不会改变这点。所以，为从清洁能源技术中获益，企业应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推动能源系统变革，让区域独立发电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一批在俄亥俄州有大量业务的企业，包括金宝汤（Campbell Soup）、欧文斯科宁（Owens Corning）、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雀巢和惠而浦等，最近联合呼吁该州立法，恢复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公共标准。为支持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更清洁和能效更高的运输物流，企业还应与政府合作，提升电网智能化程度，增强输电能力，并建设实体基础设施。

挑战相当艰巨。一些公用事业公司和州政府仍竭力维持现状，拒绝提供领先企业要求的新型能源和服务。企业必须施加影响力，呼吁政府制定有利于它们能源策略的法规，并继续利用新技术和融资机制。如有必要，企业也应准备迁至别处。

2016年，总部在拉斯维加斯的娱乐博彩巨头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为在大宗交易市场购买更清洁的电力，以8600万美元的代价，与当地公用事业公司内华达电力（Nevada Power）解约。在致内华达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的信中，该公司解释称：“美高梅的目标是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为此我们将减少能源使用量，并积极寻求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多顾客希望使用符合可持续要求的设施，这增强了我们的决心。”Facebook与公用事业公司密切合作，努力实现节能目标，同时公开称，可再生能源供应是新数据中心选址的重要参考因素。企业应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对地方和州一级的政策法规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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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社区、投资者和合作伙伴沟通。
 美高梅与本地电力公司解约，清晰表明它正努力满足客户和社区对其环境表现的期望。所有企业都应积极向这些利益群体解释其能源和气候变化相关政策。公开承担环保责任，企业不仅能继续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而且会获得注重环保客户的更多青睐。营收规模34亿美元的数据存储公司Iron Mountain，推出一项与清洁能源相关的创新服务：数据中心客户可选择以优惠价格购买低碳或无碳长期存储服务（使用风电）。这让客户既享受稳定价格，也能为环境做贡献。

企业还应针对外部投资者和商业伙伴，分别制定沟通策略。传统上，证券分析师对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表现不太关注，但情况已开始变化。例如，在一份服装行业的研究报告中，摩根士丹利调高耐克、汉佰（Hanesbrands）、威富集团（VF）的目标价，理由是它们在可持续战略方面优于同行业公司。如果能耗和排放显著影响本企业或客户企业的成本、风险、韧性和业绩，与合作伙伴和投资者的沟通就尤其重要。例如，美铝公司（Alcoa）主动向投资者介绍它提供的材料如何让客户企业的产品——汽车、飞机、建筑等，能效更高。在最近的投资者电话会议上，沃尔玛CEO主张，公司在可持续方面的行动，如投资清洁能源等，是提升品牌信任度和商业价值的关键动力。


争取员工参与。
 让员工参与能源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企业将获得直接和间接益处。首先，如果员工不参与提高能效的计划，能源策略将很难充分实施。在通用电气著名的“寻宝游戏”中，员工要对生产设施进行系统检查，寻找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浪费情况，并提出提升效率的方案。通用电气在各业务单元组织超过300次“寻宝”，节省1.5亿美元。过去10年来，通用电气还将“寻宝游戏”带到超过6000家客户企业和合作企业。为提升员工对能源策略的热情，企业可以奖励参与提升能效活动的员工，内部分享能源使用和投资回报数据以促进良性竞争，并提供能源方面的课程和培训。

其次，向员工说明本企业的能源政策，能提升员工忠诚度。这当然很难衡量，但组织的价值观对员工无疑很重要，尤其是千禧一代。到2020年，千禧一代将占全球劳动者的一半。摩根士丹利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和自己价值观相近，且在环境和社会议题方面表现良好的企业，千禧一代为其工作或购买其产品的意愿，是对一般企业的3倍。从这点出发，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高调宣传公司能源策略，其中一个渠道是公司官方博客。例如，他最近介绍了微软数据中心的可再生能源策略，并称“我们必须对目标负责”。这是员工期待听到领导者说的话。



破除障碍，迎接挑战

合理的能源策略既能帮助企业捍卫已有价值，又能创造很多新价值。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企业还没有能源策略？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企业既面临实际困难，也存在无谓担忧。对于大多数企业，由于缺乏足够数据，制定全面的能源使用和管理标准较为困难。如果没有专门负责能源策略的高层团队，也很难拍板投入。

但监控和管理能耗和碳排放的工具已经出现，让企业更容易获取数据。如前文所述，成熟的治理模式和管理手段也已出现，能够帮助公司认识和解决问题。（
见《能源策略领先者的特征》

 ）

最大的障碍还在于观念，即认为能源只是一项须管理的成本，或认为对能源消费进行系统管理成本过高。我们希望本文已充分说明第一种观点的错误。关于第二种观点，很多中小企业高管认为清洁能源只适合有钱的大企业，他们会说：“苹果、微软或沃尔玛当然可以，但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而资金充裕并不是大企业追求能源效率和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原因，因为这两者恰恰能帮它们省钱；这些企业在能源策略方面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有远大目标、最高层投入、得到授权的团队、清晰的能源管理体系，并且将清洁能源写入品牌故事的核心。

和其他业务规划一样，能源管理项目也需要一定投入，如果不是资金，也是时间和组织的战略侧重。但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以上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在大多数企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它们带来的益处将很快体现。

竞争优势的驱动因素不断在变：不久前，“质量”还是前沿理念，而IT还只是成本中心；现在产品质量只是基本条件，大数据分析能力才是关键。能源策略的重要性也将得到关注。虽然曾经仅仅是采购流程中不受关注的一环，但能源管理势必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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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组很难成功最关键的问题是，很少有公司遵循细致严格的流程。作者建议遵循五步流程：开始就要预估收益和损失，明确优势和劣势，多设想几种选择，执行时要特别注意，以及做好调整方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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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大多数公司都没能实现最初目标，有几个原因：员工抵制，资源不足，影响了员工日常工作。




不足之处


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少有公司遵循细致严格的流程，虽然大型公司里经常进行重组。




解决方案


作者建议遵循五步流程：开始就要预估收益和损失，明确优势和劣势，多设想几种选择，执行时要特别注意，做好调整方向的准备。






公
 司重组，你可能至少经历过一次，也可能好几次。重组是解锁公司价值的好办法：三分之二的公司在重组后业绩至少有部分改善，随着商业环境变化加速，重组也越发常见。正如安永前COO约翰·菲拉罗（John Ferraro）告诉我们的，“当前多数公司都面临很复杂的局面，因此要经常重组业务以便跟上商业世界的瞬息万变。能理顺重组的公司才能活得好，成为明日的赢家。”



话虽如此，却鲜有公司能重组成功。我们在麦肯锡做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重组计划没能在预定时间内产生预期价值，10%的重组甚至影响了公司正常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重组失败，员工会不堪其苦。研究显示，重组以及由之导致的对未来不确定感比裁员的压力还大，也让员工更焦虑，在60%的案例中，生产效率都显著下降。根据我们的经验，之所以后果如此严重，是因为负责重组的管理者没有说清楚目标，缺乏必要的行动（比如忽略了相关汇报流程和关键的汇报对象），或是混淆次序（例如对现有优势和劣势不加评估，就贸然行动）。其实真正的困难都很常见，而且完全可以预见。（
详见《重组失败的原因》

 ）。

职业生涯中，我们都经历过不少次重组，看过很多关于公司应该如何选择组织架构的书籍和文章，也见识过各种潮流一浪推一浪。但重组过程中究竟该如何切实运作，却没有多少建议。很多先行者断言，重组过程极其多变，想找出定式是很幼稚的想法，完全是无用功。然而我们根据过往经历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重组过程中具体如何做与做什么一样重要，有时具体做法更重要。

为了将重组的价值最大化，同时尽量减少各方痛苦，我们归纳出五步流程。这项研究当然比不上火箭科学；原本也不是一回事。但我们确信，如果公司想通过重组达到潜在目标，就要采取更系统化的方法。而且我们曾在超过25起美国、欧洲、中东、亚洲和非洲的公司重组案中，利用五步流程法提供咨询建议，其中既有10万人的大公司，也有几个人的小公司。调查数据显示，采用该流程的公司较其他公司达成目标的概率高出两倍。



第一步：制定损益表


重
 组没那么神秘，跟其他行为例如市场推广、新品发布或资本项目没什么本质不同。所以第一步就应该明确收益、成本和时间表。要记住，成本不仅是参与其中的员工和咨询顾问；还应包括重组过程中的人力成本以及对业务造成的影响。我们手上有1800起重组案中的相关数据。预估影响时，可以参考之前的重组，或是发挥曾在别处工作的员工经验。

衡量成本收益看似常识，但根据麦肯锡的研究，只有15%的管理者为公司重组制定详细的目标，有17%的重组源于管理者心血来潮，只因领导层认为公司需要调整——然而往往正是这种想法导致问题。重组的目标和过程都应该公正、透明，且尽可能合理。这些不仅是为员工利益考虑，也是为了让员工能愿意接受、支持，并且将重组的想法落实。（详见《重组要注意沟通》
 ）

来看个一家国际媒体公司的例子。该公司重组是为了寻找全球范围内提高收入的途径。当时，公司的业务只注重本地市场，毫无增长势头。负责战略的团队和商业专家预计更侧重国际业务领域可以解决收入疲软的问题，由此制定了重组目标。为争取内部支持和外部咨询的成本预算顺利通过，公司还制定了时间表：理想情况下，新架构一年内就可正常运转，正好可以在3年计划的后半段拉升业绩。重组的损益表也已构建完成。



第二步：理解当前的劣势和优势


给
 病人做手术前，医生都要做一系列检查得出诊断意见。医生切除肿瘤时会格外小心不要伤及健康的组织。重组也基于同样的道理。然而，这一步经常被忽略，结果是一通折腾后毫无变化，有时甚至削弱了之前的优势。有些公司重大重组前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在内部征求意见，但通常都是跟高层管理者通气。先征求高层意见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建议做个在线调查，在全公司范围内征求意见，看看总部跟一线的差别，不同层级、不同地域又有何不同。此外，由于重组是为了提升业绩，要多研究为何不同业务重组后效果不一样。例如，如果你手下有多个销售团队，哪个最成功？为什么？这些信息都可以帮助你决定保留哪些业务，哪些可以撤销，哪些可以改进。

案例中的媒体公司访问了各业务部的23位负责人，采用“卡片分类”方式收集意见，卡片上列有当前公司的40项属性，例如创新能力，当地团队反应速度，领导能力等。接受问询的负责人要按重要性打分，如“特别重要”“比较重要”或者“不重要”。从调查过程能看出企业招聘合适的员工、不同地域分部之间共享信息以及推动创新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最后分数显示公司在承担损益责任，本地及时反应等方面得分很高，这些是要继续保持的优势。（虽然这次访问很有帮助，但回头看，当时咨询的范围还是太窄，只能代表公司里一小部分人的意见。后来在别家公司重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电子问卷工具，这可以收集公司各种层级、跨部门和地域的员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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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多考虑几种选择


下
 一步就是考虑如何设计新架构。有两种方法，你可以任选其一。1.改变企业整体模式，例如通过客户部门对口划分，而不再根据地域。如果企业已然散架（不过这种情况极少见），或者公司面临着市场根本性的变化，根本无法用现有的模型指导，用这个办法最合适。2.只变动有问题的部门，例如改变财务审批的流程，减少中层架构，或是将一线负责人提升，其他业务都不变。如果企业原本运转良好，或是目标为缩减成本，这种方法最好。其中的分析可以帮你做决定。如果有疑虑，就选第二个选项。

这一步里经常犯的错误是只看企业的表面（例如人员汇报结构），却忽略了内在运转机制（管理和业务流程；员工人数、能力、思维模式以及行为方式）。根据我们的经验，内在机制通常比表面现象重要得多。

最后，应该从几个选择中谨慎选出重组公司的详细方案。每个解决方案都有缺点；只有认真权衡才能清楚过程中的得与失。领导者经常忙到半路才发现最初设计中的缺陷。如果不及时解决，想着遇到问题再弥补，重组很可能变成你推我拉的扯皮，影响重组后的效率，而且员工的生活也会受到不必要的打扰。

在媒体公司的例子里，12位高层领导者聚在一起讨论三种选择的好处。12个人分入三组，每个人都要极力维护自己的方案（不准说负面），还要回答其他团队提出的问题。原本反对某个方案的管理者被故意分入支持该方案的组：例如最支持区域自主的负责人就被分入支持集中化管理的小组。

讨论过程中发现，集中化管理是最好的选择，可以将重组过程中折腾变动耗费的人力资本收益最大化。会议结束后，12位领导者中有9位支持集中管理，其他3位提出的反对意见在制定具体计划时加以考虑。讨论完成后，CEO反思道：“正确答案永远不止一个，如何把人们激发起来，让他们支持重组后的新架构才是最重要的。通过讨论会，我们找到了好方案，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将领导层团结在一起来。”




重组要注意沟通

要理解员工，赢得员工支持，重组过程一定要公正透明。




重组中每一步都要考虑沟通。


首先要信息透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什么时候，谁会受影响。尽量在明确员工的职责后再激发他们（第四步里）。如果早了，他们不会听，而且会造成距离感。




沟通的重点是员工关心的事，而不是你关心的。


很可惜，很少有员工会像你一样关心资本回报。所以要另找方法激励他们。埃隆·马斯克谈起亲手创立的公司如何发展时说，“特斯拉、太阳能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员工都在做最重要的事：如果我们能将可持续能源领域的技术发展进程缩短10年，人类就可以减少10年的碳排放量。”




要面对面沟通，不要总是群发邮件。


其实你精心撰写的邮件经常也只有直接下属会看。最好确保领导层直接告诉员工重组如何进行，当面回答一些问题。




沟通应该是双向的。


尤其是在第四步和第五步里。如果想把重组的细节弄好，确保运转正常。及时获得一线员工的反馈非常重要。英国石油公司前CEO约翰·布朗尼反省重组过程时告诉我们，“实际操作的人们会比你了解具体情况，所以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第四步：管道布线准备好


第
 三步完成后，大多数管理者都会撒手，让团队负责制定新的组织规划以及转型计划。外部顾问也会收工。但我们不止一次发现，麦肯锡2014年的调研也证实了，其实第四步才是重组过程中最难的。要想顺利完成第四步，关键在明确变革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将调整按最合适的次序规划好。例如，新岗位招人前就要写好职位描述，而且招人也要在地域调整前完成，有时甚至会跨国调整。与之类似，着手分配成本和收入之前就损益表如何管理要达成一致，只有真正掌握财权后才能设计调配IT力量，经过测试最终实现。所有工作都不容易，如果任何领域有所遗漏，包括结构调整、流程、系统和人员变动，都会导致重组无法顺利进行，要么就是重组完成后才发现新架构存在致命缺陷。很多案例中，机构调整已经完成，然而系统（尤其是损益表）并未同步，结果是领导者“飙起车才发现找不到方向盘”。

媒体公司的管理层在第四步格外留心。CEO在重组上花很多时间；高层岗位调整前，相应的负责人就已实际接手新工作，所以可以及早掌控指导工作；负责重组规划的团队没有仅待在总部指挥流程，而是派成员与调整中阻力最大的地方团队合作，与当地管理团队共同制定方案。而且，重组管理团队还花大力气弄清新架构下地方业务损益表的细节，细到每笔收入和成本对应的责任人。当然，过程中也发现了之前没在意的挑战，例如全球层面看客户市场细分很清晰，但下到地方就发现某些国家的客户小组混在一起，导致细分很不明显；还有就是解释一些正在进行的并购案，相关细节制定时恰好赶上公司内部调整，所以比较麻烦。这就要求公司的新架构做些微调和特别处理，某些部门的调整时间要拉长。不过，该公司的领导层在某些方面非常坚持，我们发现这些也是重组成功的基本原则：即业务的80%（按收入、利润和人员配置计算）必须完成调整，即便某些情况要特殊处理，也不得影响整体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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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失败的原因


麦肯锡调研1800位管理者后找出公司重组中最常遇到的陷阱 （按出现的频率排序）。




1.员工主动抵抗变动。

2.重组中资源不足，包括人员、时间和资金。

3.重组导致员工日常工作受影响，人员生产力下降。

4.领导者主动抵抗变动。

5.组织结构发生变动，然而人们还是按照老方式工作。

6.重组导致员工离职。

7.出现计划外情况，例如意料外情况导致IT系统调整，或是沟通采用多种语言影响具体执行。



（返回原文阅读）








第五步：启动、学习，向正确方向前进


不
 管在重组中耗费多少精力，做多少准备，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运转顺利。另一家客户，信息服务公司威科集团CEO南希·麦金斯特里（Nancy McKinstry）表示，“必须承认困难，研究问题，遇到挑战时迅速调整到正确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碰到障碍物就得180度大掉头。而是得鼓励人们发现并指出新架构的问题，公开讨论解决方案，尽快做出恰当的调整，但逻辑还得坚持最初制定的规划。

媒体公司的重组启动后就做了好几处调整。其中一项是内容生产，之前计划中是调整到新业务线，但后来发现，纸上规划时感觉整合需求很紧，落到实际发现却没那么迫切，所以转回了原来的部门。由于非常看重收入，重组过程中后勤部门原封未动，而且重组后有所加强，进一步节省开支。

重组3年后，公司实现了既定目标：收入开始稳步提升，增长目标也都实现了。




如果你
 考虑重组公司，应该向股东和员工解释清楚，好让他们认真准备好各项流程，而不是像很多领导者一样拍脑袋决定。要寻找更好的决策，让人们充分参与并投入其中，尽可能寻求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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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改善了其他行业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创新并降低成本，医疗行业也应该如此，即利益相关者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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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核心问题


美国医疗体系低效、不可靠、价格让人难以承受。而在其他领域，市场竞争提高了质量和效率，刺激了创新，并降低了成本。而医疗机构正拧成一股绳试图阻止竞争。




解决方法


医疗支付方和提供方必须停止对竞争医疗市场的阻挠，并在制定战略时以价值为核心。




未来方向


所有医疗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5种方式促进改变：以患者为医疗中心，创造机会，停止推崇数量，将基于价值的支付方法标准化，治疗结果数据透明化。






美
 国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疗确实让医保覆盖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这是好消息。那么坏消息呢？——医疗质量并未得到多少改善。虽然医疗机构殚精竭虑，但整个体系仍然低效、无序、不可靠并且贵到让患者无法承受。



对此，各方提出不少解决方案，本文也提及了其中一部分。其中最为一针见血的提议是，医疗行业需要更激烈的竞争。竞争改善了其他行业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创新并降低成本，医疗行业也应该如此。

业内高管也许觉得这个行业竞争已经够激烈了。他们每天都想着怎么留住患者，防止患者被竞争对手、新机构或其他医疗资源挖走。医疗机构成本不断上涨，保险公司却在报销问题上持续讨价还价，甚至降低额度，特别容易遭到攻击的部门是放射科和门诊手术等医院主要的利润来源。用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分析，医院简直没有任何竞争力，高管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为此，许多医疗机构通过联手、买断市场份额和增加与保险公司及供应商的谈判筹码来阻碍竞争。2015年美国医院的兼并数量和2005年相比，翻了一番。（
见《医院兼并数量增加》

 ）

主张合并的领导们以未来的增值潜力作为卖点，但如果让他们举出一个合并后治疗结果得到改善或价格降低的例子，他们往往陷入沉默。这点并不令人意外——本文作者之一丹弗尼及其他研究者通过多年研究表明，医疗提供方联手合作往往会造成价格上涨，但对质量却没有太多影响。因为一家医院存在的问题，竞争对手也存在，合并往往只会扩大问题的规模，却没有解决方案。美国一些州和联邦反垄断机构成功撤销了部分妨碍竞争的合并，但政府不可能挑战所有合并。这就像打地鼠游戏，而每个医疗机构都坚信自己会是侥幸逃脱的那个。

为增加谈判筹码而达成合作，在短期而言富有吸引力，但长远来看却会损害医疗行业创造价值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如今医疗领域已经开始转向竞争，其中的参与者必须决定要继续逃避还是要制定价值主导的竞争战略。本文描述了这一正在进行的根本性转变，并展示了所有关键利益相关方在医改中必须扮演的角色，这其中包括了监管者、医疗机构、保险公司、雇主和患者。



充分竞争的障碍

在价值竞争中，医疗提供方至少要做到：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或者用比对手更低的价格更好满足患者需求。但因为存在4个互相关联的路障，这类竞争一直难以实现。


报销制度激励有限。
 医疗机构多数情况下并未因服务有价值而赚到钱，做不到也没有惩罚。很多医院都能凭借品牌和营销完成财务目标，比如宣称自己掌握了最新技术、拥有最好的设备或最高的杂志排名。一家医疗机构的品牌通常和实际治疗结果无关，但却能和保险公司谈判报销比率时，增加砝码。因为医疗机构的收益和治疗价值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它们并没有动力在这方面竞争。


市场份额激励有限。
 即使医疗机构价值提升，市场份额也不会因此增长，从这点来说激励不足。消费者多数情况下不接触成本，没有比价的需求，保险公司也不会替他们比价，所以医院即使降低成本也很难吸引更多新患者。医疗机构也无法通过提高质量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因为公众可见的质量指标大多是流程控制指标（例如乳房造影和宫颈癌筛查率），这类指标各家医院差别不大。患者对这些数据缺乏兴趣，他们会假设各医院都符合要求，也不愿意因为这些指标更换医疗机构。


缺乏和价值有关的数据。
 想要设计和优化价值主导的医疗服务，关键要拥有针对治疗结果和医疗成本的高质量数据，可惜这样的数据很稀缺。从医疗机构目前搜集的相关数据来看，搜集和分析方法尚未标准化，很难用于比较、竞争或相互学习。关于单个患者或疗程的成本数据，最多停留在起步阶段，这是因为行业环境充斥着交叉补贴。例如，商业保险患者补贴丰厚，从而补偿了付钱较少的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患者。盈利性服务（例如放射科）补偿了不盈利的服务（例如精神治疗）。很多医疗机构发现，用来自盈利性服务和合同的收入补足其他亏空，比量化服务和患者成本、并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降低成本要简单。医疗结果及成本可用数据的缺失，造成价值主导的医疗难以被发现，也就没有回报。


专业知识不足。
 最后一点，医疗服务还面临缺乏专业知识的困扰。医院追求价值缺乏财务激励，领导层也没有高质量数据作为参考，医改所需的管理技巧因此很难得到发展。医疗机构的领导者不懂得怎么快速达成共识、克服僵化的文化，也不懂如何培养高绩效团队。他们尚未掌握精益管理和高可靠性文化原则，也缺乏在强大的抵制面前根据数据制定战略并作出艰难选择的经验，例如，为提高效率选择在何时何处削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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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倒塌

数十年来，这些盘根错节的障碍阻止了医疗的充分竞争，但我们现在正处于转折点。市场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医疗领导层的人才流动正在逐渐改变大环境。


提高报销激励
 。2015年1月，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希尔维亚· 鲍维尔（Sylvia Mathews Burwell）宣布了一项计划，将联邦医疗保险制度30%的项目付费（2014年有3620亿美元）改为鼓励价值的新付费模式。计划在2016年底生效。2018年底这一数字将提高至50%。新合同规定，在质量和成本两方面表现出色的医疗机构会获得报销额度的增长，而表现不佳的则会被削减。鲍威尔宣布这项计划后不久，信诺保险公司承诺支持这一目标，其他支付方也纷纷效仿。

即使保险公司无法实现这些目标，信息也表达得非常清楚：它们也受够了不断增长的按项目付费。一所大型医疗系统的负责人与我们谈了最近一次和商业保险公司谈判的情况。该医疗系统本来希望报销增长8%，对方却提出降低20%，令他瞠目结舌。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第一年不上涨，接下来两年小幅降低。

该医疗机构负责人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医疗机构无法再通过谈判和交叉补贴解决财务问题。因为人员、设备和药物的成本上涨都比收益增长快，而通往高收益的道路越来越依靠更出色的绩效，新的价值导向型业务模型势在必行。


市场份额激励增长。
 消费者一直缺乏在医疗中寻求价值的动机。但随着成本上涨，他们的行为正在发生改变。他们越来越多地加入低成本的小范围医疗网络，避开那些更贵的医疗机构，并选择减免额度高或分层保险产品，自己花钱购买更高成本的医疗。

此外，信息流动速度加快，也让保险公司能够越来越高效且频繁地引导患者选择相似但更便宜的医疗方式。例如，一位患者已经安排了择期手术，保险公司可能会打电话通知她，如果她不去医院，而是在门诊机构让同一位医生做同样的手术，需要支付的费用会更少。在这样的选择面前，患者一般都会打给医生询问，而医生并不在乎开刀地点，所以往往会换地方。

因此，即便医疗机构设法和保险公司就同样的支付条款续签了合同，它们仍然可能会失掉市场份额，因为患者可能会因更低花费而另做选择。对医疗机构来说，患者餐桌的闲谈和谈判桌上的合同谈判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同时，大型企业和一些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推行打包付费项目，鼓励患者在声誉卓著的医疗中心进行癌症护理或大型手术，以便获得更高价值。这些大企业和保险公司会设法找出哪类患者需要出国治疗，走多远，并根据情况定制项目。对多数机构来说，虽然失去市场份额的痛苦仍然可控，但对患者流失的恐惧却真实存在，并不断滋生。


改善数据质量。
 有两方面的发展正在拆除数据障碍：（1）出现一致性标准，鼓励对结果的衡量；（2）数据分享技术广泛应用。国家质量论坛（The National Quality Forum）给出了测量质量的黄金标准，国际健康结果测量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Health Outcomes Measurement）定义了常见病症医疗质量评定的最低测量标准。此外，联邦医疗保险捆绑付费项目逐渐增加了对公开医疗结果的财务激励。基于联邦医疗保险此前处理患者体验数据的模式（最初是自愿公布，然后是强制），我们认为在公开治疗结果数据方面情况会类似。

现在收集和比较治疗结果数据越来越容易，部分原因是电子病历普及。临床医生有理由抱怨电子病历，但他们不断提高病历在不同交付系统间的互通，这对竞争影响重大。如果医生能够很方便地查看患者在其他机构的就诊记录和化验结果，就能据此决定哪家医院提供的服务最有价值，并为其推荐患者。

例如位于波士顿地区的医疗机构Atrius Health，拥有近750名医师和16所医院附属机构。Atrius可以在有需要的情况下接触到所有医院和医师的电子病历，让医生们得以有效地协调各种医疗服务。所有医院都在争取Atrius的业务。


拓展专业技术。
 由于长期主宰着医学领导层的守旧派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专业技术的障碍也在消失。过去，医疗机构的领导者都是极看重自主权的医生。今天的领导者更年轻，对团队合作的重视高于自主权，懂得管理技巧的必要性，并积极寻求机会学习如何管理。

新生代的领导者会在商学院获得管理和战略方面相关的学位，并参加针对医疗领域高管的培训项目。过去，医生通往管理者的跳板通常是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期两年的研究员职位，而今更多的是在咨询公司、其他医疗机构或企业的管理职位待上一段时间。纵观医疗机构的高管名单，过去很多高管是年迈的医生，现在则会看到拥有医学博士和MBA学位的中年领导者。

今天的领导者并不会因为捍卫现状和避开竞争而当选，他们走上管理层是因为能够引领绩效改革，让机构能参与竞争并旗开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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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催化剂

随着阻碍竞争的障碍逐渐消失，医疗行业必须采取行动，带来积极的改变。有5种方法可以加速这一过程。


患者优先。
 多数企业都会信奉的一条核心原则是用户至上，但对于很多医疗机构来说，和内部利益相关者（通常是医生）和平共处更为重要。但是只有将患者的福利放在首位，医疗机构才能在价值层面竞争并获得提高。

2011年，克利夫兰诊所为患者提供了当日预约服务。当时对需要专科治疗的患者来说，为预约等候数周甚至几个月是常有的事，他们往往会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感到焦虑，甚至出现并发症，这些问题只要早点接受治疗就能得到解决。但医疗机构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激励因素。在一些医学科研中心，某些医生甚至以自己冗长的等待名单为荣。克利夫兰诊所开始询问患者是否愿意当天就诊，其他医疗中心纷纷跟进。尽管等待仍是常态，但现在在医学科研中心的网站搜索“当日预约”可以看到数千个点击。这一简单的转变体现了患者优先在催化竞争方面的作用。

为满足患者需求而调整医疗服务方式并非易事。“当日预约”实施起来相对直接，其他方面的改变则可能会很具颠覆性。例如，所有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首先要做的是细分市场。但是将需求类似的患者细分为不同群组，针对这些群组将不同学科的团队组织起来完成治疗，这些都为医疗系统根深蒂固的组织结构和现金流动带来挑战。因此，这些改变通常会遭到守旧派的抵制。

然而守旧派也深知，想要为患者提供高效的综合医疗服务，团队作战比单打独斗要好。在价值主导的市场中，团队并非加分项，而是竞争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更多备选项。
 想真正落实医疗领域的改革，各级决策者需要真正的备选项：消费者选择不同的医疗保险产品，患者选择医生，医生为患者选择接受治疗的设施。只有存在选择，才能真正决出胜负，并让所有医疗机构面对非改不可的无情压力。高管和政策制定者振奋人心的演讲，能够激发出一些改变的热情，但对于失去市场份额的恐惧才是刺激机构行动起来的特效药。无论是老医院还是新医院，拥有恐惧或野心的医院常常最具创新性，能够创造出新选项，刺激竞争。

位于芝加哥的艾德威特医疗中心成立于1995年，当时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著名的科研医疗中心，如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艾德威特认为，长远来看可持续的战略是为患者提供一种新选择——在控制总成本的情况下，专注于提高医疗质量的门诊综合医疗体系。平价医疗法案出台后，为了在“结余共用”计划（该计划奖励那些在确保实现质量目标的情况下，成本低于标准的医疗机构）和全球按人头付费合同（每年每家医院获得固定数量的收入）下获得成功，艾德威特承诺重组并优化患者服务。

这一举动很大胆：艾德威特必须在提高质量和服务的情况下，降低总成本才能成功。但当时市场上流行的报销方式是项目收费，这种方式会惩罚减少开销的医疗机构，而且对提高效率的举措没有任何补偿。

艾德威特赌赢了。全球按人头付费模式现在占艾德威特年收益的40%（2011年占11%），在此模式下它的业务不断获得发展，并因为共享结余计划创造出30%-35%收益。它还将开销增长降低至当地平均水平以下，并和保险公司合作，让消费者通过小范围的低成本医疗网络，享受结余。如今艾德威特已经成为伊利诺思州最大的医疗体系，拥有该州最广泛的医生网络。在艾德威特的战略中，通过兼并和附属机构获得增长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成功是源于为患者提供创新的新选择，而非规模的增长。

医疗机构想要真正挑战市场领导者，须有艾德威特所展现出的野心。正如一位另一地区第二大医疗机构的高管告诉我们的，“我们将市场领导者视作竞争对手，但它们并没有。”她这样说，“这太好了。我们正在蚕食它们的午餐，它们却尚未察觉。”这家医疗机构推出了一系列以患者为中心的举措和组织改革，其中一些让对手竞相模仿，这也是最真诚的赞扬形式。


停止推崇数量。
 基于价值的支付方式正在逐渐增多，但医疗机构的多数现金流仍然来自项目付费，这种方式会造成低效和滥用。如果仅仅在项目付费的基础上，通过适度分层鼓励提供减少成本的服务，例如患者协同诊疗，即便协调得很好，也只会导致医疗服务数量的增加。即使出于善意，也没有证据证明通过增加服务的方式能降低总体的治疗成本。所以不要再屏息等待，医生通过为患者提供临终关怀计划获得补贴，能产生什么结余。要想节省成本，只能围绕健康目的而非医疗目的进行服务重组。

正确的做法是按照患者的整个疗程或固定时期，一次性支付医院一笔费用。打包支付是最好的例子。正如迈克尔·波特和罗伯特·卡普兰在HBR7-8月刊发表的文章《如何为医疗服务付费》一文中所指出的，打包付费并非新概念，在移植这样的热点领域，其带动价值增长的能力已得到证明。但是想让打包付费和其他非项目付费模式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更大规模跨越，必须要有足够力度的激励。


将基于价值的付费模式标准化。
 公款和私人支付者不能把财务风险全部推给医疗机构。他们要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将需求类似的患者进行细分——通常是患同一种病的患者（例如心力衰竭和前列腺癌），并就评估治疗质量的指标达成一致。支付者要提出搜集和分析数据的通用方法，利用好来自医疗机构、政府机关和医疗IT专家的建议。就疗程支付结构达成一致后，医疗机构就能够专注于改进服务质量，而不会在复杂的报销机制中浪费精力。

同时，保险公司可以利用标准化数据奖励高价值医疗机构。虽然很难将患者精确划分为互不重叠的几大类别，但还应当继续在这方面继续做出努力。支付者和医疗机构携手，可以通过制定某些规则改变游戏格局。


结果透明化。
 即便医疗机构搜集甚至标准化结果数据，它们仍然不愿将其公开。但是只有向决策者公开结果数据，才能出现真正的竞争。这些决策者包括患者、支付方或其他医疗机构。数据透明已经为器官移植、心外科、体外受精和患者体验带来了临床成果的改进。

消费者最初可能并不会留意数据，但医疗机构仍然要竞争最高分数，支付方和转诊医生最终会将病人推荐给这样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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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程度的透明化会让许多医疗机构感到紧张，它们担心不可控因素会带来负面影响，害怕公开的数据被错误解读。例如收治低收入人群的“安全保障”机构和吸引重病患者的教学医院也许在数据上会不如其他医院。

尽管风险调整方法可以部分缓解由患者群体差异带来的影响，但透明仍然会导致医疗机构的排名出现偏差。尽管如此，在促进质量提高方面，透明比财务激励更有效，而且更便宜。



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在快速变化的竞争市场，大家都不想落后于时代。以下是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医疗机构、支付方、雇主和消费者面对新情况能够采取的方式。


政府作为监管者。
 政府和众多机关有重要的监管职责，包括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做出规定并监督执行，详细说明哪些医疗设备需要备用发电机等。

但政府还有保护和鼓励竞争的职能。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和州检察长都有权监督竞争法的施行。但是，医疗行业的兼并数量和业态变化太快，相关调查资源已经不足。

长远来看，增加对这些机构的资助，是发展医疗领域生产力的明智投资。这一行业存在根深蒂固的反竞争业态——例如蓝十字蓝盾公司的“排他性区域”协议规定：在某些地区附属机构不能相互竞争。政府很难挑战或者撤销此类规定，拆分反竞争并购也异常困难和昂贵，还不如提前预防这样的小动作。

政府机构还可以通过监控和公开本土医疗市场的变化（特别是未来的兼并）鼓励竞争。这需要引入新资源，但商业谚语说得好，今天花钱是为了明天赚钱（在这儿是为了省钱）。

马萨诸塞州卫生政策委员会（HPC）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HPC由2012年颁布的州立法建立并提供资助。HPC要求所有医疗机构公开兼并计划，并对大规模交易进行分析。兼并双方可能要回答他们的交易如何惠及消费者，之后还要公开这一目标的进展。HPC还将2013年至2017年期间，总医疗花费的年增长目标设定为3.6%，这符合2013-2015年的GDP预期增长。医疗机构抱怨这个目标太想当然，但它的效果达到了：在和保险公司谈合同时，受到这一目标影响，医疗机构要求提高报销的情况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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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监管者应当帮助新加入的医疗支付方和提供方降低障碍。州立法机关可以废除（或不颁布）保护在位者而非消费者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很常见：例如得克萨斯州要求，患者必须亲自到医院看医生，以完成远程医疗咨询，即便这类要求没有任何健康和安全理由。一些州也为私人门诊制造了类似障碍，没有这些障碍它们可以高效安全地救治病人。这反映出州立医学团体不愿改善传统医疗服务供给模式，也说明政府需要更加努力促进供给模式创新，特别是在那些传统医疗机构竞争很弱的地区。


政府作为支付方。
 作为改革强有力的领导者，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发展了创新的付费机制，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目标并利用其规模改变了市场。例如联邦医疗计划的关节置换综合治疗项目（CJR），67个地区的医院一次性收到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手术全部疗程的费用，而不是针对各项服务（X光，麻醉，手术等）付费给每位患者。CJR和早期打包付费的主要区别在于，此前项目都是自愿的，而CJR是强制性的。

医院领导现在不再讨论是否要加入CJR，而是讨论该怎么做。改进质量和效率的医院可以分享结余；那些不这么做的则要准备好承担损失。2016年7月，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宣布，针对急性心肌梗塞、冠状动脉搭桥和股骨骨折手术采用这一方式。这些计划预计在2017年7月份推出。

医疗补助计划也成为各州的变革推动者。在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和俄亥俄州，医疗补助计划近期针对哮喘、怀孕、注意力缺失、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十多种症状，强制实施了打包付费计划。亚利桑那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条款规定，为医疗补助计划参与者承保的商业保险公司，在未来3年时间内，需要通过基于价值的付费方式创造20%-30%的收益。纽约州公开宣布，到2020年，医疗补助计划付款的80%-90%必须来自基于价值付费模式。

激励医疗机构遵守这些规定的因素十分强劲。在很多州，医疗补助计划的承保人口正在逼近25%。如果这些患者去了其他医院，很多机构将难以达到维持正常运营所需的临界人口。10年前，医疗机构主动寻求医疗补助计划患者这一想法会让人觉得荒唐，现在大家为了守住市场份额激烈竞争的现状表明，事态正在发生巨变。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必须成为这个徐徐展开的故事的主角。董事会要在制定战略时弄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实现差异化？”医疗机构会本能地避开新的支付模式，但是他们要看到大难临头的征兆，虽然基于价值付费的模式还存在风险和缺失，但必须尽早开始采用。医疗机构彼此间以及和保险公司之间也要联手，发展打包付费等新医疗服务供给计划，并不断完善这些计划。对手麻痹的地方，正是你的机会所在，你可以重新设计提高价值的服务供给方式，也可以重塑推崇这种价值的支付模式。

医疗改革特别小组是一个由患者、支付方、提供方和购买方共同组成的集团，承诺改进医疗服务。它的出现也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的有力证明。这个特别小组包括26家医疗机构，承诺到2020年，在保证成本和质量的情况下，通过转变支付方式，创造超过75%的收益。医疗机构还表明愿意公开手术患者的治疗结果，作为CJR打包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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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可不是被大医院带动的小医疗机构。其中有很多大型服务系统，例如三一健康（Trinity Health）、艾德威特医疗中心（Advocate Health Care）、阿森西翁（Ascension）、尊严医疗（Dignity Health）、联盟医疗（Partners HealthCare）和天佑医疗（Providence Health & Services）。它们对改变的需求也并非说说而已：提供特别小组的医疗机构和支付方称，到2015年底，其业务的41%都来自基于价值的新支付模式——比2014年底增长了30%。

医疗机构不应追求那些无法直接为患者提高医疗价值的联盟关系。一些医疗机构认为，平价医疗法案有利于通过兼并扩大自身规模，创造出抗金融风险能力更强的机构。但是，医改的真正目标应该是鼓励更好而非更大的联盟。很多兼并都是横向兼并（例如在相互竞争的医院之间），但是这些兼并通常对医疗服务供给方式不做任何改变。相比之下，垂直整合（例如医院和非急诊机构）在提高质量和效率方面的潜力或许更大——而且很多情况下不一定需要通过兼并，也可以通过合资企业实现。

医疗机构往往会寻找和自己价值观相似，或地理位置互补的目标以便实现增长。而实际上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患者，然后再考虑能否通过并购实现。如果管理者解释不清某项并购如何提高医疗价值，董事会应当考虑是否有必要继续。


商业保险公司。
 私人保险公司一直在和医疗机构角力，确保单项服务的报销额度更低。其实保险公司如果想维持低价，更好的出路是鼓励并促进医疗机构基于价值竞争。

首先，商业保险公司应当和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结盟，使得价值主导的支付方式成为行业规范，并针对打包付费采用类似构架。

早期打包付费的经验告诉我们：医疗机构针对所有患者而非某个支付方重组医疗服务供给方式，并针对多个症状而非单一症状实行打包时，成功几率更大。因此，商业保险公司应当相互合作，为打包付费等其他价值主导的付费方式创造通用定义和结果测量工具。

同时，保险公司应当在提供创造性新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激烈角逐市场份额。它们也应学习医疗机构，细分市场（例如，为幼童所在家庭打造保险计划）。仅仅着眼于扩大规模并非一种战略。保险行业已经高度整合，而新产品设计的速度和客户满意程度则令人失望。

商业保险公司应当继续抵制项目付费模式的扩张。这么做能控制成本，同时强迫医疗机构着眼价值而非数量。保险公司还应通过有效扩张市场的项目，打击医疗机构的联合，例如鼓励患者到其他地区以更低价格接受高质量治疗，基于地区或国家基准协商价格等。


患者和雇主。
 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为市场注入活力。如果患者宁可去较远的地方，也要选择高价值医疗机构的服务，这会促使医疗机构专注于提高服务质量。患者不应再将就于那些缺乏关爱、协同不佳、不安全以及技术差的服务。

当服务不符合标准，他们应当直言不讳或果断放弃。消费者也应要求雇主（或者通过私人保险交易所）提供更多保险种类，用脚投票，选择最符合自己需要的产品。只有那时支付方才会觉得，向患者介绍那些低成本高质量的医疗机构有利可图。

雇主的影响力也非常大。沃尔玛等大型企业已经和医疗机构及保险公司合作推出计划，鼓励雇员寻求高价值医疗。代表雇员的其他团体也有类似的催化作用。例如为130万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加利福尼亚公共雇员退休系统（CalPERS）。CalPERS看到其成员由于选择不同的治疗机构，支付价格差异过大。例如，关节置换术的价格从1.2万美元到7.5万美元不等，而该服务的质量没有明显差别。为了解决这一问题，CalPERS给出3万美元的“参考价格”，即支付的最高额度——并列出接受这一报价的高质量医疗机构。患者如果选择更贵的医疗机构，则要自掏腰包填补差价。

因此病人都选择了价格更低的医疗机构。在失去市场份额的威胁下，多数医疗机构都降了价。2011 -2015年间，加利福尼亚地区对关节置换手术收费低于3万美元的医院数量增长了近60%，从46家增长到72家。这样的转变永远难以在谈判桌上实现，只有面对失去业务的威胁，医疗机构才会真正行动起来。一旦加利福尼亚地区一些受到好评的医院都可以接受CalPERS的价格，其他医院会很快效仿。

我们并未低估医疗行业未来几年将会面临的混乱局面，也明白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给某些利益相关方带来不愉快或意外的结果。但不进行价值竞争的结果更糟糕：市场无序、质量参差不齐但价格虚高乃至个人和经济要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充分竞争才是正途。那些逃避竞争的医疗机构，站在了历史的错误阵营，也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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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平台型组织

避免六大陷阱

穆胜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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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互联网时代，许多企业希望转型为“平台型组织”，甚至更灵活的“云组织”。但这些转型企业大多走入了陷阱，原因在于它们“想当然”的逻辑。





互联网技术显然冲击了经营逻辑，也冲击了管理逻辑。互联网时代，企业最重要的战略应该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互联网化的企业”。具体来说，企业须在需求侧交互用户，获得用户真实需求；同时须在供给侧自由联动，形成内外部一体化的超级供应链（或者叫供应生态）。换言之，企业必须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平台，平台上所有的资源能够自由连接，用以满足千人千面的用户需求。而带动资源自由连接的关键是人，因此这类企业必然打破传统的科层制架构，以“激活个体”，实现用户需求驱动下的自由连接。

为什么科层制无法实现互联网化企业的有效激励？根据穆胜事务所对近百家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大多企业中，个人薪酬的40%为与绩效挂钩的可变工资（考虑不同管理层级的平均数），而每个人的可变工资中，绩效考核真正能够引致的变化是5%以下。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薪酬中，仅仅有2%（40%*5%=2%）以下的实际变动部分，这显然不是有效的激励机制结构。

相对2014年，在2016年我们接到的关于组织转型的需求几乎增长了500%，而这些需求中，几乎全部都是关于如何将企业打造为“平台型组织”，甚至更灵活的“云组织”的。我们也看到不少的企业启动了平台化的转型，但这些转型大多走入了陷阱，原因正是在于这些企业“想当然”的逻辑。本文将重点分析这些逻辑造成的陷阱，以及破解之道。（
参见：《平台组织所需要素及实现方法》

 ）



组织结构——划分经营体，但不放权

把企业“越拆越小”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破除大企业病的办法。企业家们设想，一艘大船尾大不掉，不如把它变成联合舰队，让每只小船都能够在舰队中自由决策。

过去，事业部、模拟公司等形态层出不穷，现在，不少企业又拆分出小组、项目等单元。叫法不同，但本质相同。无论怎样拆分，所有拆分出来的“单元”大多依然是听命于总公司领导，而领导依然是用旧体系的指标或目标考核作为管理手段。当这些“单元”的负责人仍然跟着领导设置的目标走，而不是跟着用户的需求走时，这些单元依然只是另一种形式上的部门，而不是经营体。

所谓经营体，是指拥有独立财权（分配权）、人权（人事权）和事权（决策权）的组织单元。而不少企业在拆分了组织之后，害怕失控，而建立了若干极度“科层化”的集团管控模式。行政管控、财务管控和人事管控像三条枷锁，小单元沦为“提线木偶”。

为什么不下放财权？是因为老板不认可部门变成经营体之后，所有的收益就应该由经营体负责人（以下简称“创客”）来分配，毕竟当创客无法证明自己提供了业绩增量时，绩效可能是依赖于平台实现的自然增长。为什么不下放人权？是因为老板担心授权后队伍失控。为什么不下放事权？只有两种可能：第一，老板迷恋权力；第二，老板不相信创客的能力。

当手中没有权力，自己的利益又是被目标和指标而非经营结果牵动时，创客想到的最优策略自然是和上级博弈（而不是和市场博弈），主张有利的绩效指标，拉低自己的绩效目标，粉饰自己的绩效成绩这样的行为模式，和科层制中的部门长又有什么区别？


解法：
 企业老板应该明白，打造平台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让员工自驱动。否则根本没有必要喊出打造平台型组织的口号。反之，如果认可员工自驱动可能带来价值，就一定要抑制自己的权力欲，授予他们足够的权限。

那么，授权比例该如何确定呢？人权和财权都是围绕事权的，事权可以先授予，同时“锁死”财权和人权的范围，那么事权就不可能失控。这就需要精准的投入产出比核定，而后根据产出来反推可以为经营体投入的资源包（包括成本、费用等）大小。事实上，只要能够确认投入资源包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把这种投产比的核定精确到每一个重点资源科目（如某款新产品销售费用的投入和其创造销售额之间的关系），这就解决了放权之后失控的问题。



创客选择——盲目放权，缺乏筛选

如果打造平台型组织的困境在于老板胸怀，那么，一定也有老板（尽管为数不多）愿意下放三权。如此一来，创客是否就可以插上翅膀，一飞冲天？如果是，这与武侠故事中的桥段何其相似。一个高人对一个偶遇的年轻人说：“我看你骨骼清奇，天赋异禀，是个练武的奇才，来来来，我传你绝世武功”。于是，少年接过高人衣钵，成为又一代的江湖领袖。

但是，哪有这么多的“骨骼清奇，天赋异禀”之人？殊不知，部门长也许能做“管理”，是一个优秀的执行者，但根本不具备经营能力，成为一名创客。大多时候，部门长连财报都读不懂，就开始一门生意。天使期的投资主要看人，创客要是选择失误了，项目就犹如一个天生有基因缺陷的生命，后面会带来各种问题。

除了创客的通用素质能够甄别出他是不是一个经营者。企业还要关注创客是否具备专业素质和可以带入的行业资源。举例来说，某航空公司做“互联网+”时，希望利用运力优势进入生鲜和旅游产业，那么就必须要找到懂这两个行业的人，而且他们还能够带入现成的资源（人才、供应商、分销渠道等）。这两个行业看似不难，但其实供应链条特别长，要玩转，不但要找到合适的上下游合作者，而且还要能与他们共舞。这两个业态的供应链里，每个环节都有大量技术层面的知识，需要大量专业累积。所以，一个生手要组合出这个供应链几乎是不可能的。


解法：
 我建议企业打造平台型组织时，首先建立该公司创客的素质模型，而后定向为创客们补给各类“经营能力”，例如，教他们公司治理、财务、人力等知识。大多情况下，企业有“人才”，但不一定有“创客”。而创客的水平就决定了经营体的命运。

除了培养“超级创客”之外，企业还应该帮助创客们建立人际资源，能够学习行业知识，结识行业精英。同时，企业可在平台上建立“创客资源池”，当企业出现创业需求时，能够在资源池里找到合适的人。当然，这一步可能需要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例如，海尔就建立了海创汇和创吧，汇集大规模的在线创客资源。



创客激励——初期乱给干股，后期沦为财投

一位服装企业的老板曾抱怨，他在企业内找到几个比较有经营思维的门店长，和他们谈定了一种经营协议，即销售额和利润超过一定的标准，他们就可以分享利益增量，也就是典型的“增量绩效分享计划”。但结果呢？没有任何一个门店长达到经营标准。

另一位餐饮企业的做法是直接帮员工出资入股门店，即赠送员工门店的干股。员工拿到股份时，自然是干劲十足，但这份热情却没有持续太久，经营结果也难说满意。老板后悔自己的冲动，给股份之后，员工根本没有创造出“增量”，但自己却必须支付分红。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道理很简单，老板设计的分享标准一定要有挑战性，是要让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达到的。但门店长愿不愿意用100%的力气，其决定因素不仅是“有没有诱惑”，还在于“有没有退路”。换句话说，正激励和负激励都必须要有，这个制度设计应毫无死角，要让员工感觉不努力就不划算。

以上是经营体初期的激励误区，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在打造平台后，大多缺乏量化项目价值的工具方法论，这样一来自然无法根据项目当前价值进行激励机制的设计，沦为了纯粹的财务投资者。充当经营者的创客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照样拿工资，即使到最后不能达到期初业绩对赌的要求，不过就是损失了奖金。极端情况下，经营者为了获得企业的持续投入，保住自己的地位，还会粉饰业绩，骗取信任。到了最后，收拾栏摊子的，还是企业（投资者）。


解法：
 绑定员工利益有太多的办法：一方面，使用期股类激励机制，员工必须用业绩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意愿才能获得股份（或虚拟股）；另一方面，如果不涉及股份，调整工资固浮比，让员工的薪酬结构中有一大部分与经营结果挂钩，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赌”，这与KPI的考核是完全不一样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也不主张项目一开始就让员工直接花钱入股，理性的做法是，让员工证明自己的能力后，再让其正式投入资金，成为这项事业的主人。

企业作为平台主融入经营的过程也是极其有必要的，这种融入更像是“教练”。具体做法是：平台主设置一个又一个的目标，用目标牵引项目发展；导入一个又一个的使能器，俗称“扶上马，送一程”。当发现现状和目标之间有巨大差距时，平台主应要求经营者给出新的经营方案，如果对方给出的方案不尽如人意，就意味着要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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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交易模式——名为“市场链”，实为“市场棍”

当企业划分出真正的经营体后，除了做事前和投后的风控，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构建经营体之间的关系。

聪明的企业开始将外包关系（Outsourcing）引入企业内部，用以打破科层制。企业设想，如果能够让上下游经营体之间的合作，变得像发包商和承包商之间的交易，岂不是最有效率？当双方真刀真枪地用市场规则说话，两个经营体都会变得更好。基于这种关系，来自用户的市场压力能够被倒逼到企业内部的每一个环节，这种情况下，每个经营体看似在为自己谋利，实际则都是在为用户服务。

说实话，这种逻辑非常有吸引力，以至于不少企业都进行过尝试。海尔在推行人单合一的过程中，尝试过这种模式，并将其命名为“市场链”。稻盛和夫的阿米巴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市场链”。但是，这种模式可能有天然的、无法破解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串联导致市场压力在传递过程中逐级耗散。企业的价值创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用户的需求固定时，企业打的是“固定靶”，在市场链里逐级倒逼即可得到价值；而一旦进入互联网时代，用户的需求长尾分布、极致个性、快速迭代，企业打的就是“飞靶”，这种僵化的模式就有不能快速响应用户需求的问题。在这种串联形成的链条中，用户需求的转变会造成每个经营体的不适，上游的经营体往往还要经历中间环节的信息传递，才能在最后得到关于如何行动的精准信息。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链”变成“市场棍”。在企业的内部链条上，每个环节上都只可能有一个经营体，如果对这个经营体不满意，又该如何？在企业外部，肯定是选择其他的供应商。但问题是企业内部是封闭的，即使对于上游经营体不满意，企业也不会同意下游经营体向外采购，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上游的利润被拿走，更意味着上游的资源和产品成为企业的库存。所以，这种关系无法像链条一样随意更换某个环节，而是像棍子一样僵化，更应该被叫做市场棍或供应棍。


解法：
 市场链的底层逻辑存在先天瑕疵，无法通过操作上的改进来弥补其不足。所以，理性的做法是，不要希望“市场链”能够串联起企业内外部所有的分工环节，而是要将市场的串联关系用到合理的地方。

这类关系有两个运用的基础条件：

其一，越是靠近终端用户的环节越好运用，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明确的市场绩效作为校标，可以推断彼此的贡献。现实中，韩都衣舍就是这样的模式，后端的供应链给前端的小组供货，收取一定的费用，小组负责：进、销、存，风险自担。反之，如果在研发和生产之间推动外包关系，就无法说清楚彼此贡献的绩效校标，怎么定价都会让某一方感觉不公平。

其二，一定要在串联的上下游设置足够多的竞争者。微信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款产品是在腾讯内部PK出来的（腾讯内部有其他团队开发相似产品）。应该明白的是，这种内部PK虽然有可能消耗眼前暂时的资源，但更是一种未来的永续增值的可能，增值的是参与竞争者的核心竞争力。

合伙模式——名为“合伙制”，实为“大锅饭”

即使海尔的市场链是入选哈佛商学院教学案例库的经典，他们在使用过程中依然发现了上述问题。于是，海尔开始思考如何将串联变成并联，将人单合一推入了2.0时代。

事实上，华为、中兴的项目制，万科的合伙人模式，阿里的网状组织等都是在这个角度上进行的并联尝试。先知先觉的企业发现，只有把所有的环节并联起来，共同面对用户，才能同步信息，快速协同响应用户的需求。

这些尝试我们都可以归为合伙关系（Partnership），这是打破科层制的另一种思路。所谓合伙，就是所有参与者对项目占股，并按照股份比例分享收益的治理模式。其相对外包关系的好处在于，当参与者可能创造的价值不确定时，当用户的需求不确定时，所有参与者都按照可能对项目产生的价值来核定股份比例，按股份拥有权限，承担风险，分享收益。如此一来，参与者拥有资源的价值、对于项目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校调一致，三点一线。每个参与者都有最大的动机投入资源，推动项目成功。

这看似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当合伙制被推行下去，企业却发现了又一个难以破解的问题。事实上，按照资源价值占股，共同投入项目的模式就是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而公司治理中的传统问题，在合伙制里一个都少不了，最典型的就是“吃大锅饭”或者“搭便车”。所以在现实中，参与者都会积极争取上合伙的船，而一旦上了船，就开始睡大觉。


解法：
 并联的合伙制一定是方向，但要用好，一定要能够精确显化出参与者的贡献，这才是症结和痛点。

海尔的解法值得借鉴，他们用平台主派出的类似BP（业务伙伴）的机构深入各类小微（项目参与者），利用若干的工具量表精确显化出小微为自己、为用户和为生态创造的价值。目前，这套做法已经相当成熟，并在企业内部大规模复制。万科的解法则简单直接，要求人力资本的参与者（项目操盘者）劣后退出。



价值观——封闭到底，科层思维

上述任何一个陷阱都可能让企业在转型平台型组织的过程中陷入纠结，但企业能否走出来，关键还是要看老板的思维是封闭还是开放。

平台型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投资平台，是企业有意识地将推动平台资源与创客资源进行“化学反应”，实现资源价值裂变、爆发的组织模式（实际上也是商业模式）。但“资源有多少”却是平台能实现多大价值的天花板。所以，如何把平台变得开放，建立“平台思维”，最大程度吸引优秀的人才，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资源条件不好的企业想当平台，但没有外部的创客愿意进来，平台自然是空的。资源条件太好的企业嘴上说想当平台，但给到的权限（权）和分享政策（利）却不是对合作者的（而是对打工者的）。老板的皇权意识表现为：在他的王国里，疆域（边界）比价值重要，前者关系权力，后者关系利益，在利益已经不少的情况下，权力显然更加重要。


解法：
 其实，“平台思维”的背后是“平权意识”，只有愿意尊重他人、成就他人的人，才能够打造出平台型组织。

很多转型企业都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企业转型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最大的风险是你们的老板。”

“法、术”层面的陷阱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解决；“道”的层面才是真正的问题，而“大道”就是老板的心。所以，想把自己的企业打造为平台，老板不妨问问自己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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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跨国企业没能打造新市场，而一些创业者却成功了。本文总结了成功的市场拓新模式，描述了让收入和就业显著增长的方式。其中，非消费领域是该模式积累资本的根本，我们介绍了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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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非洲将成为下一个繁荣大陆的说法由来已久，但西方跨国公司在非洲却屡屡受挫，很多公司已经彻底放弃了该地区。




原因


阻碍成功的4个障碍：普遍的腐败、基础设施的缺乏、技能短缺以及错误地认为非洲新兴中产阶级是最有希望的市场。




答案


在非洲取得成功的创新者无视传统观念，通过特许加盟服务较贫穷的人口；内化风险，创造强大、自给自足和低成本的企业；整合运营避免外部腐败。






多
 年来，全球的商业领袖和投资者们都期待非洲崛起的故事变为现实，进入21世纪后，非洲大陆成为持续投资和关注的焦点。人口年轻、城市化，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非洲似乎拥有了突破式增长需要的所有要素，甚至有可能超越亚洲四小龙。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0年发布的《前进的雄狮》（Lions on the Move）报告中，预计从2008年至2020年间，非洲大陆消费者的花费增长40%，非洲GDP增长1万亿美元。



然而，这一诱人愿景也只是无法实现的美梦。最近，许多大型企业撤离了非洲。多年来，这些企业领导者与准投资者遭遇了相同的障碍：普遍的腐败，缺乏基础设施与现成人才，以及一个欠发达的消费者市场。

在过去几年，我们密切关注新兴市场，特别是非洲与东亚地区，研究其中创新成功与失败的模式。通过一些世界杰出公司的领导者，我们知道其中一些障碍令人望而生畏。而在非洲，我们也追踪了一些成功的创新者，他们无视传统观点，建立特许经营服务更贫穷地区的人口；利用“非消费领域”的大量机会打造市场（克里斯坦森教授提出了“非消费”概念，指当人们试图实现某一目的，但由于现有产品过于昂贵或太复杂而不能实现时，就会出现这种“非消费”的现象——译者注）；将风险内化，建立强大、自给自足且低成本的企业，通过集中运营避免外部腐败。他们的经验为非洲描绘了充满希望的愿景，并把非洲崛起的梦想变为现实。通过观察，一位年轻企业家这样描述这种本国成功带来的提升力，“当解决方式来自国内，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相信我们有能力，我们能够进步。”

在很多拥有更多资源的大企业碰壁的情况下，包括当地企业家在内的这些创新者如何找到成功之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总结了那些能够打造市场的创新模式，并描述了让收入和就业显著增长的方式。非消费领域是该模式积累资本的根本，我们也介绍了这种方法。最后，对如何增加这类创新企业的数量和影响力，我们为政策制定者、投资人和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些建议。



权力的悖论

2002年，在开创性文章《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中，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和斯图尔特·哈特（Stuart L. Hart）讲述了跨国企业面对的巨大机会，通过调整商业模式，他们可以满足全球发展中国家数十亿“贫穷但有抱负”的居民的需求。近些年，哈特与同事的观点开始转变，从获取金字塔底层财富，转向与底层人民共同创造财富，也更注意在制定战略时考虑对环境的影响。这些学者提出了富有说服力的愿景，用共同目标将企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联系在一起。近15年的努力产生了不少成功案例。

时至今日，尤其是非洲，实现难度令许多追求这一机会的跨国公司望而却步。2016年2月，巴克莱银行宣布退出发展速度不如预期的新兴市场，非洲是此次撤退的一部分。2015年6月，雀巢宣布大规模压缩其在非洲的开支，在21个国家裁员15%，完全撤出两个国家，并且将生产线减半。曾抱有巨大期待的其他西方消费品巨头，包括可口可乐、吉百利、永备电池和SABMiller啤酒公司，也都在撤离非洲市场。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近的数据显示，2015年，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1/3，降至380亿美元，而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却呈上升趋势。

跨国公司最常提及的发展障碍中，有四个因其顽固性和普遍性而显得突出，事实上，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听到同样的反对意见。最普遍的，也许是腐败的抑制效应
 。企业必然会警惕制度化腐败，力争投资那些通过企业内部审核或国际专业组织腐败程度测试的国家。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非洲并无明显优势。在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度指数”和透明国际的“贪污观感指数”（又译作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非洲国家常年处于倒数地位。让·阿里·范·巴内费尔德（Jan Arie van Barneveld）是荷兰劳务派遣公司Brunel的CEO，在解释公司2015年离开尼日利亚的决定时说：“我们经常有被骗和受到贿赂的感觉。”


第二个障碍是基础设施，或者说缺乏基础设施。
 愿意进入者坚持认为应在基础设施建立之后投资。实际上，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开发机构应提供电力、道路、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使企业能够进入并利用这些投资。这一观点在最近举办的非洲世界经济论坛上得到强调。这次的会议，发言者们提出了一系列促进非洲大陆发展的想法，从土地改革到重视教育，再到更大的金融市场，以及对企业和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以便实现这些先决条件。

跨国公司在非洲发展的第三个障碍是广泛的技能短缺。
 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严重的是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市场（如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罗素·雷诺兹（Russell Reynolds）最近对非洲管理人才的一项研究表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公司“渴望招收该地区的优秀人才，但发现具有推动变革或建设团队等传统管理技能的候选人供不应求。”在对南非局势的详细分析中，世界经济论坛名为《未来的工作》的报告，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和专科院校，指责学校没有提供足够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译者注
 ）导向课程、忽视了对学生解决复杂问题、培养逻辑思维和认知灵活性的培训。

最后，在普拉哈拉德和哈特为所谓四级市场（金字塔底部的主要组成）开出增长处方10多年后，讽刺的是，大多数跨国公司仍然试图把努力和机遇与新兴的中产阶级挂钩。事实上，对非洲的增长和规模的失望
 是雀巢决定压缩开支的最大原因。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雀巢公司赤道非洲地区CEO科尔内尔·库姆纳什（Cornel Krummenacher）解释了公司的行为：“公司曾认为这将是下一个亚洲，但我们已经意识到，该地区的中产阶级规模极小，它不是真的在增长。城市化通常对制造商非常有利，但在非洲，许多人真的在贫民窟生活，所以他们没钱可花。”




“我们以为非洲会是下一个亚洲，但非洲的中产阶级数量极少，而且几乎没有增长。”





在新兴市场的投资界，许多通过密切跟踪中产阶级增长趋势并据此做出投资决定的人，也持有这一消极观点。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研究表明，尽管全世界中产阶级数量由2001年的3.98亿增长到了2011年的7.83亿，但在新增长的3.85亿成员中，只有不到6%来自非洲。通过这一测算，每天收入在10到20美元间，被皮尤定义为中产阶级非洲工人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几乎没有改变。

《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的颁布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这是美国与多个非洲国家于2000年签署的一项贸易协定，允许后者向美国免税出口7000多种产品。AGOA旨在促进非洲经济多样化并推动其发展。而实际情况是，非洲大多数经济体大量投资资源开采部门，导致多样化程度降低。出口增长并未促进发展。



两种策略

面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存在已久的诸多障碍，为什么多个跨国企业惨败，而其他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家却取得了成功？我们认为答案在于“推动”和“拉动”投资的区别。推动策略由发起人的优先事项驱动，并产生强加于市场和消费者的解决方案。拉动策略能够满足消费者日常的迫切需求。两种策略在结果上的差异十分明显。

面对新出现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大多数跨国公司希望推广现有产品实现突破性增长。他们带有相当部分的既有成本结构和经营风格，如此一来，产品定价会限制其在市场上的渗透程度。随着更多竞争对手进入，这些公司不仅面临着、并且会最终陷入增长放缓与利润下降的双重困境。真相很快浮出水面：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开拓新市场，但实际上瞄准了现有消费领域有限的市场，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争抢每一个份额。

赢得新兴市场的战略在各方面都与这种传统方式不同。与“推动”相比，“拉动”发展的基础优势是市场有保证，对于是否存在足够需求这一点，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性。当创新者开发出人们想要的生活产品时，他们创造了市场，创造了可持续增长和繁荣的基础。我们主要研究为消费者解决日常需求的企业，而不是追逐中产阶级寻求高利润的企业。这些企业有意关注最低利润机会，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分销，通过整合作业链上尽可能多的环节，严格地管理成本。他们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现有的选择，将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人才引入公司，避开了潜在腐败。投资原则是提高产品可购性和可达性，由此产生的低价和低成本促进了更高的增长，在非消费领域拓展市场。这种高增长还促进了就业，因为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制造、销售和分销产品和服务。

打造市场的创新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双重收益，而跨国公司进入当地市场的最终目标只是提高效率。两种战略的影响力截然不同。例如，当来自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开设一家工厂，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产品时（例如在墨西哥生产汽车），它的目的是将这些产品出口到更富有的市场，不是为了创造当地的销售、分销或服务岗位。同样地，对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很少带来经济或就业的强劲增长，因为衡量这些投资的标准是效率。从启动设施的那一天起，衡量运营商绩效的标准就是其提高效率的能力，效率的提升就意味着工作岗位的减少。

打造市场的革新者们通过“拉动”战略，曾经让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由贫穷变为富裕，成为亚洲四小龙。其领先公司一直专注于低成本而非高利润，创造针对非消费领域的市场。尼日利亚的Tolaram集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主要依靠拉动战略。





将面条引入尼日利亚

在尼日利亚，最受欢迎的消费品也是最不起眼的：营多牌方便面（Indomie instant noodles）。该品牌的方便面独立包装，一包价格不到20美分。品牌的认知度极高，粉丝俱乐部有15万会员、遍布3000多所小学，营多面赞助了“尼日利亚独立日奖”，用以鼓励该国的模范儿童。品牌与其代理商Dufil Prima食品公司、生产商Tolaram将产品很好地融入尼日利亚社会，尼日利亚人回忆时，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面条并不是他们的传统食品，而Tolaram公司在该国运营还不到30年。公司的发展轨迹完全颠覆了与发展相关的传统观点。

1948年，Tolaram集团成立于印度尼西亚玛琅（Malang）。集团始于纺织品和面料贸易，并已发展成为集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零售与电子商务为一体的企业集团。1988年，尼日利亚尚未成为热门投资目的地，Tolaram已经开始在该国销售营多面。当时，尼日利亚处于军事统治之下，全国9100万人口的预期寿命为46岁，人均年收入只有256美元，拥有电话的人不足1%，只有一半人口能够获取安全的饮用水；只有37%的人可以使用干净的卫生设施，78%的人每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哈里斯·阿斯瓦尼（Haresh Aswani）（现任公司尼日利亚的总经理）和萨金·阿斯瓦尼（Sajen Aswani）（现任CEO）两兄弟看到了巨大的机会，用一款非常实惠和方便的产品喂饱一个国家。

营多面可在3分钟内煮熟，搭配一个鸡蛋就能做出营养又便宜的一餐。但绝大多数尼日利亚人从没吃过甚至是没见过面条。Dufil Prima食品公司的CEO迪帕克·辛格哈尔（Deepak Singhal）回忆说：“很多人最初认为我们卖的是蠕虫。”然而，阿斯瓦尼兄弟相信，因为人口增长和产品的便利性，他们可以在尼日利亚打造一个市场。他们没有参考传统观念建议的人口统计资料，而是专注于建立一个可以开拓市场的商业模式。

决定关注典型尼日利亚人的需求，迫使Tolaram集团在该国进行长期投资。1995年，为了控制运营成本，Tolaram集团将面条的制造加工转移到尼日利亚。为此，该集团不得不将电力和水等基础设施引入运营当中。辛格哈尔说：“我经营一家食品公司，但与食品相比，我更了解发电。”Tolaram也涉足教育行业，尼日利亚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进入公司后，可以通过公司提供的电气、机械工程、金融和其他学科的培训获得所需技能。一些跨国公司可能会将外籍专家派到新兴市场工作，而Tolaram提拔的领导则是非洲本地人。

公司的投资没有止步于此。为了将产品推向市场，Tolaram不得不整合运营的前后端。与其他许多新兴和边境市场一样，尼日利亚不存在正规的超市部门，产品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存在许多陷阱。因此，Tolaram的经理们选择投资超市供应链，从公司货车，到分销仓库和店面。

无论产品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他们都通过前向整合带动诚信发展，而不通过外部的伙伴或采用外部流程解决问题。他们没有靠雇用更多的警察强制实现诚信，因为警察往往容易腐败。“买得起产品，但却买不到产品，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为Tolaram投资供应链指明了方向。由于上游供应商无法达到质量或成本标准，或是不遵守合同，公司几乎什么都须靠自己。现在，营多面92%的生产资料由Tolaram控制，并在尼日利亚经营13家制造工厂，生产资料很多都来自这些工厂。

坚守打造市场的战略已经令Tolaram获得了回报。现在该公司每年在尼日利亚销售45亿包面条。公司运营和拥有超过1000辆货车，直接雇用7500多人，在其创造的价值链上有1000个独家经销商和60万个零售商。公司年收入接近10亿美元，同时向尼日利亚财政部贡献约1亿美元的税收。公司现在为漂白剂、植物油等其他快速消费品打造市场。在Tolaram发布其漂白产品Hypo之前，不到5%的尼日利亚人在洗涤衣物时使用漂白剂。Tolaram的报告称，在过去的几年中，公司利用其制造和分销能力，已经将漂白产品市场扩大了6倍，触及30%的人口。公司计划对植物油采取相同的战略。

在过去15年，如果Tolaram采用常规方法并投资新兴中产阶级，它就无法在其打造的市场中实现36%的年增长率。如果它在等待尼日利亚政府或国际发展机构解决基础设施的挑战，Tolaram就不会出现在尼日利亚。面对该国商业环境中的风险，Tolaram所采取的策略是将风险内化。最明显的证据是，为在拉各斯州建造和经营新莱基深水港，Tolaram在这个价值15亿美元的公共-私营合作关系中发挥了领导作用。2016年2月，Tolaram前任非洲企业战略主管安库·莎玛（Ankur Sharma）总结了公司自力更生的方法：“当我们造打一个新市场时，为确保成功，我们做一切必要的事情。在一些国家，我们建造了发电厂；在其他国家，我们在物流上投资数百万美元，仅仅是为了把我们的产品从工厂送到零售网点，通过整合价值链降低成本，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对进入的任何市场全身心投入，为成功竭尽全力。”

Tolaram在尼日利亚运营了近30年，它的战略受到越来越多初创公司的效仿。MoringaConnect是一家成立3年的加纳公司，它由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航天工程师科瓦米·威廉姆斯（Kwami Williams）和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发展专家埃米莉·科宁汉（Emily Cunninghan）共同创办。这家公司帮助加纳农民种植和收获辣木（Moringa），为他们提供种子、化肥、培训和融资。辣木是一种耐寒，能够快速生长的树木，辣木叶富含营养，几个世纪来被作为传统药物使用。自公司成立以来，已经有1600名农民在MoringaConnect注册，还有数百人在候补名单上。公司在加纳北部种植了25万棵辣木，当地农民收入增加了10倍。它的主要客户之一，是网络美容产品订阅服务商Birchbox（辣木油是该公司护发护肤产品的主要成分），MoringaConnect在2016年的总收入接近100万美元。

最初，威廉姆斯和科宁汉只想为收获辣木的农民提供加工机械。但他们发现，那不足以打造一个新的市场。所以他们不得不通过整合降低成本。市场研究报告表明，非洲中产阶级的增长速度放缓，腐败盛行，加纳的债务负担暴增。但MoringaConnect没有太看重这些报告，其创始人看到了一个机会，利用一种资源就可以使农民和国家获得极大财富。

实施这一战略的另外两家非洲公司是M-KOPA和费奥多生物技术（Fyodor Biotechnologies）。前者位于肯尼亚，提供太阳能发电系统。在肯尼亚，不到30%的人有用电条件，这给M-KOPA创始人提供了一个机会。M-PESA公司曾经遇过类似的机会，2007年，M-PESA在肯尼亚开始了移动支付革命。在这篇文章成文的过程中，40多万个家庭已经引入M-KOPA提供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平均每天有550个家庭注册。M-KOPA在肯尼亚建立了100个服务中心，创造了约2500个工作岗位。虽然世界银行称肯尼亚的经济增长只是“略有改善”，但M-KOPA集中的基础设施项目正在为成千上万的人打造市场，这些人把M-KOPA的解决方案用于自己的生活中。




我们发现了4种战略，任何有兴趣促进经济、就业长期增长的人都可以效仿。





费奥多生物技术公司在尼日利亚开发了一种疟疾尿检设备，该产品售价为2美元，人们可以在家里进行检测，不必再去诊所接受复杂而昂贵的诊断。该公司准备在2017年6月以前生产230万套检测装备，并且在近期购买了土地，准备建设厂房。像Tolaram一样，它正在开发一条完整的价值链。



在非消费领域寻找机会

在这些打造市场的创新者们所共有的特征中，最具挑战性和最基本的是他们发现非消费领域的能力，即感知那些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潜在消费者，并开发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
 这些创新者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他们寻找用户没有开始消费的东西。这一特质更容易在受当地文化熏陶的企业家身上产生，但我们相信，这一特质亦可以后天习得。我们发现了4种战略，任何有兴趣促进经济、就业长期增长的人都可以效仿：


战略1：发现“挣扎的时刻”。
 非消费领域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是因为面对某个重要需求时，消费者缺乏一种价格实惠且便利的解决方案。也许是惯性阻碍了他们在生活中寻求新的产品或服务，抑或是现有解决方案会造成焦虑甚至是恐惧。（举个例子：为尝试降低初始购买价格，公司采取计量收费的服务，会增加意外超支的风险。）但是，完成一项重要工作的意愿，与新颖的解决方案相结合，可以最终解决问题。消费者的挣扎可以通过明确的情绪识别，例如愤怒、沮丧和焦虑。发现非消费领域或消费不足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人种学研究或实地观察。


战略2：从变通方法中寻找机会。
 当消费者缺乏价格实惠且便利的选择时，他们创造变通方法或“生活窍门”，这种情况在非洲非常普遍，因为很多常规产品和服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显得昂贵。了解变通方法中的优势和不足可以帮助企业家为现有的非消费者设计全新的解决方案。在为印度农村市场设计低成本冰箱时，印度戈德瑞吉集团（Godrej）就是这么做的。消费者针对缺乏制冷设备发明的替代方法是，用传统的陶罐存放食物，并形成每日购买和制作食物的习惯。戈德瑞吉的产品chotuKool十分小巧，拥有创新的冷却技术，由可充电电池供电，成本仅为传统冰箱的零头。有数以万计的家庭和小型企业使用这款产品，其中包括许多无法获得稳定供电的用户。


战略3：关注违规行为。
 也许打破法律效力等级低、“无关紧要”的法规是最极端的变通方法。消费者每天都要因为各种令人生气的限制条件不得不这么做。这类行为是一个可靠的信号，意味着消费者有一个重要且屡次出现的需求未得到满足。1999年，Napster的流行表明，消费者重视文件共享的便捷性，并愿意“让法律屈服”（记录显示高管们说的是“破坏法律”）以获得他们想听的音乐。在非洲，有很多打破看似无害法律的人：搭建非法的临时建筑、在城市的人行横道上摆地摊，这些行为易被发现，而且是非常可靠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一种合法且价格实惠的替代方案将会受到欢迎。


战略4：识别丰富或不足的资源。
 打造市场的创新者们要掌握的第4个战略是，识别人文和自然环境中丰富或不足的资源，并用低成本让其成为新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共享经济就建立在获得这些资源的基础之上，例如住宿领域的Airbnb和交通领域的Uber和Lyft。Tolaram利用尼日利亚丰富的小麦和香料制作营多面，从该国高校中发掘了众多优秀毕业生。同样，MoringaConnect的创始人在加纳建立了以丰富辣木资源为中心的商业模式。



展望未来

传统发展与投资模式的失败让人醒悟。世界银行在非洲进行的500多个项目中，有多少是好心办坏事，最终导致在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大量的错误投资？这些项目的530亿美元资金有多少被浪费了？对于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OECD）提供的4.2万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我们也许会有同样的疑问。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有多少是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野心？又有多少推动了新业务和产业的成长与发展？拉动投资是找到一个需求有保障的市场，而推动投资则是一个极易亏损和失败的赌博。

目前企业的投资资本空前，流动资金充足且银行利率极低，全球增长却在放缓，这点令人困惑。投资人和企业家需要新方法与观点来刺激增长，他们必须仔细研究新投资发展和扩张的环境。

关键是把非消费领域看作打造新市场的机会，而不是死胡同。这种洞察对于创新者和企业家来说特别重要。我们希望自己和他人总结的成功之路能够给予他们勇气和灵感。根据我们经验，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太多的初创企业都困在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中，即他们必须等待开发机构以及其他人在基础设施和教育上进行初期投资。非洲6亿人尚无电力供应这一认识，应该刺激创新，而非意味着谨慎。

据了解，目前大型开发机构还未正式立项或建立办公室，用以发现并培育打造市场的创新者。如果世界银行的部门只专注于记录、分析和传授这些创新要点，那么它对非洲企业家和世界新兴经济体人们生活和福利的影响有限。我们希望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能够重新思考创新者们的作用，鼓励他们在困境中发现机会并发挥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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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是哈佛商学院Kim B.Clark管理学教席教授。


伊弗萨·欧摩
 专注于全球经济繁荣领域研究，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研究所研究员。德里克·范·贝弗
 是哈佛商学院综合管理部高级讲师。





特写 Feature



所有人

都买得起的面条

营多牌方便面的制造商Tolaram，已经融入尼日利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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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多面赞助的学校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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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消费者和街头小贩出售面条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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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多面的粉丝俱乐部





[image: ]



“尼日利亚独立日奖”获奖者与Dufil Prima食品公司CEO迪帕克·辛格哈尔（身着西装系领带）







特写 Feature



树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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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ngaConnect的CEO科瓦米·威廉姆斯与加纳的潜在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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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农民使用MoringaConnect提供的仪器为其土地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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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访问加纳的威廉姆斯和MoringaConnect的COO埃米莉·科宁汉







特写 Feature



灯光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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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肯尼亚店主在M-KOPA供电的灯光下，工作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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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OPA照明使夜校的研讨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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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生物技术公司CEO埃迪·阿格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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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在尼日利亚售卖的疟疾测试产品







全球 THE GLOBE



非洲农村医疗信息统计5步法

卢春玲 | 文　王晓红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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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卫生站






在非洲农村地区统计医疗信息一向是提高医疗管理水平的难点，本文总结出一套5步法，有效提高了当地卫生站采集财务数据和捐赠物资信息的准确性与效率。这套方法可对其他类似地区进行医疗信息统计工作提供借鉴意义。






非
 洲很多低收入国家，如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农村地区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农村医疗设施体系对于整个国家民众的健康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及时可靠的信息收集，能够帮助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有效地做出相关决策、准确地评估和监控当地医疗体系的效能、科学地分配援助资源。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很低，会计与审计体系不完善，而农村地区更加缺乏有效的信息管理体系，进行数据采集非常困难。

2010年，笔者供职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及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在卢旺达农村卫生站进行财政支出和来源的信息采集工作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卢旺达人均GDP是554美元，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5%，共有448个农村卫生站为这些人群提供医疗服务。为了改善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卢旺达政府自2006年开始采取分权化管理的医疗政策，将管理权和财政权从卫生部下放到各个行政区的医疗机构。这一变革要求各医疗机构必须提供大量准确的信息数据，以便对各机构的财务支出和规划以及服务的范围和质量等各方面进行考查，从而更合理地分配国家和国际的拨款及援助，提高医疗物资设备和医疗人员救治病患的成效。

在推行过程中，一项很大的挑战就是该国的农村医疗机构普遍缺乏科学的评估系统。为解决这一问题，卢旺达卫生部建立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数据库系统（简称DHSST），要求所有隶属国家公共医疗体系的地区级医院和卫生站每年提交相关信息，包括收入与支出、所提供的各项医疗服务等。这一信息系统在采集现金进出的财务数据方面是有效的，但是在采集实物支取，尤其是捐赠医疗物资（包括捐赠药品、医疗设备和志愿服务）的信息方面却起不到什么作用。据我们统计，2011年向DHSST数据库提交信息的438家卫生站中，有357家无法对收到的医药物品的价值进行报告。

2010年，哈佛大学医学院、布莱根妇女医院和卢旺达卫生部合作，在多丽丝公爵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在卢旺达建立了为期5年的“人口健康实施与培训项目”（Population Health Implementation and Training，PHIT），在卢旺达的Kirehe和South Kayonza两个地区进行医务工作者培训和医疗信息报告系统的改进。Kirehe和South Kayonza地区覆盖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8万，主要由两家综合性地区级医院和21家卫生站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当我们最初接触这些机构时，其账目管理零散、混乱，如卫生站没有标准化的记录现金收支和捐赠物资的财务工具。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与探索，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项目小组、卢旺达卫生部和地区医疗管理办公室的帮助与支持下，我们总结出一套5步法，有效提高了这些卫生站采集财务数据和捐赠物资信息的准确性与效率。


1.了解当地卫生站的财政资源流程。
 我们的工作首先从深入了解当地卫生站的组织架构和与其他各级医疗实施的互动关系开始。我们开始时阅读了大量有关卢旺达医疗体系改革、各级医疗机构所受影响的文件资料，重点关注了医疗机构的财务运行机制。其后，我们对两家地区医院及各卫生站的管理者和财务人员进行了访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知除了这两家医院和21家卫生站以外，Kirehe和South Kayonza南部地区的医疗机构还包括两个地区医疗管理办公室、两家地区级别的药房（这两家药房从中央药房获得药品，负责向各卫生站发药；各卫生站同时还从中央药房直接接受药物），以及若干为当地医疗提供援助的国际NGO组织以及FBO组织（Faith Based Organizations，宗教背景的援助组织）。


2.确定财务数据的来源。
 通过第一步，我们确定了应该从何处采集信息。我们进而了解到，诸如现金流之类的信息基本上可以从两家医院和21家卫生站获取，但是它们接受捐赠药品的信息大部分却要从提供者那里采集。例如在2009年和2010年，两个地区的卫生站所接受的捐赠药品大部分来自卢旺达国家医药生产与供给部（Rwandan Medical Production and Procurement Division，MPPD）、卢旺达国家可预防疾病管理部（Rwandan Vaccine Preventable Disease Division，VPDD）以及两大地区药房，而21家卫生站在财务账目上对此却没有做记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DHSST那样只依靠医疗中心提供的报告，为了正确获得这些无偿捐赠药品的信息，我们必须请求捐赠方提供有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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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小组展示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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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小组工作场所






3.设计信息采集工具。
 我们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HO）为医疗机构制定的信息分类方法，为卫生站在医疗体系的6个基本支柱方面的财政支出设计了财务信息采集表，这6个方面为：医疗服务、医疗人员、医疗信息系统、必需药品/疫苗/医疗技术、财务，以及组织的领导和治理。在捐赠药品信息方面，我们没有采用DHHST要求卫生站提供捐赠实物总价值的方法，而是设计了更多的问题，要求医院和卫生站详细填写相关信息，包括捐赠机构的名称、数量、单位价格和使用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卢旺达的医疗卫生体制一直处于变革中，为了准确从医疗中心采集现金收支和捐赠物资的信息，我们在设计信息采集表时，首先设计了初稿，在两家卫生站进行试点，请各卫生站的会计人员提供反馈意见；然后我们根据会计的意见反复修改了信息采集表，最后形成正式的信息采集表。这一开放灵活且不断自我更新的设计过程，保证了信息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4.建立信息采集团队并提供针对性培训。
 这一步是5步法成功的关键所在。我们从波士顿研究小组向卢旺达派出一名研究经理（Research Manager），全时负责对数据采集员和数据报告人的培训活动。卢旺达的信息采集团队由一名研究协调员和两名数据采集员组成，3人均具有卢旺达大学的本科文凭。我们设计了一系列培训，以加深他们对项目目标的理解，并提升个人的专业能力。对他们的培训包括信息表的设计原理解析、谈话技巧、数据的跟踪与录入、数据的储存与清理以及数据的质量控制等。

在培训中，我们始终强调建立坦诚信任、互相帮助的团队精神，以及通过有效沟通解决矛盾的重要性。在培训中，我们和数据采集员一起设计日常工作计划及其追踪工作进展的图表。例如，卢旺达团队成员除了每天外出采集数据外，在每个周四和周五填写下周工作计划。3名团队成员每周一的早上开会，回顾上一周工作进展，讨论本周工作计划，列举工作中出现的挑战，提出应对措施。会议有专人进行书面记录，会后将记录文件放入“Dropbox”文件夹；波士顿团队每天通过“Dropbox”了解卢旺达数据采集最新进展和遇到的困难，及时为卢旺达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并向卢旺达卫生部就任何行政方面的难题请求帮助。

完成数据采集员的培训后，采集员在波士顿研究小组的技术支持下，为两个地区的卫生站和医院的会计人员提供培训。会计是数据的主要来源，我们每年在采集数据前对所有的会计进行为期两天的培训。参加脱产培训会影响到会计的正常工作，经我们和卢旺达卫生部以及当地政府协商，得到了批准。培训开始前，我们仔细完成了所有后勤工作（地点、材料打印和交通等），以及与相关方面的联系——包括医院和卫生站的管理人员与会计、两个地区的药剂师、位于波士顿的技术总指导和项目经理。在培训中，数据采集员逐题讲解所需要的每个数据及其意义，并收集会计对信息采集表的反馈。培训活动不但帮助了会计准确理解信息采集的有关内容，还增强了他们对信息采集工作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在这一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提供的意见越来越专业，有利于我们不断改进采集表的设计。

培训班结束后，卢旺达团队对培训人员提交的信息进行汇总与分析，然后将结果与各卫生站进行沟通，鼓励他们给出反馈，并依据这些信息来做出财务计划。这一不断进行的过程，加强了我们的数据采集团队与卫生站人员的互动，让我们得以在卫生站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采集表，从而推动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5.正式采集数据。
 培训结束后，我们开始从两家地区级的医院、21家卫生站以及其他卫生机构采集数据。信息采集从每年的6月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3月底。信息采集员和研究协调员通过电话约定采访时间，然后走访每一家卫生机构，和会计人员一起完成信息采集表的填写。其中，信息采集员对会计的数据填写进行必要的指导。在这个项目进行的第一年，每个医疗机构采集数据的时间平均为15个小时，信息采集员平均拜访3到4次。对于采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信息采集员会及时记录下来，以便逐步改进。有时候，信息采集员在回去后汇总整理数据时，信息表中若有不清晰之处会致电填表的会计人员，或再次上门拜访。第二个数据采集的周期开始后，由于双方都熟悉了流程和有关事项，所用时间均有缩短。

在这一步骤中，有关现金流的信息从医疗机构直接采集；对于捐赠药品（包括疫苗及避孕药）及设备的信息，经过卢旺达卫生部的批准，都是从MPPD、VPDD、地区药房和捐赠机构处直接采集；其他类别的捐赠药品信息则从相关NGO/FBO组织及各医药中心采集。当从各个信息来源采集的数据出现差异时，我们会与相关方面举行电话会议，对数据进行核实，找出原因，并确定准确数据。由于对于大部分捐赠物资，各卫生站只能提供数量而没有相对应的价值，于是我们开发了一个价值估算工具，基于当地其他医疗机构的相关价格来估算捐赠药品和设备的价值。

由于这一方法的成功实施，Kirehe和South Kayonza地区的医疗支出、特别是捐赠信息统计的准确性得以大幅提高。我们的研究发现，2010年，两家地区医院和21家卫生站的捐赠的药品、医疗设备的平均总价值占到总支出的46%，对其进行准确统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5步法对卢旺达卫生部改进数据搜集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卢旺达卫生部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资金使用和捐赠信息的统计，其首先要做的就是设计方便易用的信息统计系统，我们设计实施的5步法已经为卢旺达卫生部所采用。我们的这一方法还为撒哈拉以南的24个国家的医疗信息统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据全球卫生费用数据库（Global Health Expenditure Database）的统计，2010年，这24个国家的卫生费用有20%到56%来自外部援助。我们的5步法得到了莫桑比克、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四个国家“人口健康实施与培训项目”的采用，对准确统计这些国家卫生机构的财政支出和来源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卢旺达、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加纳均已跻身“前沿经济体”（Frontier Economies）国家之列，成为全球未来5年里预计收入增长最快的25个国家之一，它们在卫生体系上的进步无疑为国家的整体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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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春玲
 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经济与社会变革项目（Program in Global Health Economics and Social Change）中心主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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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董事长凌克：

“平衡”炼就竞争力

马雪梅 | 文　李剑 | 编辑






金地集团始终坚持平衡原则和循序渐进的发展。无论规模与效益的平衡，还是股东、客户、员工、社会四方利益的平衡，都是金地集团战略决策权衡的关键。






作
 为1988年创立的老牌房地产企业，金地集团的发展始终低调、稳健。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公司董事长凌克的个人领导力和影响力密不可分。

在执掌金地集团的18年中，凌克带领公司先后进行了全国扩张、多元化和全球化发展。自2001年上市到2016年，金地集团的销售收入从5.34亿元提升至1006亿元，增长了188倍。尽管如此，在凌克看来，“规模与效益平衡才是第一位的，不想在哪个方面太激进”。

如今，金地集团凭借着运营能力的提升、良好的成本管控能力以及前瞻性布局，正向着千亿规模的全球化企业迈进。未来，除了继续发展住宅与商业地产、房地产金融、物业服务和社区经营以及国际教育和体育产业，金地集团还将涉足互联网装修、健康养老等新兴产业，进行更深层次的多元化发展，逐步向服务化企业转型。

凌克认为，金地集团的核心优势是团队与价值观，而稳定、优秀的团队本身又是价值观的凝聚。在公司内部，他始终强调“金地是一家读书人经营的公司”。他要求员工“用心做事，诚信为人”。在凌克看来，正是因为公司内部形成了这样的文化，所以合作伙伴才会对金地集团有着“好相处” “守规矩”的一致评价。

凌克本人身上，同样有着鲜明的“读书人”气质。据其员工介绍，凌克18年来从未疾言厉色、大发雷霆，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默不出声。在2016《哈佛商业评论》“中国百佳CEO”榜单中，他排名36位。作为一名卓越的商界领袖，凌克却一直异常低调，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对此的解释是：“比起说，我更喜欢做。企业领导者当然是公司的灵魂，但不是全部，主要还是靠团队的贡献。”

2016年11月，《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金地集团深圳总部对凌克进行了独家专访。采访中凌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金地集团多元化、全球化战略的决策过程。他说现在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市场的价格波动，以及资产价格过高。此外，对于险资进军房地产以及“宝万之争”，凌克也直率地表达了个人看法。



始终把握平衡原则


HBR中文版：
 作为中国地产20多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你觉得这个行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凌克：
 我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8年之前，那时候住宅都是政府负责，大家都是福利分房；第二个阶段是1998-2010年，属于住宅地产的全国化商业开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之后，是地产企业的国际化阶段，许多本土房地产公司都开始全球化发展。




HBR中文版：
 金地集团进行商业开发起步很早，但目前规模上似乎并没有做到完全领先。



凌克：
 在全国化发展方面，其实我们是最早开始进行扩张的。但要是比较规模的话，我们确实比其他房地产企业小。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规模作为第一要素，而是始终坚持规模和效益平衡，我们不希望在哪个方面过于激进。




HBR中文版：
 为什么金地集团要在2014年提出“加快周转，做大规模，提升ROE”的发展目标？



凌克：
 其实这个想法我们是一直都有的，只不过在2014年提出来了，当时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468”，也就是2014年销售额达到400亿元，2015年达到600亿元，2016年达到800亿元（金地集团2016年的销售收入为1006亿元），现在这些目标都已经达到了。这里面其实主要还是一个规模目标的定义，而不是加强周转的定义。

应该说，现在我们在把握小周期调整方面，比原来做得好了。2016年，金地的销售额有了很大增长，我们也做了很多投资，但并没有拿高价地，可以说把控得还是比较好的。




HBR中文版：
 如何才能把握好你说的“小周期调整”？



凌克：
 要对未来3年、5年甚至10年的市场波动进行研究，这是所谓的大方向，有时候不能完全看清楚，但是看不清楚也得看。不过，即使研究清楚了大方向还没用，因为中国市场的波动因素往往无法预期，所以一旦发觉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就一定要赶快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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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HBR中文版：
 调整频率加大，是否不利于做战略与运营上的平衡？



凌克：
 我们肯定把战略放在第一位，方向错了，什么东西都错了。但是运营能力也很重要，如果有一个好战略但是没法落地，那么这个战略也是白搭。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运营能力再提高一些，提高到和战略同等重要。我觉得过去金地集团在运营能力方面存在不足。




HBR中文版：
 金地集团在运营能力方面还有多大的提升空间？



凌克：
 我们还是要向万科学习，万科集团的运营调整非常敏锐，应该说特别好。中国地产是短周期波动，所以不论是从投资角度还是从销售角度，都要时时调整，这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向万科看齐，应该会更好一些。




HBR中文版：
 为了提升运营能力，未来会具体做些什么？



凌克：
 从现在来看，我觉得还可以做产品标准化和工业化。金地公司的产品已经有很多系列，具有一定标准化了，但是标准化程度还是要继续提高，目标是用集成思想来完成设计工作。之前，设计的每一项工作我们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做，今后，我觉得可以把每一项工作都标准化，然后再把它们拼到一起，这样设计就变得简单了。

在工业化方面，我觉得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深圳为例，我相信20年后城中村就会都没了，城市中都是非常高的建筑，高度是现在的5倍、10倍，那个时候深圳会更像上海、曼哈顿了。在这种情况下，地产该怎么发展呢？那就是继续旧改。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曼哈顿还是伦敦，在成熟城区的施工条件、施工时间都受到了非常多的限制，这样就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业化。

另外，很多中国公司都做得比较不好的是装修。装修行业今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变化会主要集中在装修建筑材料和装修技术两个方面。目前，在世界高端建筑材料供应商中，看不到中国企业，看到的都是美国、德国、意大利企业。未来，建筑材料产业将会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整合。另外，装修品质也会发生很大改变。同样价格的住宅，美国肯定比中国的装修好多了，这和装修产业体系相关，另外美国地价也便宜。未来，这些都是运营的事情，需要地产企业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发展。




HBR中文版：
 在外界看来，金地集团似乎在融资能力、成本管控能力方面比较强。



凌克：
 我们财务同事比较好地把握了和各种金融机构关系的处理。另外，也是因为公司的规模比较大了，所以银行愿意给我们无抵押的信用贷款。一方面我们需要好的外部金融合作机构，另一方面对方也是要看你的这张财务报表的。如果财务报表不好的话，别人怎么会给你这么低的融资成本呢？可以说，财务同事把公司的规模和成本是做得比较平衡的，也比较好地把握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成本管控方面，我们确实有了一些提高。在上市的大型房地产企业中，算是表现比较好的。



有机发展多元业务


HBR中文版：
 2011年，金地集团确立了“一体两翼”战略（以住宅业务为主体，以商业地产和金融业务为两翼），应该说是国内第一批进行多元化布局、涉足金融业务的房地产企业，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选择？



凌克：
 因为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中有大量来自投行、私募股权基金的人，也有很多高科技公司的投资者，他们会谈论一些金融公司中与地产相关的基金业务，耳濡目染，我们就接受了。




HBR中文版：
 目前，房地产金融业务的发展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凌克：
 我们对房地产金融的目标肯定是要比现在做得大。这几年做下来，金地房地产金融业务的总资产规模加起来也就500亿人民币，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去看黑石这个公司，它在房地产金融方面大约管理2000亿美金。在美国，不论是地产股东还是地产债券，500亿、1000亿美金的公司有很多啊。今天金地还没具备这么大的能力，甚至收购一家这样的公司都还不知道怎么管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急。




HBR中文版：
 中国的房地产金融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凌克：
 房地产金融对中国来说，还没有开始。房地产金融业务主要分为保险公司和基金两种，基金包括上市基金和私募基金，上市基金中国没有，私募基金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还很大。今天，中国的地产模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资产管理模式还很落后，应该说还没入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房地产金融要比房地产开发对人才的要求高。




HBR中文版：
 除了房地产金融、物业服务和社区经营等，未来金地集团在多元化方面还会涉足其他行业吗？



凌克：
 我们一定会去做养老、健康，这是和社区管理密切相关的。目前，这些业务在美国和中国的竞争都很激烈。养老在健康产业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我们希望从养老、康复开始，逐步对健康产业布局。这些业务都和我们的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是有机发展出来的，我们不会跨得太远，另外，这些业务也是全球化的。




HBR中文版：
 你如何平衡主业聚焦与业务多元化之间的关系？



凌克：
 目前，我们还算主业聚焦，对上下游行业的投资还不是很大，地产始终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对于其他行业以及海外业务投资20%—30%就可以了。



全球化实际是本土化


HBR中文版：
 金地集团的全球化与其他公司有什么不同？



凌克：
 我们突出的国际化实际上是本土化。我们在美国的业务，用的是美国当地的人，不希望派很多中国员工去，因为这样美国社会才能真正接受你。另外，我们的客户定位也是美国本土居民。希望有一天，美国当地人能不觉得金地是一家中国公司，就像他们不会强烈地感到丰田是一家日本公司一样。




HBR中文版：
 对于全球化，一个普遍的策略是靠侨民打开国际市场。



凌克：
 我们进行全球化的主要原因是抵御风险，如果全部投资都放在中国的话，那么一旦中国有调整，我们的风险就大了。而如果我们在美国、欧洲、中国都有投资的话，风险就分散了。要是我们在美国的房子都是卖给大陆去的中国人，那么相当于风险没有分散出去。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华人成为我们的客户，但是我们的国际化战略不能这样定位。




HBR中文版：
 从2013年开始，金地集团开始进军海外市场，为什么第一站会选择美国？



凌克：
 其实，我们2010年就在看美国了。当时，我们一直在比较美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市场都比较大，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比较了差不多两年，最后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它的商业环境透明，作为一个外来投资者可以看清楚。但是印度尼西亚不是透明的，你会有很多担心。另外，美国有很多大城市，比较容易投资。如果再去欧洲选几个城市的话，也比较容易安排。亚太国家的市场规模还是要比欧美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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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对于全球化战略，金地集团更长远的规划是什么？



凌克：
 先投资欧美，再投资亚太。





HBR中文版：
 面对政策、市场、资金和经营等不同层面的风险，你现在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凌克：
 我觉得是市场风险，价格波动方面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这也和政策相关，和自己的经营相关。如果前一阵拿了很多高价地，那么现在就悬在半空中了，我估计这几年都不能开发。第二是资产价格贵。我们在美国门户城市最好地段的资金回报率能做到6%以上，可是在中国利率比美国高的情况下，中国市场的资金回报率还是要偏低。




HBR中文版：
 与行业内其他公司相比，金地集团差异化的竞争力在哪儿？



凌克：
 我们一直崇尚基本的价值观，强调对股东、客户、员工、社会四方面负责，所以我们会以平衡的思想发展公司，但这不是说别人发展得不平衡。在战略发展上，我们希望循序渐进地发展，想把金地集团发展得多元化、国际化。今后，我们还希望发展房地产相关领域的其他新兴产业，可以提供更多服务，然后转型为一家服务公司。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地产公司，会发现不论是重资产型的还是轻资产型的都非常相似。所以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地产公司也是相似的。大家的战略思想区别不大，就是看谁规模大一些、竞争力强一些，看谁先做成。




HBR中文版：
 你觉得金地集团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凌克：
 我觉得是团队。不论是我们的管理层还是中层干部，在金地集团的工作年限都很长，平均时间大约是15年，管理层有的已经做到20年了。首先，这是价值观的凝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有大家的价值观相同，工作环境才会和谐，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很多同事都是从基层做起、一步步提高的，他们各方面的专业知识都很丰富，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培养起来的，需要长时间积累。

其次，价值观也就是公司的气质、性格。在过去与合作伙伴的长期接触中，大家都认为金地集团是好相处、守规矩的，都是愿意与我们合作的。这样一来合作就很容易达成，双方也无须太多猜忌，从而降低了我们的商业成本。



“比起说，我更喜欢做”


HBR中文版：
 外界对你的印象一直都是非常低调，你认为企业领导者在大众面前的曝光不重要吗？



凌克：
 应该说重要，可以帮助公司发展。但是，我们公司的性格就是不太张扬，我也不喜欢、不擅长张扬，和说比起来，我还是喜欢做事。




HBR中文版：
 从1998年就任董事长以来，你的领导风格发生了哪些变化？



凌克：
 没有什么变化，无非是经验多了、受到的磨砺多了，胆子就会大一些。经验不足的时候，总是希望做到完美，就会显得不够果断。其他的基础价值观是不会变的，一个人就应该按照自己的活法去活着，换了一个活法，就不是这个人了。




HBR中文版：
 最近两年险资大规模进军房地产企业，金地集团也颇受青睐，你对此会有顾虑吗？



凌克：
 对于保险公司投资房地产，其实我很能理解，地产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投资，而且还有比较好的分红，何况两者之间还有协同效应。以后不管是股权合作还是项目合作，一定是大趋势。国外也是这样的，曼哈顿70%的办公楼都是保险公司拥有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应该是接下来要不断面对的事情。为了能够达到双赢的结果，管理团队要保证公司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和利润空间，而股东要做的是保持管理团队的稳定。

金地集团的管理团队始终注重多方面利益的平衡。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到了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给创始人的股东回报在150-200倍之间，每一次增发股份的时候，没有哪个股东是很亏的；第二点是我们增发的股东，基本上都获得了盈利。为什么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重点是经营企业，不会把股票炒作看得那么重要，我们始终坚持把公司的基础盈利做好，让股价有平稳的上升空间。




HBR中文版：
 “宝万之争”给你带来了什么启示？



凌克：
 我觉得应该保持管理团队（的稳定），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中国企业一定要努力创造四方（股东、客户、员工和社会）共赢的环境。好的投资者进入公司是合理的，但是股东只应该考虑投资回报，不应该考虑其他的投资关系。对于管理团队来说，一定要是法人治理结构，从而让投资人放心，另外也要担负起社会责任。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中国这么多的上市公司中，有多少做了坏账准备？这须引起重视，要保证大家的经营环境、竞争环境是一样的。




HBR中文版：
 在2016年《哈佛商业评论》“中国百佳CEO”榜单中，你排名36位。究竟哪些关键因素促成了你现在的成功？



凌克：
 其实我就是平平常常的人，一个人要想成功，肯定需要聪明、努力、运气结合在一起。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我还是能够以平衡的眼光、比较全面地看待利益者相关者的关系，不偏向任何一方，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可以让公司长久地发展。




HBR中文版：
 你欣赏哪些企业家，为什么？



凌克：
 我觉得华为的任总（任正非）、复兴的郭总（郭广昌）、万科的王总（王石）都很不错，他们做的改变都很成功，而且身上都有一种坚持。重要的是，他们不仅自身优秀，下面的团队也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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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凌克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主要创始人，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学士，浙江大学管理工程硕士，高级经济师。






简介：


凌克于1992 年加入金地，历任金地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自1998 年起担任金地集团董事长至今，曾先后主持开发了金地花园、金海湾花园等金地集团的奠基之作。在以凌克为领军人物的管理团队的带领下，金地于2000 年开始全国化布局，于2001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于2006 年探索房地产金融业务，并稳健谋求公司多元化发展，于2014 年进入美国市场，在迈向中国最有价值的国际化企业之路上，坚实前行。

凌克带领下的金地集团，连续多年荣获“中国蓝筹地产”“沪深房地产上市公司综合实力10 强”“中国价值地产”等奖项。2016 年，金地正式进入中国房地产企业千亿军团，10 余年间，公司规模扩大10 余倍，公司原始股东的投资回报增长近200 倍，在规模和效益均衡中，走出了金地特色的平衡发展之路。

凌克先后荣获第14 届中国上市公司最佳企业领袖奖；中国责任地产年度领军人物；中国最具影响力地产人物；2016 年度十大管理创新实践者；入选2016《哈佛商业评论》“中国百佳CEO”榜单，排名第3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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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梅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新媒体编辑。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京东集团：

蓄力一纪，可以远矣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 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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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医学上，生命有四大体征，即呼吸、体温、脉搏和血压。既然企业也有生老病死，那企业在生命周期里同样有其“健康体征”。在商业上，企业的健康体征或许可以这样定义：它们是维持组织正常活动的支柱，并且缺一不可；若它们出现异常，将导致企业遭遇严重或致命的危机，同时危机也能让它们发生变化或恶化。

我们认为，企业战略（Strategy），公司运营（Operation），社会责任（Responsibility），以及人才管理（Talent）是现代企业健康发展最核心、最重要的四个领域。换句话说，企业的四大健康体征也许正是战略、运营、责任和人才。在这四点上，企业若能保持活力并持续精进，面对危机与威胁时就会表现得从容很多。所以，围绕上述四大核心领域，我们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评估体系（依据源自 《哈佛商业评论》文章中的经典管理框架与前沿商业理论），并简称企业健康度“SORT”系统。

不仅如此，2016年我们还将这套“SORT”系统首次付诸实践。本文摘编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近期发布的《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京东集团企业健康度评估报告2016》。

2016年是京东集团成立12周年，古称12年为一纪。在这个时点，京东选择测量企业的健康体征，掌控自身的核心能力，目的除了应对种种压力，似乎也在瞄准更大的目标。在研究中，我们深入京东集团总部，与京东多位C级领导者深度访谈。此外，我们还邀请商学院及咨询机构的外部专家共同参与，他们提供了理论和观点支持。

对战略评估，我们重点考察了京东的核心理念、商业战略、战略风格与行业的匹配度以及战略定位；对运营评估，我们主要考察了京东的核心运营、差异化运营以及成本优势；对责任评估，我们检查了京东企业诚信、员工利益以及社会关系和可持续发展；对人才评估，我们衡量了京东人才管理的战略参与、长期发展以及人才管理的效率和胜任力。



战略篇Strategy

根据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的研究，核心理念定义着一家公司恒久的特质。一家公司的实践和战略要不断变革，但其核心理念应该保持不变，核心理念由价值观和宗旨这两部分组成。我们发现，京东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归结为：诚信与激情，这源自创始人刘强东的个人信念——他认为诚信和激情本身就值得去追求。京东的核心宗旨应该是：让生活变得简单快乐，成为全球最受消费者信赖的公司。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一直专注于把坚持正品的理念植入京东的文化，这不仅是一种为成功而制定的策略，而且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条。京东的员工长久以来也一直知道，公司在运营实践、文化规范以及商业战略方面出现重大变革，并不意味着失去挑战者的精神——体验超越对手激情正是该公司一直以来的核心指导原则。

商业战略是为了让公司获得优势。未来企业优势的来源可能来自内部，也可能是外部，它将是竞争优势与生态优势的组合。聪明的企业应当时刻关注产业的变化动向，动态调整自身的优势组合，从而保证商业战略的成功。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京东在打造自身竞争优势上具备极强的实力，在内部价值链活动的优化和资源能力的积累方面非常成功；在打造外部生态优势方面，京东最近几年连续发力，着手布局今后在价值网上创造价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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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过程中，京东有两大重要抉择：一是创立之初毫无保留地进入电商领域，这一点与传统家电零售企业的选择不同；二是在2007年决定大力投资自建物流，这一点又与其他零售电商的选择不同。这两项选择是让京东区别于竞争对手，从行业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刘强东在京东内部不止一次提及：京东凭什么去赢？靠的就是京东的“倒三角”战略。京东“倒三角”战略包括基础层——团队，三大平台——信息系统、物流系统、财务系统，关键KPI——成本和效率等四大组成部分。这个战略非常实在，它清晰明确地告诉京东每一位员工——京东要做什么，怎么做，方向是什么以及什么是最重要的。在外界看来，京东的生态优势似乎不太明显。但是，我们发现京东也许走了一条自己的生态之路。由于京东主体业务是零售电商，这让京东天然需要与大量供应商合作，也拥有大量消费者和用户。在合作伙伴方面，京东现在有约11万合作商家；截至2016年第三财季，京东的年度活跃用户数达到1.987亿。这两项数据能给京东打造生态优势奠定基础，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与供应商、消费者这些外部资源更好地互惠、互动与共生。　　目前，京东的战略选择正在变得多元化，各类业务面临的行业环境也更加复杂。显然，京东不可能再像以前的标准零售时期，用某一类战略就能取得成功。它需要做的是：对于不同的战略目标和业务拓展，选择与之匹配的战略风格，并且据此制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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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运营篇Operation

在经典的运营管理理念中，企业经营的核心被归纳为通过差异化运营提高价值，降低成本。其关键在于企业如何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供有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以创造更高的价值。

作为一家电商B2C平台的巨头，目前京东在运营战略与布局方面均有过人之处。10%左右的费用率让京东足以傲视其他电商及线下零售企业；强大的供应链物流体系则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时，也给用户带来了良好的购物体验。

在业内，京东对成本的良好控制，令许多同行望尘莫及。对比财务数据可知，在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2011年-2015年，京东营业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一直保持在低位。2013年京东商城营业支出占比仅有10.2%，同期永辉、国美等五大线下零售企业营业支出占营收比例的均值为16%。这表明，京东彼时的营业支出占比要比线下零售企业低6、7个百分点。

就全球范围而言，京东的成本控制水平亦为少见。京东集团CFO黄宣德表示，“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目前只找到一家（成本）比我们低，即Costco，它的营收支出占比大概为9%。”

京东的另一核心竞争力则源自其强大的供应链物流。京东数年来在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上建立了良好的体系，得到诸多用户的认可。京东内部已意识到，只有通过良好的用户体验留住用户，才能够带来业绩的增长。

在取得一定的规模效应后，京东近年来开始重视企业盈利。为此，自2015年以来，京东对运营战略做出了一项重要调整，即把毛利率纳入KPI，2016年，京东进一步将毛利率改为运营利润额，令其成为公司四大KPI考核指标之一。

在将盈利指标纳入KPI考核后，京东盈利水平逐步提升。2016年一季度，京东旗下的核心业务京东商城的运营利润率提升了0.6个点至0.5%。2016年第三季度，这一财务指标进一步提升至1.1%。

与此同时，京东在并购业务及技术创新上亦积极布局，有望将新业务拓展成为盈利的另一极。

在并购领域，2016年京东与众包物流达达合并，并与沃尔玛达成深度合作，从而获得1号店等资源。在业内看来，京东已开始在全品类布局和资源打通方面再进一步。且其并购步伐仍未止步。

在技术创新方面，京东也不断开辟疆土，尤其在智能生态方面的布局，令业界充满期待。京东集团首席技术官（CTO）张晨表示，未来3-5年，云、大数据服务、供应链、智慧物流、智能生态将是京东在技术领域发展的关键点。

依托良好的成本控制、强大的供应链物流体系、将盈利指标纳入KPI考核的运营战略、以及不断并购扩张与技术创新，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零售领域，京东的市场份额正在提升，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三季度，其市场份额已由2015年底的28.2%提升至32.6%，仅次于天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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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近期发布的《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京东集团企业健康度评估报告2016》。





责任篇Responsibility

在2016年7月出炉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成立仅有12年的京东（JD.com）闯入榜单，排名366位。京东是中国收入规模最大的互联网企业。2015年，京东集团净收入达到1813亿元，年交易额达到4627亿元，同比增长78%，增速是行业平均增速的2倍。京东现有近11万名正式员工，业务涉及电商、金融和技术三大领域。

在法律道德和诚实守信方面，京东在成立伊始，还是中关村三尺柜台时期，就坚持正品行货，做正规生意，从而形成了良好口碑，为转型电子商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切入电商后，京东率先实施“新消法”和“网络商家数据中心”，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探索，京东模式重新定义了电子商务的“信用”。

在环保方面，2013年，京东确立“绿色京东”战略，在仓储、配送、行政、采销、财务等诸多方面进行环保创新。以开具电子发票为例，京东一年可节约5亿张纸质发票，相当于300多吨优质纸张，减少近2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责任管理方面，以实施的“互联网+”精准扶贫战略为例，京东由集团执行副总裁蓝烨挂帅，8个集团业务小组和7个区域落地小组组成的京东电商精准扶贫执行团队。

与其他企业的CSR相比，京东有一套自己的路子。这就是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推开的“互联网+”精准扶贫战略。京东“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通过提供丰富的培训支持，有效增强贫困农户能力；通过与政府扶贫举措有效协同，实现扶贫的“乘数效应”；通过有效统筹社会帮扶资源，构建“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帮扶网络。

“互联网+”精准扶贫战略包括招工扶贫、产业扶贫、创业扶贫和金融扶贫，体现了保护员工权益和发展社会关系。在招工扶贫方面，从2016年初开始京东在全国七大区启动了扶贫招工计划，截止目前已在近30县完成招工；在产业扶贫方面，京东所支持的四川苍溪猕猴桃等项目在全国已形成品牌效应；在创业扶贫方面，京东正在推动与高校合作的电商运营技能培训，并联合优秀合作伙伴在贫困地区开展种养殖技能培训。在金融扶贫方面，京东通过京农贷等手段帮助农户解决农资采购、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的资金问题，并与合作伙伴共推“农民种地不花钱”等农资扶贫示范工程。

京东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在CSR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互联网+”精准扶贫不仅是一家企业的行动、一块区域的变化，而是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的联动，影响了方方面面，带动了各行各业。这是互联网企业如何利用自身平台优势投身CSR的一个例证。



人力篇Talent

对于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HR在战略制定中的角色无疑是判断一个企业HR管理水平最重要的标准。这主要体现在CHRO的战略角色，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战略制定，HR业务是否得到CEO 支持，企业的人才储备和组织结构是否灵活适应业务变化。京东对于人力资源参与战略制定非常重视。CHO隆雨本人就是公司最高管理层6名管理者中的一员。她对京东战略及业务有着深刻理解，全程参与到整体战略制定之中。

身处互联网行业的京东，最重要挑战是由于业务快速变化、高速成长，以及多元化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量的猛增。通过“管培生”等人才项目建设，京东在人才储备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京东集团的组织架构实行“一国两制”，即京东商城采用传统科层式组织架构，金融和技术板块则采用更适合互联网企业的市场化网络组织。在此模式下，京东团队实行严格的“8150”原则以保证组织的扁平化结构，并进一步强调对管理者的：授权、赋能、激活。

HR专业人员应能充分理解企业业务，为公司长期发展目标奠定基础。这其中就包括夯实企业文化基础，搭建有效的关键岗位人才继任计划。

京东文化梳理始于2012年，到2013年8月，京东规划出整个文化战略版图，包括“一个中心4个基本点”，覆盖了之前所有的价值观主张。同时，通过在绩效考核中明确行为标准，以及“去一线更京东”“大老带新兵”等活动，将文化建设落到实处。自2013年以来，京东每年都进行人才盘点和梳理，过去3年，HR完成了对高潜人才池的构建，以及对关键管理层岗位职责的描述，并加强了继任者管理。今天，京东40位VP级别以上的管理者，一半以上来自京东的内部培养。

企业HR战略是否成功，关键在于HR团队自身是否是一支高效而敏捷的团队。拉姆查兰就曾指出，好的HR应该不只是理解业务，而是能进行业务诊断，预测经营结果。京东每一个BG（子公司），每一个BU（业务部门）都有自己的HR团队，HR团队汇报给子公司或者业务部门领导而非集团BG的HR负责人或CHO。同时，BG和BU的HR团队与集团HR团队应保持非常紧密的互动。HR部门必须承担组织诊断的能力，事实上，现在京东HR团队已经可以为一些小型组织做出组织诊断，甚至提出改革建议。

完成了对京东HR的考察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目标明确的HR团队。CHO充分参与战略，深刻了解业务，对行业趋势及企业未来发展理解透彻。人才战略完备，尤其是继任计划明确、彻底，执行力强。人才储备相对于业务的高发展尚显不足，关键岗位人才保留也有提升空间；组织架构搭建起步较晚但设计精确，为保证两种组织架构都能顺利运行，京东实行了有效的协同策略。在文化深耕上京东做得相当出色，将文化落地贯彻到“员工行为规范”中，通过高管的身体力行来以身示范，用绩效考核保证效果，这些都为企业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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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成功的企业，不仅能运用正确的方式，制定正确的战略；更重要的是，能在战略和实施之间找到一个关键切入点，即核心能力，并通过持之以恒地为之投入资源，促使战略真正落地。






在
 如今这个快时代，很多企业在制定战略的时候很容易被外部的机遇和诱惑所吸引，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不断转移企业发展的目标和重心，有限的资源也因不断变化的战略被进一步分散，难以建立起具备持续竞争力的核心能力。根据普华永道思略特近年来对全球范围内的高管持续多年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在4400名受访者中，半数以上表示其所在企业并不具备制胜战略，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的能力不足以支撑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和所承诺的价值创造之道。

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企业制定战略的方法是否正确，以及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企业内部是否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实施战略所需的核心能力的投资。如前所述，因为缺乏核心能力的支撑，哪怕企业制定出了再漂亮的战略，真正实施起来也会屡屡碰壁，这种情况在国内和国外企业中并不少见，而中国的企业尤甚。

那么，那些成功的企业又是如何通过正确的方法制定致胜的战略，并将战略有效地付诸实施的呢？结合调研结果，我们发现了将战略与实施成功相连的5大基本原则（
参见：《将战略与实施成功相连的5大基本原则》

 ），本文将重点介绍落实这5大原则的3个重要策略：打造连贯性的战略、专注于真正的核心能力，以及建立长远的战略眼光。



打造连贯性战略

传统战略制定的方式都是“由外向内”，先看有多少市场机会，却很少考虑企业的核心能力是否能支持实现这个机会。如果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追逐自己并不具备核心能力的市场或者产品上，其实就意味着可能你放弃了自己核心能力可以很好发挥作用的领域，从而丧失了更大的市场机遇。

与传统的战略制定方式不同，连贯性战略制定方式更加强调战略愿景、核心能力、产品和服务组合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帮助企业避免陷入一味追求增长的陷阱，去追逐那些自己并不具备制胜权的多种市场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由内向外”的战略制定方式。

打造连贯性战略，企业可以问自己三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将之定义为企业形象：

一，我是谁？要成为什么样的企业？用什么样的价值指导为客户创造价值？

二，我们有没有核心能力支撑企业所选定的价值创造之道？

三，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组合是否能与企业的价值创造之道和核心能力相匹配？

这三者之间必须是连贯的、相互支撑的，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肯定就不是连贯的战略。企业领导者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哪些领域做得出色，制定切实的价值主张，打造能够长期持续的独特能力，并确保自己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符合企业的价值主张及能力体系。

“由内向外”的思考方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战略更加具有可落地性。那些“由外向内”的发展更多看中的是机会，但是并没有从能力角度出发，最后会导致没有相匹配的能力进行实施，也就是没有实施战略的能力。所以，制定出来的战略是一套，实施出来的结果又是另外一套。普华永道思略特的调查显示，在战略和实施两方面都非常出色的企业比例只有约8%左右，说明打造连贯性战略是多么重要！

苹果、亚马逊、菲多利、宜家、乐高、Natura和星巴克等这些代表企业都是个性鲜明、极为成功的标志性品牌。以亚马逊为例，作为一家全球最大的网上零售商，是供应商和顾客的超级聚合者；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网上书店开业以来，其海量选择、低价和快速送货的价值主张从未改变。亚马逊基本上还保持着成立以来的能力体系，以独到的方式处理网上零售界面设计、后台供应链管理、商品促销、顾客关系管理和科技创新，其大多数投资都与企业战略相一致，成为长期持续显著增长的推进力。

我们所剖析的企业都凭借成功的能力建设打造出致胜的优势，而且具有高度的连贯性：不仅将能力应用于各项产品和服务中，而且贯穿于价值创造之中。凭借此举，这些企业打造他人无法模仿的非凡企业形象。

作为企业领导人，你是当之无愧的企业形象代言人。你应不断传达有关企业形象并坚守这一形象的信息。一旦你表现出对这些信仰的支持，所带来的影响将能够支撑起一家出色企业。




那些凭借能力建设而打造出致胜优势的企业，不仅将能力应用于各项产品和服务中，而且能贯穿于价值创造之中。凭借此举，这些企业打造他人无法模仿的非凡企业形象。





专注于核心能力建设

许多管理人员认为，应该遵循业内的最佳实践，并将外部对标视为通向成功之路。但我们研究的企业却展示了不同的一面。这些企业将战略贯彻至日常活动。它们立足于企业发展，针对自身情况设计并打造一系列能力，从而做到有别于其他企业，随后以独特的方式将这些能力进行推广应用。

当我们在谈论打造一家能力型企业时，更多是能力系统的建设。核心能力如果太多，就不能称之为核心能力了，通常围绕3-6种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能力即可。更重要的是，怎么构建这些能力，自建、并购，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这其中面临着大量、持续的投资。要反复强调的是，能力体系的建设，不是单个人或者单个部门的事情，必须整合体系和系统的力量，因为核心能力都是跨部门的。

也有人问，“有钱有资金能不能去购买核心能力？”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说是也不是。因为资金本身不是一种能力，但是通过大量的并购，比如并购最好的研发公司，设计最好的体系去支撑它，企业就具备了打造核心研发能力的基础。但是企业须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强化，而能力的建设也并不是立竿见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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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在核心能力建设的过程中，企业文化发挥的作用千万不可小觑。解决执行问题的另一种标准业务实践方式是架构调整：改变组织架构，重新思考配套措施。在这种方式下，企业文化会被视为一种阻碍。但我们研究的企业却拒绝进行颠覆性的组织架构重组，而是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它们利用企业内部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力量，通过企业文化而不是结构变化来推动变革。

打造一家企业的研发能力应当从源头开始，比如说对市场的洞察。制定中长期投资计划时，是否和企业研发能力打造紧密结合？内部要吸引优秀的人才，企业的人才吸引、激励和挽留的机制是不是与此相匹配？企业内部的研发流程是否具有竞争性，是否能够推进研发能力的强化？再比如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很多员工可能都觉得研发和自己无关，都是研发部门的事情，但其实研发部门的工作和每个员工都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强大的跨职能部门的研发能力，将成为帮助企业实现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因素，亦即核心能力。如果员工没有这种企业文化理念，不理解每一个个体在打造企业核心能力中的意义和作用，那么战略实际操作起来将会在企业内部遇到很大的阻力。

能力建设是企业投资战略中最重要的领域。如何保证企业的资源能够真正用于核心能力构建上，是一个摆在企业领导者面前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当企业处于经济发展周期的低谷时，绝大多数企业倾向于开展全方位的成本削减，从而实现全面的精益化。但我们研究的企业却从战略的角度重新部署资源，加大对最重要的少数能力的投入，同时削减其他方面的投资，使得这些企业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在投资总量给定的情况下，依然不会削弱对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核心能力的投入，当企业克服经济周期困境的时候，就能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和昂扬的斗志踏上实现企业宏伟战略的漫漫征途。

如何削减成本是一门艺术：大刀阔斧地一砍到底，还是有针对性地精雕细刻。同样是面临成本压力，曾经风光无比的大型连锁卖场电路城 (Circuit City) 背离了与中产消费者建立起的手把手般的销售顾问关系这一能力体系，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在没有事先知会供应商的情况下一夜之间砍掉了核心的家用电器销售业务，放弃了一项旨在升级购物环境的门店改造计划，并草率地解雇了数千名资历最长、经验最丰富的佣金制销售人员，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经验的时薪制零工，而总部的高层却依旧位置稳固、继续享受高薪。错误决策的多米诺效应使得电路城在惊涛骇浪般的经济衰退中，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经历了清偿、破产和清算，并于2009年初关门歇业。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经济危机冲击的宜家却孜孜不倦地寻求一切削减成本的机会，并同时保证商品质量、店内消费者体验和运营效率。这些组成了宜家的关键能力并得到保障。此外，其他方面节省下来的成本用于再投资。从2001年起，宜家每年保持着10%左右的收入增长，2015年的收入超过300亿欧元。

一个企业领导者，就是该企业能力建设的总指挥，须要将工作深化到细节层面，从而能监督、感知和接触日常活动。与此同时，他还须要拔高视角，从而能够清楚看到（并向他人展示）全球范围内的能力如何为客户带来价值。领导者必须要同时兼具短期和长远的眼光，也只能通过上述方式才能做到这点。




这些企业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灵活，相反，它们通过创造所希望看到的变化来引领消费者需求，从而塑造市场和未来。





超越自我的不懈追求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里，成功和失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几乎每家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幸运的，生存下来并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今天令人羡慕的佼佼者；但仍有无数的企业在沉浮得失中消失于人们的视野里，渐渐湮没于人们的记忆中，其中不乏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知名企业。

尽管不少成功的企业因为沉迷于过去的辉煌而陷入困境，但我们所研究的这些成功企业普遍努力避免自满情绪。它们努力判断能力须如何发展，尽早开展必要的投资以自如地应对世界上的各种变化，与大客户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致力于创造需求而不是顺应需求，推出能界定和满足潜在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企业在明显具有领先优势的市场中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以能够吸引供应商、经销商、互补型生产商和其他企业参与或竞争的方式创造卓越的价值。这些企业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灵活，相反，它们通过创造所希望看到的变化来引领消费者需求，从而塑造市场和未来。

在这方面，成功企业的做法各有千秋。比如，星巴克懂得如何在不烤制的情况下成功地包装和销售食品，待其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后，成功推出了许多大受欢迎的小食；宜家学会了如何打造更完美的网上业务，且该业务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 Natura（巴西领先的化妆品公司）建立起一项全新的能力，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融入日常的业务实践中，并利用在雨林业务方面的企业责任口碑，作为进军海外市场的跳板；西麦斯（CEMEX，全球建筑材料公司）也在完全不同的行业中引入可持续发展能力，用于巩固其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定位。苹果和海尔在优化能力体系、创造需求和利用其能力体系优势重塑行业方面，也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自身优势的专注将使得高度连贯性的企业建立起超越原始目标的能力。这些企业不再谈论环境的制约，敢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提出更远大的理想：以能力来应对更广泛的挑战并实现更崇高的目标，服务于客户最基本的需求，并最终成为行业领军者。我们将具备上述能力的企业命名为“超级竞争者”，这些企业能力出众、影响力巨大，改变了同业企业间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连贯性是成为超级竞争者的先决条件，但并不是全部。一个超级竞争者，不仅能够遵守业务规则，还要能改变游戏规则，塑造和引领未来。

总之，一家成功的企业，不仅在于其能够运用正确的方式，制定正确的战略；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所制定的战略和实施之间找到一个关键切入点，即核心能力，并通过持之以恒地投入资源，不断建设和强化这些能力，使得战略能够真正落地。关于这一点，那些成功企业已经为我们树立起一个个标杆，而对于无数渴望成功的中国企业来讲，须做的就是立即行动起来，改变传统的发展思维方式，以连贯的方式制定致胜的战略，以更坚定的信念坚持对核心能力的投资。长此以往，你的企业当然也能够成为这些成功企业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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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沪初
 是普华永道思略特大中华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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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the most brilliant new concepts need support from their ecosystems. In this package we explore the effect of timing on technologies' success,why a legacy ecosystem can separate you from your customer,and how companies can collaborate to solve ecosystem-leve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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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Right Tech,Wrong Time

Ron Adner and Rahul Kapoor

page 038



Why do some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ies dominate the market quickly,while others take decades to catch on? It's a function not just of the technologies themselves,say the authors,but also of their broader ecosystems (electric cars,for example,need a network of charging stations). The ecosystems of the legacy technologies matter too—they can sometimes be improved enough to prolong the

life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alyzing the ecosystem dynamics in your industry can help you predict how quickly technological change will occur. For example,if the new technology is surrounded by viable complements and there's little room to improve the old technology's ecosystem,substitution is rapid (creative destruction). When the opposite conditions hold—the new technology's ecosystem needs work and the old technology can capitalize on improvements in the established ecosystem—the pace of substitution is very slow (robust resilience). The authors describe two other possible scenarios: robust coexistence of the two technologies,and the illusion of resistance (the old technology seems competitive for some time but quickly succumbs once the new technology's ecosystem is ready to roll).

If you understand which scenario applies to you,you can better assess the threat of disruptive change—and use the authors' insights to respond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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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The Problem with Legacy Ecosystems

Maxwell Wessel,Aaron Levie,

and Robert Siegel | page 046



In the digital age,software has enabled innovators like Uber and Tesla to gather crucial data about customers and create revolutionary offerings to serve them. Meanwhile,many well-resourced incumbents struggle to develop extended digital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That's partly because it's hard for companies to change their established business models. But the authors point out another inhibitor—there are repercussions up and down the value chain.

The authors explain that successful upstarts do not just capture and use new data effectively; they also break from traditional reliance on outside partners for sourcing inputs and distributing and servicing products. They keep more functions in-house—a necessary part of launching an innovation. But if incumbents do likewise in their own efforts to take advantage of digital technology,they risk upsetting longtime relationships with suppliers,distributors,and other collaborators.

To navigate this new world,the authors advise managers in traditional companies to think about the macro trends that will shape their industry in the future,agree on a digital strategy to address customers' needs in the long term,and develop better metrics to monitor progress. Incumbents must also creat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partners so that everyone benefits from the new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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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Managing Multiparty Innovation

Nathan Furr,Kate O'Keeffe,

and Jeffrey H. Dyer | page 054



In an increasingly digital and connected environment,leaders of established companies frequently find themselves facing opportunities that they—or even their industries—cannot seize alone. Instead of relying on start-ups to create innovations and then buying in to them,organizations are taking part in a process that the authors call ecosystem innovation,collaborating to develop and then commercialize new concepts.

Cisco Hyperinnovation Living Labs (CHILL) differs from seemingly similar approaches,such as R&D alliances,because it focuses on the fast and agile commercialization of ideas without a complic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reement. It also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partnership efforts,because it brings multiple partners together at a very early stage all at onc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discuss how large companies can develop their own ecosystem innovation capabilities,using Cisco's process as an example. They describe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 process,identify the most common traps,and explain how leaders can capture valuable opportunities. The process allows companies to bring extremely diverse ideas,skills,and resources together to solve ecosystem-level problems at an astonishing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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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Matt hew Dixon,Lara

Ponomareff ,Scott Turner,and

Rick DeLisi | page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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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are consumers increasing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help they get from 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s? The authors'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ith contact center personnel worldwide suggest that companies don't hire the right people as frontline reps,nor do they equip them to handle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challenges that come with the job.

Every rep can be classified as one of seven types,say the authors. Supportive "Empathizers" constitute the largest group,and managers prefer them. But take-charge "Controllers," who make up only 15% of all reps,actually do best at solving customers' problems.

To expand their numbers,companies need a fresh approach to hiring—one that involves crafting job postings and screening applicants differently. Companies should also revamp their training practices,using new curricula and on-the-job coaching to help all types of reps learn to act more like Controllers. Another key step is building a culture that values and rewards Controller behavior. That might mean evaluating reps on their ability to use good judgment rather than follow a script,and soliciting their ideas 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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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DID IT



LEADERSHIP



THE FOUNDER OF

TOMS

ON REIMAGINING THE

COMPANYʼS MISSION



Blake Mycoskie | page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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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all of 2012 the author decided he needed to do some soul-searching. The start-up he'd founded six years earlier had grown into a global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00 million in revenue,and it was still delivering on its promise to donate a pair of shoes for every pair sold,but Mycoskie felt disillusioned. His days were monotonous,and he had lost his connection to many of the executives in charge of daily operations.

He and his wife moved to Austin,Texas,so that he could take a sabbatical. He dedicated a lot of time to private contemplation,but he also spoke regularly with his executive coach,entrepreneur friends,and business nonprofit leaders he admired. He traveled to conferences around the country to learn from experts in social enterprise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he read Start with Why,by Simon Sinek,about leaders who inspire action and companies that create compelling products.

All this,combined with a chance conversation about the coffee trade in Rwanda,led to the creation of TOMS Roasting—which,like TOMS Shoes,would have a one-for-one model: For every bag of coffee sold,the company would provide a week's worth of clean water to a person in need. As TOMS approaches its 10th anniversary,the author writes,he feels more energized and committed than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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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杰瑞·宋飞：


要在巅峰时谢幕


丹尼尔·麦克金（Daniel McGinn） | 访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独角喜剧演员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
 从事演艺事业多年，情景喜剧《宋飞正传》（Seinfeld）在20 世纪90 年代风靡一时。20 年后的今天，他的网络脱口秀《谐星乘车买咖啡》（Comedians in Cars Getting Coffee）再次博得满堂彩，新一代的年轻观众通过网络看起了他的节目。






HBR：
 《谐星乘车买咖啡》这部剧是怎么来的？



威尔逊：
 我最开始是听广播里的歌，查克·贝里（Chuck Berry）、罗斯玛丽·克卢尼（Rosemary Clooney）和四新人（Four Freshmen，美国男子声乐团体）之类的，就这么学会了唱歌和演奏，还有写歌。菲尔·斯佩克特（Phil Spector）和其他几位制作人让我把自己的歌灌成唱片。披头士那样的乐队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不是竞争，只是相互欣赏。我想在音乐方面有所成长，于是就去尝试。我不是那种有点成绩就满意地停下来的类型，在录音上尤其不是。而且我脑袋里总是冒出新的点子，其中很多要把乐器用作人声，将人声用作乐器。我会把各种声音放到一起，创造出新的音色。有些想法没能实现，因为在当时太难实现，但多数是实现了的。然后我就立刻去做下一件事。




《宋飞正传》是你和拉里·戴维（Larry David）一同创作的，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编剧会议，停止创作这部剧的一个原因是灵感枯竭。那么编剧有没有更可持续的方法呢？麦肯锡之类的机构能不能帮你们找到一种更好的模式？


麦肯锡是什么？




是一家咨询公司。


他们搞笑吗？




不。


那我就不需要他们。高效的方式是错误的，正确的方式很艰难。节目成功的原因就是我事无巨细，具体到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每一处剪辑和每一个选角，我都要管。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




《宋飞正传》的成功，有多少是因为这部剧在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完结？


这个我也想知道。我的理念是适度。做一档电视节目，如果大受欢迎，就必须在特定的时候停下来，否则就会失去魔力。比方说披头士，我不至于以任何方式把自己与他们相提并论，不过他们就是组队9 年后解散，那时候我还小。一位数是挺重要的。如果电视连续剧演到第10 季，成了两位数，就感觉这片子好像演不完了。10 季好像比9 季长得多。我决定第9 季完结，让观众觉得自己看到的演出在巅峰时刻谢幕。




《宋飞正传》结束后，事业要如何发展，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难解决？


我倒是没觉得必须要做些什么事情。制作这部剧之前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是相当成功的独角喜剧演员。我知道这份事业将伴随我一生。这部剧是无心插柳，让我一个无名小卒在娱乐界得到了非常高的地位，感受到了某些文化关联性。大家开始用我们编造的词语，比如“礼物转送”（regifting）和“收缩率”（shrinkage）。但我自己的定位从未改变，始终是职业独角喜剧演员。假如以这部剧作为跳板，创立大的媒体公司制作电影电视剧，那就不对头了。




你能教会别人变得搞笑吗？


不能。你可以教别人在喜剧中搞笑的几种方式，但没办法教别人变得搞笑。我没有意识到这种素质有多少是遗传决定的，直到我看见自己的女儿，她太好玩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从来没教过她，而且我知道，我父亲也很好笑，于是现在我知道，搞笑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幽默作为一种领导能力的效果如何？


幽默有趣是一个人在人类社会中能够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甚至能与美貌抗衡。




登台之前，你是怎么做心理准备的？


不一定要做心理准备，交给观众吧。你走出去面对3000 个人，他们花了75 美元或者100 美元，坐在那里说“我们要立刻笑出来”，你就有感觉了。但喜剧演员跟运动员一样有自己习惯的准备动作。我是在演出前看自己的笔记，直到开场前5 分钟。舞台监督说“还有5 分钟”，我就穿上外套，这样身体就知道了，“好的，我们要开始变戏法了”，然后我站起来，这时候我喜欢来回走动。这就是我个人在演出前的准备，从来不会变。这样感觉舒服。




作为现场演出者，你是如何进步的？


必须知道怎样给自己打气，在创新的时候充满自信和勇气，还要明白怎样对自己严苛，“这部分很好，但还不够好，删掉吧”。我不想严苛得让自己消沉，但也差不多了。这是身为职业演员最辛苦的部分。喜剧演员在演出结束后退场，你去问他们感觉如何，多数时候他们会说：“我恨自己。”




能上《谐星乘车买咖啡》的人是不是都上过了，以后会不会没人上节目？


我的想法是，不要让所有喜剧演员轮流上一次，我想让我喜欢的几个人再来一次，比如亚历克·鲍德温（Alec Baldwin）、拉里·戴维和萨拉·西尔弗曼（Sarah Silverman）。亚历克·鲍德温只上12 分钟，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觉得观众也这么想。我想做成《今夜脱口秀》（Tonight Show）那种，让查尔斯·赖利（Charles Nelson Reilly）这样不想推广什么东西、只是非常擅长脱口秀的人上节目，反复上。我要保证节目水准，这点比新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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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麦克金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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